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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京都學派於 1930、1940 年代提出一系列環繞「世界史」的歷史論述，它做為回應

西方帝國主義政治、思想秩序的思想活動，是京都學派對當前歷史境況的認識和分析，

目的是希望通過提出新的思想意識來推動現實歷史秩序的轉換。然而此一欲與西方帝國

主義抗衡的思想嘗試，於戰後受到知識界躂伐與放逐，認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是

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兇。為什麼反帝國主義的思想意識會與帝國主義有相同的邏輯？是什

麼樣的歷史或思想本身的因素，使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產生上述矛盾？本論文的主

要目的，便是藉由檢視「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等三場與「世界史」論述相關的座談會，

以及鈴木成高、西谷啟治的歷史論述，來找出是何種思想元素、思想方式，使京都學派

「世界史」論述站在反西方帝國主義歷史與思想秩序的位置上，卻終究無法成功挑戰帝

國主義歷史與思想秩序。之所以重新檢視戰前（日本）的思想，是因為筆者認為戰前思

想活動所提出和造成的問題，即便耗費了戰後幾代人的心力，仍舊如夢魘般左右著與這

段歷史相關的我們的日常政治感覺、經驗與歷史認識，與西方帝國主義歷史、知識與思

想秩序的抗爭和角力，至今亦不見可停歇的終點。本論文便是對上述問題意識的延續。 

關鍵字：京都學派、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世界史哲學、鈴木成高、西谷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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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京都學派1於 1930、1940 年代發展出一套圍繞「世界史」的歷史論述，其做為東亞

近代回應西方帝國主義政治、社會與思想殖民的思想意識之一，值得放入東亞近代思想

史的光譜中，探究它所具備突破西方思想壁壘的內在能量。然另一方面，面對西方帝國

主義壓迫的現實、現代化的迫近與迫切性、戰前（日本乃至整個東亞）現實歷史與政治

的腥風血雨，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卻存在無條件承認現實、複製既存帝國主義秩

序與意識的深刻矛盾。「世界史」論述的內在矛盾，一如後文指出，在於京都學派提出

所謂以「主體立場」來挑戰西方帝國主義政治與思想秩序，卻又落入與西方帝國主義相

同的意識邏輯。這種對帝國主義秩序再製的矛盾，筆者認為，曝露出京都學派本身做為

思考如何抵抗帝國主義的思想主體，其實只是透過轉移（國家）主體位置來試圖脫離帝

國主義殖民的秩序，即從被（帝國主義）秩序定義的對象，轉換到做為秩序的定義者（給

予、主導秩序者），2而非在根本上質疑、破除該秩序。因此，儘管筆者認為從京都學

派「世界史」論述中，可以看到打破西方帝國主義政治和思想秩序的契機，卻終究未能

成為顛覆性的思想力量。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以京都學派進行於（太平洋戰爭）戰前、戰中與「世界

史」相關的三場座談會3為切入點，並且以鈴木成高、西谷啟治的歷史論述為分析軸線，

討論京都學派如何透過其「世界史」論述，企圖達到現實歐洲主導之世界歷史秩序的轉

變。另一方面，將同時分析已於上段提到之「世界史」論述反帝國主義的矛盾，即縱使

                                                       
1  「京都學派」的名稱在哲學、史學和經濟學界均有人用來指稱京都（帝國）大學的學人群體，例如在

東洋史學的研究上，使用「京都學派」來稱呼內藤湖南以下至谷川道雄的京大中國史研究群體，並以
此與東京大學東洋史研究所或其他學派進行區分（劉正 2009）。哲學界則以此指稱西田幾多郎、田
邊元至高坂正顯、高山岩男、西谷啟治和鈴木成高等學人，嚴格來說，是對京大哲學學人群體的泛稱，
非理論或方法論上的特別指向。本文使用「京都學派」來指稱參加「世界史的立場與日本」（世界史
的立場と日本）等三場座談會的高坂正顯、高山岩男、西谷啟治和鈴木成高等四人。若涉及上述四人
以外的京都學派學人，筆者會特別說明。 

2  此（國家）主體位置的轉移，相當程度上從防衛觀點獲得其正當性。Williams（2004）以美國為例，
指出確保「國家安全」的倫理觀（建構），使得美國對太平洋秩序的控制和對外戰爭，獲得相當程度
之社會意識的支持。劉紀蕙（2011）則指出這種防衛性社會的意識結構，能夠經由不同的主體介入與
權力結構透過各種文化與教育政策進一步加強。 

3  「世界史的立場與日本」（世界史的立場と日本）、「東亞共榮圈的倫理性與歷史性」（東亜共榮圈
の倫理性と歴史性）、「總體戰的哲學」（總力戰の哲學，総力戦の哲学）。依照大島康正（2000）
和大橋良介（2001），京都學派開始進行對世界史和當時日本歷史情勢的討論緣起於太平戰爭前的近
衛（文磨）內閣為抑制陸軍不斷擴大戰爭的意圖，而與海軍合作，欲在政治力上牽制陸軍，京都學派
（含西田幾多郎、田邊元等人）在此背景下成為海軍的智庫（但田邊元以健康為由，完全沒有參與），
以京都學派四位學人為主展開多次討論，其中本論文討論的三場座談會有公開刊行於《中央公論》。
大島及大橋視此三場座談會的目的是顛覆軍國主義的東條（英機）內閣（繼近衛內閣），但有學者持
相反意見（如：Kimoto 2009，詳見第二章）。本論文不擬涉及上述背景，僅就京都學派的歷史論述進
行討論，主要目的在於呈現京都學派論述中客觀（歷史）知識與主觀（歷史）立場之間的悖論。儘管
不能說一時性的政治歷史因素對於理解文本解讀無所影響，但筆者認為長時段的社會歷史結構要素並
不會因此隱而不顯，在下文討論中，可以看到京都學派對「世界史」的討論是延續日本明治以來對日
本國家走向的論述脈絡中。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朱婷婷 

  2

「世界史」論述並非直接支持日本的帝國主義戰爭，但為何仍通向、導出足以支撐帝國

主義戰爭的意識型態之問題。筆者認為，之所以出現導向支持軍國主義擴張的意識型

態，是因為京都學派所主張的「超克」西方秩序，並非以超越西方或歐洲中心主義為目

的，而是以「歐洲」之為一特定的「歷史結構」做為近代4日本進入世界歷史的範型，

透過與「歐洲」在概念上的同一化，來克服歐洲主導的世界歷史秩序。5就此而言，京

都學派仍舊是以「歐洲」為中心，但與傳統意義的歐洲中心極為不同，並不是追求（京

都學派所認為）歐洲之所以成為「歐洲」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等政經結構和思想意識，

無寧是站在揚棄這些歐洲性的立場上，而達到「歐洲」象徵的歷史結構。因為「歐洲」

具有某種範型意義，京都學派在思考近代日本的歷史走向時，「歐洲」反而成為思考的

起點和原理；本論文中筆者將分析此一思考方式與思維構造如何衍生出對眼下帝國主義

秩序的承認與再造。無論複製帝國主義意識是否獨立於京都學派的思想之外，上述思想

方式使得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一方面充滿突破帝國主義歷史與思想秩序的能量，另

方面卻又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意識型態的支柱。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這種內部緊張卻遮掩

的悖論，是本論文的研究主旨。 

關於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先行研究不在少數，但針對京都學派把握「世界史」

的方式，筆者認為仍有從不同面向討論的空間，尤其對鈴木成高史論的專門討論相當缺

乏，因此對鈴木歷史結構論述的闡釋與分析，是本論文的重點之一。米谷匡史在一篇談

到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的文章中指出，戰後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及意識型態的批判，

是替日本解放亞洲和帶來現代化的辯護，取代了對戰前（京都學派）思想本身的探究。

伴隨冷戰和極為表面地歷史和解、亞洲合作的情勢發展，對思想的討論停留在對現實政

治的「反省」上，思想本身和現實歷史的緊張性（世界史／戰爭的理念、理念化的世界

史／戰爭），在表面的和解與意識型態的「反省」以及批評中被省略和忽視，始終未受

到深度的檢視，而成為當代歷史的包袱，使我們無法從這樣的歷史中獲得自由（米谷匡

史 1995）。在距離米谷撰文近二十年的今天，這樣的狀況是否已經改善，或許是值得

認真面對的問題，因為對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探討，不僅是追問京都學派對歷史

的思考和態度，同時已經成為我們如何面對這段歷史的態度問題。或許惟有承認同一思

                                                       
4  日文中的「近代」不完全等同於中文的現代、現代性或現代化，它同時包括這三者：既具有表述時間

的意義，又指涉某種精神狀態，同時將特定物質文明包含其中。孫歌（2009）指出「近代」一詞在日
文語境中反映了所謂「現代性」的內容，其中包括「現代化」的內涵，而此二者原本就非獨立之存在。
筆者同意孫歌的看法，但欲強調「近代」尚具歷史過程的意義，因為這關係到京都學派學人如何討論、
看待「近代」做為一非／連續之歷史過程。由於中日文之脈絡有別，故筆者於本文直接使用「近代」
來指稱日文語境中的意義，若單獨表述時間或非特定日本脈絡之現代性或現代化，則使用現代、現代
性或現代化等詞彙。另外，本論文不擬特別討論「近代」的內涵，因為即便限於日本歷史脈絡，它仍
是個多義不易清理的概念和行為方式，故下文提及「近代」，都是依著文本的論述脈絡。 

5  需先強調一點，筆者於此處及之後各章指出京都學派以「歐洲」為「近代」與「世界史」範型而與歐
洲帝國主義共有某些擴張邏輯，並非暗示可能存在非歐洲的近代方式，或假設非歐洲的近代與世界史
就絕緣於帝國主義。筆者的重點在於京都學派如何想像／建構了一個「歐洲」，並依此「歐洲」定義
了特定內涵的「近代」，然後用這樣的「歐洲」和「近代」去想思考日本如何進入「世界」。對於非
歐洲的近代是否可能、非歐洲如何不依靠歐洲獲得自己的近代，或者非歐洲式近代與帝國主義的關係
等問題，本論文將不予涉及和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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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意識中存在的肯定與否定、突破與屈服等內在矛盾和衝突，才可能完整認識該思想意

識，以及究竟是思想意識中的何種元素，導致且維繫了對過分殘酷之現實的無條件認同

和支持。尋找京都學派「世界史」思想的組成元素、組合方式，是本論文的重點所在。 

最後想對本文的討論範圍進行說明。首先是本論文特別針對鈴木成高、西谷啟治二

人進一步討論，因為就與「世界史」相關的三場座談會來看，筆者認為鈴木與西谷對於

歷史結構與歷史認識的論述，構成了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基礎。儘管京都學派四

人的意見仍存在分歧，但將如以下各章所示，在歷史做為一種「結構」，以及問題化歷

史認識之基礎、以歷史認識帶動現實歷史秩序轉變等觀點上，筆者認為京都學派四人的

看法相當一致，6故將鈴木成高、西谷啟治的歷史論述提出來專門討論。其次是筆者只

專注環繞「世界史」的各種論述，割捨掉影響京都學派思想之西田幾多郎、田邊元、三

木清和歐陸哲學的討論，此外亦不涉及西谷啟治龐大、佔其論述絕大部分的宗教哲學。

前述各者做為京都學派思想體系的構成要素，將之割捨必然會造成論述上的缺陷，但若

將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定位在回應現實政治、社會歷史情勢的言說，而非只是抽象

理論的探究，那麼專注其與政治、社會思想意識上的（可能）互動，筆者認為對解明京

都學派「世界史」論述仍有助益。其三是筆者用於討論的京都學派的各種文獻，僅限於

戰前，不涉及戰後。7京都學派關於「世界史」的討論，產生於一個特殊的歷史環境，

其欲呼應者亦是戰前、戰中的政治和社會歷史狀況。儘管筆者不認為京都學派「世界史」

論述只是一時性的發言事件，但戰後的社會歷史結構已產生巨大的變化，「世界史」論

述做為歷史中的活動，歷史脈絡對於理解該思想活動如何落實在社會情境中，無不是值

得加入考量的因素。因此，雖然戰爭前後的「世界史」書寫很可能存在某種延續，戰後

書寫本身或戰爭前後書寫的比較亦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題目，但把握其思維結構的方式

或有差異，故不擬涉及戰後部分。另一方面，筆者認為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有強

烈回應現實的動機，植基於特定的思想環境，儘管不能說相關的思想條件於戰後完全喪

失，因為就某方面而言，「世界史」論述欲突破的意識壁壘並未崩塌，但戰後的「世界

史」書寫面對的已是不同於戰前的歷史社會和政治境況，故筆者認為應對此有所區分。

基於以上原因，本論文暫僅關注戰前的相關文本。 

第二節 文獻回顧 

1990 年代至今，日本國內外對京都學派哲學進行再評價的相關研究已累積不少。過

去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印象框限的歐美學者，也開始從不同方向重新討論京都學派的哲

學。例如從比較哲學的角度，在京都學派哲學與歐陸哲學之辯證法、存在主義、現象學

間尋求對話，8或是重新審視京都學派宗教哲學。9下面，筆者僅提出與京都學派「世界

                                                       
6  鈴木成高與高山岩男對於「世界史」的結構方式有相當不同的解釋，請見第三章第一節的討論，但筆

者認為儘管對世界歷史結構內涵的看法不同，並不影響二人同將歷史視為「結構」的觀點。 
7  即筆者確定撰於戰前的各種書寫，但部分文獻是戰後才出版或筆者採用的版本是戰後出版的版本。 
8  例如 Davis, Schroeder and Wirth（2011）。 
9  例如 Franck（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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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論述相關的討論進行回應，主要是針對幾種於先行研究中重覆出現的方法與觀點。

筆者將挑選幾個筆者認為在方法和觀點上具代表性的文本進行討論，與更廣泛文獻的對

話，則留待各章。下面分成三部分進行回顧：就「世界史」論述的整體評價、對西谷啟

治戰前歷史與政治論述的討論，以及對鈴木成高戰前史論的討論。 

1. 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 

就「世界史」論述整體評價部分，David Williams 大力批評西方學者（尤以美國學

者為最）嚴重忽視京都學派期待日本做為亞洲領導者並解放亞洲的歷史理念，京都學派

乃至日本社會大眾真誠地相信日本能夠尊重東亞共榮圈內各國的主權；此外，京都學派

的歷史理念的最終目的是發起精神革命，從而超越、克服近代。因此，作者認為京都學

派是追求一種「後白人」（Williams 2004：18）、「非西方之現代性」（Williams 2004：

44）的世界，10其論述儘管包含國家主義的成分，卻並非支持戰爭的意識型態。Williams

還明白地指出，佔據二戰後東亞研究主流的美國學者以一種勝利者的邏輯評斷京都學派

的思想，目的無非是藉由指責異己之他者邏輯的不正當，來強化自身的合理性（Williams 

2004）。筆者認為 Williams 清楚揭露了西方（美國）知識界自我倫理化，從而排除、拒

斥異己意識的邏輯。這是以自身做為倫理來制定倫理階序、將自身意識普遍化的企圖；

以 Williams 的文脈為例，美國學者通過建構美國之為普遍性的倫理，進而能夠打造或召

喚其他國家、社會、個人向其認同的意識，「美國」於焉成為其他國家、社會或個人行

動的前提，也就是先於行動的規範（因此限定了可能的行動方式）。 

Williams 對西方學者自我倫理化之意識型態的批判，給予筆者在分析「世界史」論

述上相當程度的啟發。然而筆者認為，Williams 雖然批判了西方的思想霸權，卻忽略了

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與其所言之西方學者共享相同的邏輯。在下面三章中，筆者將

指出，京都學派透過建構（看似）客觀的歷史結構，來支撐產出於歷史之「主體立場」

的正當性。京都學派視歷史結構具有外於主體的客觀性，故有其普遍的倫理性。但一如

下文所示，所謂歷史結構的客觀性，其實是京都學派在將日本「世界史的使命」觀普遍

化的主觀認識下，由主體（京都學派）架構出來的非客觀性客觀。通過（建構）歷史之

為「客觀的結構」，對「世界史的使命」有所「自覺」的主體及其立場11因為是出於歷

史，故具備來自歷史的客觀性，從而具有倫理性的外衣。更詳細的分析將在以下各章展

開，先以結論來說，筆者認為京都學派與 Williams 批評的西方（美國）知識界一樣，

都企圖使自我與倫理等同，並以此（與自我相等的）倫理將他者收編到統一的意識秩序

中。以自我為標準劃分了倫理與非倫理的界線，這何嘗不是以帝國主義視角的主體所建

構出來、以自身主觀做為倫理拒斥（潛在的）異己意識的邏輯？雖然如上文提及，筆者

將說明京都學派是將「歐洲」做為思考「世界史」的典範，但「歐洲」無法賦予「世界

                                                       
10  對於作者強調的「後白人」與「非西方」，筆者認為作者有其打破西方霸權（政治、經濟、知識）的

目的，京都學派在此目的上成為他用於批判西方霸權的工具。 
11  對當前歷史的認識方式和相應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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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論述外於日本或京都學派思想脈絡的客觀性，因為將如第三章所示，「歐洲」在相

當程度上也是被建構出來的概念。換個角度來看，就某方面而言在「現實」中成為「普

遍」的「歐洲」（秩序），為京都學派（尤其是鈴木成高）挪用來做為特定「客觀性」

的支點，這是否就是一種對自身做為倫理標準並將自身普遍化的客觀性修飾？筆者認

為，Williams 批判西方知識霸權的目的使其分析存在些許盲點，然而正是這些盲點未能

展示的部分，使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無法真正挑戰西方帝國主義的思想秩序。 

相較於 Williams，Christopher Goto-Jones 從「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的文

本切入分析，他指出在該座談會中，京都學派點明了當前世界歷史早已不能再以歐洲中

心的視線來觀看，即「近代不再只意味歐洲性」（Goto-Jones 2005：118），故世界性

歷史無法以歐洲史為模式或在其階序上被理解（Goto-Jones 2005：119）。然而，

Goto-Jones 說到，京都學派強調以「道德生命力」（moralische energie，moral energy）

達到世界歷史秩序轉換的「自我實現」，有傾向法西斯主義的危險，這裡顯示京都學派

未意識到規範國家行為之倫理在政治層面的危險性（Goto-Jones 2005）。Goto-Jones

意識到了京都學派論述中倫理問題的矛盾，即將自身行動視為某種道德實踐，卻不反省

該道德、倫理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性。Goto-Jones 提示的問題成為筆者於以下各章討論的

重點之一，但筆者將補充討論 Goto-Jones 所沒有分析的京都學派如何建構其倫理觀之

客觀性的問題，這又關乎到「歐洲」做為「世界歷史結構」在京都學派論述中的位置。

這個問題會在第二章提及，並於第三章深入分析，簡言之，筆者將指出京都學派所謂的

「自我實現」，不僅是「日本」的自我實現，而更是「世界歷史」做為具有自我實現之

能力、動力的「結構」的自我實現；鈴木成高又指出至「近代」為止，「世界史（性）」

的歷史結構只存在於歐洲，即如上已經提及，「歐洲」對京都學派來說是「世界歷史結

構」的範型。 

筆者認為此處有兩個重點：第一，透過歷史是一種「結構」的論述，京都學派有將

歷史秩序變動客觀化的企圖，即世界歷史是一個自我運動、客觀的結構，有「自我實現」

的內在衝動。是歷史結構自我運動的客觀性賦予歷史本身無限的合理與倫理性，其催生

的主體態度，同上段所述，亦因此具有客觀、倫理性。同樣已於前段指出，以特定主體

立場做為倫理的京都學派倫理觀，是對「倫理」背後強烈之主觀性的修辭。筆者認為之

所以值得對京都學派如何建構「倫理」的客觀性加以討論，是因為此倫理建構或重構的

過程不僅暗示了「世界史」論述如何呼喚主體對日本之「世界史使命」的回應，還反映

了京都學派做為主體，是如何且為何站到了回應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的位置上。一方

面是藉著「世界史使命」（主體立場）的（表面）客觀性，要求個人主體以特定的姿態

出現（支持、實踐此使命觀）；一方面是京都學派的思想意識，從以下各章討論可知，

並未超出 19 世紀以來日本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歷史語境，如防衛性擴張、亞洲協同與解

放亞洲的使命觀等。12換言之，京都學派未意識到自身成為某一歷史性話語所召喚的主

                                                       
12  此處的想法來自劉紀蕙（2011），依筆者的理解，作者指出歷史境況牽引出不同的意識型態和主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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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此一矛盾是在分析其建構客觀性倫理的過程中逐漸浮現。要言之，Goto-Jones 雖然

意識到了倫理的問題，但似乎只將對此問題的認識停留在京都學派思想上的缺陷或不夠

周全，沒有對京都學派倫理建構指向的目標（塑造某種主體）及盲點（做為被形塑的主

體）有更深入的分析。 

第二個重點是「歐洲」在京都學派的論述裡有不同層次，一種是帝國主義擴張、應

打破的歐洲歷史秩序；一種是如第三章所示之做為「世界史」普遍性關聯歷史「結構」

意義的「歐洲」。這個「歐洲」是具有世界性的「近代歷史結構」，在第四章中可見，

西谷啟治指出和歐洲相等世界性歷史結構，就是「近代」的歷史結構樣態。換言之，筆

者認為在分析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時候，歐洲中心論、歐洲性的近代等不能直觀

以對。區分做為帝國主義秩序的歐洲，以及做為「歷史結構」的歐洲，與「歐洲」做為

「世界史」範型和其能否支撐「世界史」論述之客觀性，顯然密切相關。前面已經提到，

「歐洲」被京都學派（鈴木成高）用來做為其世界史觀點客觀性的支點，因此理解「歐

洲」在京都學派論述中的不同層次，13筆者認為對於理解「世界史」論述具有基礎的意

義。Goto-Jones 指出京都學派發言中「近代」意義潛在的翻轉、移動，但由於未著眼於

「歐洲」之為「歷史結構」在「世界史」論述中的基礎位置，使其分析看來似乎稍顯簡

化，只停留在將歐洲視為帝國主義秩序的層次。 

子安宣邦（2008）以不同於 Williams 和 Goto-Jones 的方式詮釋京都學派的「世界

史」論述。子安宣邦認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是發生於「戰爭期間」、無可回溯的

特定言說（子安宣邦 2008：62-63），僅僅是京都學派對該時期日本國家、國民自我理解

的主觀歷史表述；其論點（日本的世界史立場）的正當性，是來自日本帝國存在之現實

的主觀認識（子安宣邦 2008：70），而這無非是京都學派面對歐洲秩序受到挑戰的自我

膨脹意識，不是出於對國際狀況或現代日本歷史的分析（子安宣邦 2008：69-70）。子安

點明了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根植於特殊的歷史環境，並指出其歷史表述做為某種主

體立場的表現，其實並非來自歷史或任何認識上的客觀性，是以特定之普遍化的現實（「帝

國」的現實）為支點的主觀言說。子安對「世界史」論述主觀性的揭露，為筆者提示了

一個討論上的著眼點，不過筆者認為其分析存在些許疑問：子安一方面強調京都學派「世

界史」言說的歷史性，一方面又剝除了它的歷史脈絡。子安關注「世界史」論述的「事

件性」，14認為是戰爭期間日本帝國成為現實催生出來的發言，但卻不是對現實的分析，

                                                                                                                                                                         
置；主體位置是對時代話語的一種回應，透過分析主體為何會在非強制下自居於特定位置，能夠理解
該歷史境況中倫理話語的邏輯。 

13  筆者認為，其實京都學派亦簡化了「歐洲」內涵的複雜性，此問題將會於第三章進一步討論。 
14  子安宣邦（2002）透過對徂徠學的討論展示不同的思想史方法，即將徂徠學視為一個言說「事件」。

子安認為言說本來就是「事件」，是言說的對外表白，通過向言說空間──言說之外的社會空間，或
言說界──發言，言說與言說空間產生互動（2002：184），完成一個發生於空間中的話語事件。他
主張將徂徠學視為事件，從它與言說空間（含其他言說事件）的關係來釐清徂徠學的意義（2002：185）。
子安提出言說事件性的思想史方法，是為了回應丸山真男對徂徠學的解釋，意在剝除丸山之徂徠學的
「近代」外衣，並藉由重新檢視徂徠學來展示一種思想史的批判性解讀方法。筆者認為在子安對京都
學派世界史哲學的解讀中，亦可見到上述的思想史方法，即將京都學派世界史論述視為對特定言說空
間（戰爭期間）的發言、是在特定空間中構成的發言，故筆者主張子安是以「事件」來把握京都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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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說是未經分析之對現實主觀認識。然而，根據劉紀蕙（2011）的研究，對日本做為

亞洲進步秩序的代表，從而具有領導亞洲、創造亞洲協同的使命觀，早在明治維新前便

已經出現，明治、大正時期則已相當強烈。此般重整亞洲秩序，從而帶領亞洲諸國容於

世界文化的使命觀（劉紀蕙 2011：77-84），15將如下文所示，與京都學派主張日本之

世界史使命觀可謂一脈相承。 

換句話說，京都學派針對「世界史」的發言，並非只是一時性的言說事件，子安此

處的論點，疏忽了從 19 世紀便已經開始對日本世界史位置的討論。筆者認為理解京都學

派論述所處的歷史脈絡之所以重要，在於其延續 19 世紀以來、在相當程度上獲得日本國

家文化與教育政策加強之使命觀，16凸顯了京都學派本身成為特定倫理建構召喚的對象。

無法意識自身為某特定意識型態所定義，是「世界史」論述最終落入相同日本膨脹邏輯

的原因之一。因此，「世界史」論述的弱點，或許不在於子安所言之單為一種主觀表述、

缺乏對現實狀況的分析，而在於京都學派強調問題化做為當前歷史認識前提之歐洲帝國

主義現實（見第四章），但卻未質疑與歐洲共享相同帝國主義邏輯、做為其理解日本歷

史狀況前提的日本「近代」。 

與子安宣邦採用類似方式理解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是大橋良介（2001），雖

然二者的見解極不相同。大橋良介認為應將與「世界史」相關的三場座談會視為反日本

軍國主義內閣的思想策略，主張在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下，京都學派的（戰爭）論述不

能表面地理解，戰後對京都學派的批評是未考慮戰時政治情勢的觀點，並不能反映真實

的京都學派之思想動機。Parkes（2009）與大橋良介有相似的看法，認為大部分的分析

忽略了「世界史」論述反軍國主義政治勢力的策略面向，是戰後的勝利者觀點決定了京

都學派是軍國主義的打手（同樣的論點亦出現在 Williams 2004）。上述二者雖然重視「世

界史」論述與現實政治的互動，但其把握方式與杉山雅夫（2004）或許並無太大的不同，

杉山認為京都學派是在對現實毫無關心的情況下討論「世界史」，因此才能產出跳過戰

爭現實將之正當化的思想戰、大東亞共榮圈和世界新秩序等論點，這些「學問化的樂天

主義、狂熱」是缺乏被侵略國視角的架空理念（杉山雅夫 2004：79）。 

大橋、Parkes 提示了一個艱難的問題，即知識分子如何在極端的政治狀況下，保持

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這點對於理解思想活動確實有其重要性。然而，把京都學派的「世

                                                                                                                                                                         
的世界史哲學論述。 

15  關於日本領導亞洲的使命觀，據劉紀蕙（2011），早在 19 世紀初就有佐藤信淵撰書提倡，他主張北
併滿州、南吞台灣乃至征服歐洲，通過以日本為中心的向外擴張來達到世界和平。此外，石川興二
（1939）闡述佐藤的「共同體經濟學」，指出佐藤冀望藉由日本領導亞洲結合成東亞共同體以將亞洲
各國從被西方國家搾取的困境中解放出來，從而能夠解決各國內部飢荒等社會問題。佐藤思想包含著
解救萬民的觀念，但其人道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觀點（石川興二 1939；碓井隆次 1971）正是他支持日
本向海外擴張的原因。除了佐藤信淵，德富蘇峰列舉日本幕末以來一連串思想家的主張做為支持，倡
導日本應持奮進的帝國主義態勢，指出日本在西方船堅炮利下被迫開國，掃除屈辱感及中日甲午戰爭
賦予日本絕佳向外擴張的機會，是日本必要且必然向外擴張的原因；德富蘇峰不僅指出帝國主義是時
代趨勢，同時還要成為國民的本能，日本的帝國主義擴張不只能使日本一改過去消極的精神狀態，還
能成就東洋自治（劉紀蕙 2011；梅津順一 2006）。 

16  可參考劉紀蕙對「倫理」成為近代日本國家治理重心的討論（劉紀蕙 2011：56-66），以及丸山真男
對日本天皇制的論述（丸山真男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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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史」論述固定在反政權的位置上，儘管看似與杉山的論點出入甚大，在筆者看來，卻

與杉山有相同把握京都學派言說的方式，三者都抽掉了京都學派論述的社會性。大橋與

Parkes 強調京都學派發言的「意圖」，看似是對現實政治的回應，卻截斷了該思想言論

與社會意識型態相互牽連的可能性，即如果京都學派的論述產生了暴走的意識型態，不

過只是對京都學派的誤解。此論點等於否定了「世界史」論述對既定社會意識型態的繼

承，以及它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力，從而使該論述成為孤立的發言。就此而言，與杉山

視「世界史」論述為架空的狂想相同，都明確地劃分了京都學派言說與社會意識之間的

界線。 

筆者認為大橋、Parkes 與杉山的論點似乎有些矛盾。在以下各章可見，京都學派反

覆強調主體意識對於改變歷史秩序的重要性，如果我們相信京都學派確實抱持上述理

念，那麼大橋、Parkes 的辯護反而是對京都學派的背叛，因為意識革命不可能不在社會

層次上發生。換言之，大橋、Parkes 將京都學派的論述鎖死在反政權的「理念」層面，

等於否定了京都學派一再強調國家或社會整體對世界史之「自覺」的主張。大橋、Parkes

意欲切割「世界史」論述與蔓延於社會中的軍國主義意識型態，但割斷該論述與社會意

識的牽連，反而使其觀點與京都學派論點相互矛盾，根本上打破了其立論的基礎。杉山

亦類同，杉山批評京都學派的論述是一種非現實、樂天的空想。然而，一種思想如果沒

有社會現實的意義，該如何主張其有社會性的影響――造成錯誤的意識型態？換句話

說，筆者認為杉山批評京都學派對歷史現實的遲鈍，反而赦免了「世界史」論述通向軍

國主義意識型態的責任，因為如果思想活動能夠只做為其自身而無任何社會性，那麼我

們該如何評斷其造成謬誤的社會意識型態？杉山對「世界史」論述脫離現實的主張，反

而使其喪失了批判的基礎。 

儘管筆者認為大橋、Parkes、杉山把握「世界史」論述的方式存在些許疑義，但他

們把握一種思想活動的方式，帶出了相當重要且基本的問題，即歷史中的思想活動是否

可能獨立於社會之外，單單只做為「思想」存在？所謂的「理念」或「思想」，是否能

與社會性的意識型態完全分離？根據 Althusser17對意識型態的定義，以極簡略的方式

說，是個人對其存在之現實狀況的認識（Althusser 1971）。此一對個人存在進行理解的

思維活動，Mannheim 18指出，受到雙重限定：既存的社會歷史環境，以及既存社會環

境中的思考和行動模式。也就是個人思維活動具有集體性，儘管沒有一種「群體」的實

體能取代個人進行思考，但個人思想在一開始便有其依賴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脈絡，用於

表述的語言（含語法）是相當典型的例子。換句話說，思維活動的起點已然具有社會性，

思維活動的社會性同時表明，個人是在繼承所處社會意識的情況下進行思考，個人是延

續、更進一步思考前人思考過的事物；既存的社會意識也可能對個人產生召喚，即社會

意識會成為個人思想、行為的指導線索（Mannheim 2000）。雖然個人思維活動受到既

存文化意識與模式的限定，但不表示思維活動只能在特定的意識型態中無限迴圈。個人

                                                       
17  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1990），法國哲學家。 
18  Karl Mannheim（1893-1947），猶太裔社會學家，生於匈牙利，以知識社會學方面的研究最為著名。 



緒論 

 

  9

是利用既存的社會文化語境來自我理解，正因為有「自我理解」的過程，也就是個人獨

立地利用既存語言自我認識、解釋的過程，個人與社會的意識與行動能夠產生些許分離

（Mannheim 2000）。 

依照 Mannheim 的論點，可以說任何理念、思想做為思維活動，其實在發生之初就

被包含在社會意識型態中。也就是理念、思想不是獨立地發生和發展，而是社會意識的

延續。但是，筆者認為，雖然所謂理念、思想是社會意識型態的一部分，仍然具有相當

程度獨立性的可能。一如上述，利用社會意識自我認識的過程，個人思想可能與社會意

識拉開距離，這是對既定社會歷史、文化脈絡和社會意識的反省，個人「思想」的獨立

性和開創性，能在此產生。然而，因為個人思想與意識型態共享「社會性」的要素，二

者是連續性社會意識的繼承和延續，雖然意識型態不等於個人思想的總和，但有共同的

溝通基礎和歷史狀況。因此，是否能同大橋、Parkes、杉山所示，從根本上切割京都學

派「世界史」論述與社會意識型態，或者完全否定其社會歷史基礎，值得懷疑和進一步

討論。筆者認為，「世界史」論述做為京都學派對當前歷史狀況之認識、解釋的思維活

動，與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向外擴張的意識型態，不能夠直接相等，但也不能因其做為

具某種獨立性的「思想」或依其「動機」（理念），就忽視它與軍國主義意識型態的關

聯，亦不能因此成為選擇如何理解該論述的方式。或許惟有正面檢視京都學派的「思想

方式」，才可能發覺它如何獨立於或陷落於眼下的社會／歷史意識型態。 

2. 鈴木成高的歷史論述 

無論戰爭前後或日本國內外，就鈴木成高之歷史論述進行分析、討論的文章，至今

仍相當缺乏。儘管鈴木是日本最早對蘭克19史學進行討論的學者（林健太郎 1995），20

但他對蘭克史學的詮釋、以蘭克史學概念進行的歐洲史研究，卻未受到學界的注目，亦

無專文討論。孫歌（2001）與菅原潤（2007）將鈴木置於「近代的超克」（近代の超克）

座談會的脈絡下討論，21但並非分析其歷史論述，而是用於定調同時期召開之「世界史

的立場與日本」與「近代的超克」兩場座談會的差異。這兩場座談會都討論到西洋史上

文藝復興和近代的關係，孫歌指出在「近代的超克」座談會上，鈴木成高試圖將對此問

                                                       
19  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國歷史學家，被視為實証主義史學的代表，以及西方近代史學

研究方法的奠基者。蘭克史學在 20 世紀初對英美及中國、日本史學影響甚大，主要著重其以檔案為
基礎的「科學」、「客觀」的研究方法。然而，雖然蘭克史學研究法在上述各地獲得很大程度的延續，
但英美學界對蘭克史學的討論在 1930 年代後便幾近消失，且英美中日對蘭克史學的討論與德國學界
差異甚大，相關討論可見 Krieger（1977）；Gay（1974）；Meinecke（2010）。 

20  林健太郎雖然提及鈴木成高是最早將蘭克史學介紹到日本的學者，但很可惜的是並未就鈴木對蘭克史
學的詮釋進一步分析。 

21  「近代的超克」座談會是 1942 年由日本戰前文人團體《文學界》主辦的一場對西方與日本現代性的
討論，與會者包含鈴木成高與西谷啟治兩位京都學派學者，戰後竹內好（1910-1977）承此問題予不同
的討論方向（竹內好 2005）。極簡要地說，「近代的超克」座談會旨在討論日本現代性的問題，即
「近代」對日本的衝擊，同時期的「世界史的立場與日本」座談會也可說是以「近代」為討論中心，
即討論日本近代的歷史結構、歷史境況及走向，但兩場座談會的問題意識及走向，存在不小的差異。
惟「近代的超克」座談會提出之「近代的超克／超克近代」，成為一個超越座談會本身的時代性思想
符號（孫歌 2001），一方面總結日本明治時代以來對日本歷史結構的認識與討論，另方面又做為一
個長時段（明治以來乃至今日）思想意識的基本問題，而成為思考的基礎或問題化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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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討論導向純粹學理化的方向（孫歌 2001：297），但《文學界》的文人團體則要求

更具日常經驗性的解釋，如此則決定了上述兩場座談會的根本差異：「近代的超克」的

主題是「討論者主體的自身問題」，「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的主題則是「討論者面對

的學理對象問題」（孫歌 2001：301）；菅原潤在其論文中則接受、採用了孫歌的看法。

筆者不擬於此討論「近代的超克」座談會相關的問題，但欲回應孫歌的觀點。 

按孫歌的解釋，鈴木成高（或京都學派）將問題（孫歌強調，即便是意識型態的表

述）學理化的傾向，是討論者（鈴木或京都學派）將自身的主體性置於討論問題之外，

把對象僅當作「對象」來討論。筆者認為孫歌指出了鈴木等人自身做為思考主體，卻未

意識到或忽略其自身對歷史與歷史認識的介入。如筆者將於二、三章所述，鈴木試圖建

立歷史之為結構具有不証自明的客觀合理性，但其賦予歷史結構此一要素所造成的可能

結果卻被鈴木忽略，也就是在此表述下，主體行動在客觀歷史結構的背書下被無限正當

化的問題並未被進一步討論。然而，在第二章中筆者亦將提及，鈴木明確表示主體對歷

史的認識不可能不在主體自身所處之歷史位置上發生。筆者認為鈴木確實拒絕主體做為

歷史結構轉變動力的觀點（見第三章），但他並不是反對（歷史或其他）認識的主體性，

儘管第三章會呈現鈴木論點的內在矛盾，然就鈴木的思想方式而言，他非單純地面對「學

理對象」，他對主體與認識對象歷史性的疊合有所意識。換言之，筆者認為孫歌的批評

其實並未及於鈴木成高的思想方式，而是指向其缺乏對自身做為主體的意識。 

同樣在前述兩場座談會的比較下討論鈴木成高的是內田圭二（2009）和涉谷要

（2009），內田解釋鈴木成高關於如何超越、克服「近代」的觀點，指出鈴木認為應克

服的是資本主義、機械文明、自由主義等「近代歐洲」的文明要素，且不只是克服歐洲，

已經歐洲化的日本，亦需進行內在的克服。因此，內田進一步說到，鈴木認為應克服的

是以 Anglo-Saxon 世界秩序為代表的近代歐洲文明，而做為克服之手段的大東亞戰爭，

是被鈴木放置在「近代超克」的延長線上理解，非為了正當化大東亞戰爭而論「近代超

克」（內田圭二 2009：29-31）。內田接著解釋鈴木的歐洲史論述，指出鈴木將蘭克史

學做為其史觀的原型，然其意識到蘭克提供的歐洲史世界已不符合現實，故鈴木開始以

資本主義帶來之生產過剩、貧窮等問題，或美國崛起成為「第二世界」的國際政治現實，

來展示世界歷史的變貌，內田結論鈴木的歷史論述是探究人性與批判資本主義、機械文

明（內田圭二 2009：32-42）。涉谷要雖然特別就鈴木成高對機械文明的討論切入，但

其對鈴木史學論述的把握方式和解釋與內田差異甚微，故僅以內田為例進行評論。 

內田點出鈴木成高所謂對「近代」的超越與克服，不單只是排除西方帝國主義，而

是對整個文明性質及世界觀的反省，故已經歐化的日本自身也必須自我超越。此一闡釋

對於理解「近代超克」的內涵無疑是相當重要的，但若就理解鈴木的「世界史」論述來

說，內田並未著眼於構成鈴木史觀的基礎，同時亦是鈴木反覆論述之歷史的「結構」意

義。換言之，由於內田沒有分析將歷史視為「結構」的鈴木史觀，即鈴木史觀的構造方

式――如何以「結構」來認識歷史，鈴木的史學在他的論述下，是「呈現」世界歷史面

貌的改變，而不是對「歷史結構」自身變動的認識和論証。筆者將於第三章詳細分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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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鈴木史觀基礎的蘭克史學，並展示鈴木如何建構世界歷史轉變的動力來源是做為結構

的歷史自身，筆者認為此問題是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基礎，京都學派透過世界歷

史結構自身的輪轉來獲得歷史性主體立場的客觀性與正當性，此論點則與戰爭意識型態

有所關聯。 

3. 西谷啟治的政治論述 

Davis（2008）指出西谷啟治思想中的兩次「轉向」，22一次是自 1941 年開始進入

其政治哲學書寫，此階段大致於 1944 年結束，戰後再度回歸戰前宗教哲學的研究（Davis 

2008：28-29）。雖然 Davis 強調西谷哲學「轉向」的觀點或許值得更多討論，不過本

論文暫且採用 Davis 的劃分，並聚焦於西谷 1941 年至 1944 年間關於世界／史的書寫。

關於西谷此一「中間時期」（Davis 2008：29），Davis 將之放在「世界史的立場與日

本」座談會的脈絡下討論，指出西谷毫不掩飾地主張解放亞洲，Davis 說此「偽善」使

其難逃於帝國主義的批評；儘管西谷清楚地表示應區分日本對外戰爭與西方帝國主義的

差別，然西谷「以理論化理念改革現實」的努力並未獲得實現（Davis 2008：32）。不

過 Davis 引用部分西谷撰於戰後的文章，指出西谷（戰中）所強調的是「無我」的日本

國家，即透過宗教式的自我否定來去除日本國家發展成帝國主義國家的可能，同時又能

打破歐洲、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然而，Davis 再說到，西谷過分天真地相信了日本具

有建設一無中心世界秩序的客觀性，日本戰敗的背叛促使西谷必須將其政治論述從他的

哲學論述中切割出來，最終了解到無我國家的不可能並回到本業之宗教哲學研究（Davis 

2008：34-37）。 

由於筆者並未深入西谷的宗教哲學，因此無法就 Davis 對西谷提供之思想方案的解

釋予以回應，不過筆者認為 Davis 的觀點提示了看待「思想」與意識型態的問題。前文

提及米谷匡史指出戰後對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的討論，絕大多數是以對戰爭意識的反省

取代了對思想本身的探討。Davis 的觀點則將具備某種獨立性、面對歷史進行的反思（「理

論化理念」），和社會意識型態相互連接，呈現出思想與意識型態如何共享社會性的基

礎。也就是無論多麼理論化或使用哲學式的語言，思想、理念和社會意識型態之間，無

法輕易地被分割，而可能是彼此過渡的狀態。不過筆者認為 Davis 的分析方式有幾處或

許值得再討論：首先，他將西谷啟治在「世界史」等三場座談會的發言獨立看待，但筆

者將於第四章指出，西谷解放亞洲的使命觀，或準確地說是產生使命觀的歷史認識，是

建立在歷史結構有其客觀性的認識上，這是西谷、鈴木乃至整個京都學派共享的認識基

礎。換言之，筆者認為孤立地理解西谷的發言或許不甚恰當，森哲郎（2013）也指出京

都學派是一個共同思想團體，非指思想上完全一致，而是思想活動彼此交錯影響，互為

                                                       
22  Davis 於文中強調 turn 與 return，筆者譯為「轉向」，此詞借用自鶴見俊輔（2008），一開始是指稱

戰爭期間日本共產黨人放棄左派思想，後來則被更為廣泛地用來指稱思想方向或精神生活態度的轉
變。在 Davis 文中，他清楚劃分了西谷論述的政治與非政治時期，故筆者認為使用「轉向」一詞頗能
符合作者欲表達西谷進入政治哲學時期的突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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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的基礎。 

誠然，一如第二、三章所示，所謂歷史結構具有客觀性，其實背後隱藏著強烈的主

體意志，是主體建構起來的客觀性。然而這並不表示對於西谷乃至京都學派的論述，能

夠以個人主觀意見或「偽善」等一語帶過。因為建構某主體意志或立場的客觀性，在筆

者看來，正是主體能否自我合理化、倫理化的關鍵。如果不細緻地理解西谷等人如何建

構「世界史」論述及主體立場的客觀性，或許無法完全抓住此倫理建構論述的殺傷力和

危險性，即為何它與帝國主義意識共享相同的思維邏輯，卻（在當時）能被視為超越帝

國主義、非／反帝國主義的力量。筆者認為 Davis 雖然帶出了「思想」之為變革動力的

問題，但在掌握、處理西谷啟治政治歷史論述的方式上，或許還有深化、值得再討論的

空間。 

同樣指出西谷使命觀論述的是 Goto-Jones（2005），他從西谷的「世界」觀點切入，

說明西谷視「世界」歷經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三個時期的重心轉移，當前則是以太

平洋為「全球霸權中心」，代表一種「特殊性現代」的日本則位在創制新世界秩序的特

殊位置上，而世界歷史的變化――（日本主導下）東亞共榮圈的形成23――本身是世界

歷史進展的証明（Goto-Jones 2005：107-109）。Goto-Jones 明白地呈現西谷啟治對「世

界」轉換及當前情況的觀點，儘管他使用「霸權」來指稱國際政治中心的轉移，或許略

帶有戰後國際政治論述的影子，但或許不會對理解西谷啟治之論述造成困難或誤讀。不

過針對其詮釋，或許有一點值得討論。Goto-Jones 指西谷主張日本代表一個具特殊性的

現代――位在世界史特殊位置上使日本具有特殊性的現代，或因日本是一特殊性的現

代，故位在世界史的特殊位置上。 

無論是上述何者，筆者認為 Goto-Jones 是站在去除歐洲中心主義的脈絡下理解西

谷啟治的「近代」認識。但一如前文所示，「歐洲」在西谷乃至京都學派的論述中，無

法直觀以對，且在第二、四章的討論中，可以看到西谷並非主張日本「近代」的特殊性，

而是主張「近代」如何以「歐洲」做為前提。筆者將指出，西谷認為日本和歐洲有著相

同的「近代」，僅以「歐洲」為內涵的「近代」歷史秩序才需要打破，因為顯然「歐洲」

已經不能使「近代」的歷史結構獲得完整、全部的定義。在筆者看來，Goto-Jones 的論

點暗示了西谷啟治欲提供一種不同於西方現代性的方案，此觀點或許有其道理和依據，

但 Goto-Jones 似未意識到西谷所言打破、克服「近代」秩序，是建立在獲得代表「近

代」之「歐洲」相等的能動性和歷史位置上。換言之，如以下各章所述，（鈴木成高指

出）雖然「近代歐洲」建立的世界歷史秩序是應被清算的對象，但以「歐洲」為內涵的

近代世界歷史結構卻具有日本進入世界史的範型意義，也就是西谷等人是從「歐洲」之

「近代」來思考何為「世界史」。 

也正是上述以歐洲之近代為「世界史」的歷史認識，筆者認為，導向了大東亞共榮

圈做為日本開創「世界史」的思維和使命觀。大東亞戰爭被看作為了實現日本進入「世

                                                       
23  Goto-Jones 是使用「地域集團」（regional bloc），或可說是日文直譯的「廣域圈」，此概念與大東

亞共榮圈可說相互重合，見第二章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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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史」而進行的實踐，是此實踐推動了世界歷史的轉變。因此，筆者認為在西谷啟治的

論述中，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並非單純只是世界歷史自身運動的一種表現，而是具有強

烈的主體使命觀，此使命觀（西谷認為）又是由客觀歷史結構的支持。雖然筆者將反覆

指出此客觀性主體立場背後的建構性，但一如前文已提及，若未對西谷啟治的政治論述

進行結構性的分析，即未理解西谷如何建構其論點和立場的客觀性，將無法完全掌握此

一嚴謹、理性的知識體系具有的殺傷力。是此般嚴謹、理性的知識建構賦予其倫理主張、

使命觀的客觀性外衣；是主觀性格被遮掩的倫理主張能夠真正成為「倫理」，即（被視

為）具備（規範）普遍性與中立性的行動判準。筆者認為 Goto-Jones 對西谷啟治的分析，

雖然清晰地說明了西谷啟治的世界觀，但同 Davis（2008），未能指出除了個人主觀認識

外，西谷啟治的論點是如何發展出來。也就是 Goto-Jones 並未對西谷啟治的思想方式―

―論述的結構方式――做更深入的討論，這或許是其分析的一點缺憾。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計以五章分層展開論述。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論文的問題意識並回顧相關

先行研究；第二章針對京都學派與「世界史」相關的三場座談會進行分析，以此帶出京

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問題意識及其論點。筆者將指出這三場座談會問題的出發點，

是由來的東西方史學均未能提供符合當前（1930、1940 年代）歷史狀況的描述，京都學

派認為當前的世界歷史正經歷一次轉換的過程，他們主張以具主體性的歷史認識來反映

世界歷史運動的實態。第三章討論鈴木成高的史論，從他闡釋蘭克史學與「近代歐洲」

之形成中，抽出他賦予「世界史」的內涵，即具普遍性關聯的歷史結構。「歷史結構」

做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基礎，筆者將展示鈴木如何將歷史建立為一客觀的運動

構造，從而回應座談會中主張世界歷史轉變的合理與倫理性。第四章論述西谷啟治的歷

史論述，指出西谷如何論述歷史認識、個人與國家內在的世界性與現實歷史結構轉變的

關係，這與座談會強調主體性的歷史認識相互呼應。在第二、三、四章的分析中，筆者

亦將適時點出京都學派論點的內部矛盾，以及這些思想中的矛盾導向何種現實的意識型

態。第五章為結論，筆者擬將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提出的問題、包含的內在矛盾與

戰後思想進行初步的連結。 

以下附上章節安排：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 「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問題意識與矛盾 

第一節 前言：座談會概述 

第二節 「世界史」之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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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突破困境的主體立場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結構」的歷史：鈴木成高的世界史論述 

第一節 前言：何謂「世界史」 

第二節 蘭克史學與「世界史」 

第三節 「近代歐洲」的成立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歷史認識與歷史變革：西谷啟治的歷史論述 

第一節 前言：「世界」的成立與轉換 

第二節 兩種「世界」：分歧與統一 

第三節 歷史認識與恢復「世界」中立性：主體自覺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思想方式與意識型態 

第二節 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與戰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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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1問題意識與矛盾 

第一節 前言：座談會概述 

1941 年 11 月 26 日，高山岩男、高坂正顯、西谷啟治和鈴木成高等四位京都學派學

者在京都一家日式旅館內進行一場名為「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鈴木成高、西谷啟治、

高坂正顯、高山岩男 1942a）的座談會。之後不到兩週的時間，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真

珠湾攻撃）；隔年（1942）3 月 4 日和 11 月 24 日，四人又分別進行了「東亞共榮圈的

倫理性與歷史性」（鈴木成高、西谷啟治、高坂正顯、高山岩男 1942b）與「總體戰的

哲學」（鈴木成高、西谷啟治、高坂正顯、高山岩男 1943）2等兩場對談。 

如何理解和串連這三場關於「世界史」論述的座談會，在距離那些充滿知識與政治

戰慄的夜晚已超過一甲子的今天，仍然是個未定的議題。Parkes（2009）指出第一場座

談會的主要目的是討論如何避免戰爭，但在珍珠港事變既已發生，以及東條內閣3的言

論監視下，下面兩場座談會則轉向討論如何在日本軍方可接受的前提下盡快結束戰爭

（Parkes 2009：350）。在他更早的論文裡，Parkes（1997）反駁了 Najita 和 Harootunian 

（2005）4對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的觀點，Najita 和 Harootunian 指出京都學派倡導的

是「日本特殊主義」，「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和世界史哲學的主要目的是思考

日本當前的處境並揭示日本未來的走向。然而，Najita 和 Harootunian 接著說到，撇去

京都學派的哲學用語，其對當前和未來歷史的分析與討論無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最佳打

手，是採用納粹式「血與土」結合的主張來瓦解西方霸權；京都學派自視具有領導此一

「推翻共產主義與建設未來新秩序」的使命，「世界史」論述便是京都學派用以主張日

本之存在、使命（「打造新秩序」）與日本「優於西方成就的文化模式」的法西斯說辭

（Najita、Harootunian 2005：741-743）。Parkes 批評 Najita 和 Harootunian 並未直

接分析原始材料，且未考慮到京都學派四位學者間思想與政治主張的差異及日本「可理

解的」軍事行動。因此，Parkes 主張直接以「日本法西斯」來統括京都學派的言說有欠

公允，且應將重點放在當時複雜的政治歷史環境與京都學派立場間的關係上（Parkes 

1997：308-310）。京都學派的「世界史立場」，在 Parkes 看來，是站在「世界史」的

觀點對日本歷史位置潛力的認知，非單純的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且重視的是「文化性

與政治性國民」的共同體型態而非法西斯的血統純正主義（Parkes 1997：311）。 

Parkes 的主張得到 David Williams（2004）的呼應，Williams 與 Parkes 同樣接受

                                                       
1  標題以第一場座談會名稱總稱文中討論的三場座談會，但在文中的討論，「世界史的立場與日本」是

單指第一場座談會。 
2  以下內文引用三場座談會文字時，僅標示年份及頁數，如下：引述第一場座談會「世界史的立場與日

本」，標示為 1942a（及頁數）；引述第二場座談會「東亞共榮圈的倫理性與歷史性」，標示為 1942b（及
頁數）；引述第三場座談會「總體戰的哲學」，標示為 1943（及頁數）。 

3  東條英機（1884-1948）領導的內閣（1941-1944），主導日本侵略中國與進行太平洋戰爭。 
4  筆者參照的版本是第八版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The Twentieth Centry，其初版首刷於

1988 年，根據 Goto-Jones（2009），從初版至第八版，Najita 和 Harootunian 均未改寫。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朱婷婷 

  16

了大橋良介（2001）對「世界的立場與日本」等三場座談會的解讀，5認為京都學派是

站在反抗東條內閣的立場上提出政治思想的替代方案，以及提出國際政治秩序的「第三

條道路：非英美資本主義與非全體主義」的可能性（Williams 2004：63）。Williams

進一步將京都學派的世界史立場置於反抗歐洲中心主義與西方（美國）霸權的脈絡下，

援引二戰前後及美國伊拉克戰爭期間的資料來指証京都學派如何受到美國學界正統主

義的汙名化，他指出京都學派並非「反西方」，而是追求「非西方」的文化、政治可能

性（Williams 2004：30），其目的是思考日本如何能夠到達現代化，並需付出何種代價

以完成現代化（Williams 2004：45）；太平洋戰爭做為保持東亞自治性的「世界史」階

段――作者強調，京都學派並未有種族主義的言論（Williams 2004：43）――則訴說了

白種人全球霸權的命運（Williams 2004：44）。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討論，是對美利

堅帝國及其他西方霸權沒落之「後白人」政治秩序的思想努力，是迎接「後白人」世界

的到來（Williams 2004）。 

相較於 Parkes、Williams 以批判西方知識霸權為目的的看法，杉山雅夫（2004）

與子安宣邦（2008）對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有別於上述幾位學者的理解。杉山雅夫

將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放在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知識分子對西方進行思考的系譜

上，指出解放亞洲殖民地與共構經濟共榮圈的構想，也在日本輿論界興盛一時。但他接

著說到，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是脫離現實歷史、學問的「樂天主義」與狂熱，將現實戰

爭與大東亞共榮圈等架空為理念，是對現實的不關心；不僅缺乏被侵略者的視角，其歷

史哲學的話語也僅為現實的侵略行為正當化服務，戰爭做為打造世界歷史之道德生命力

的發現而被倫理化（杉山雅夫 2004：74-82）。此外，杉山指出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相

關之座談會的思考前提，是強調「根植於歐洲對亞洲之基本性異質的原理上的對立」（杉

山雅夫 2004：85），在兩種原理（歐洲與亞洲原理）不可能相互理解的情況下，京都

學派便尋求不同的歷史哲學原理，即通過世界史之轉換來「創造」不同的原理，而創造

此一原理的日本，便不能不為「亞洲民族的指導者」（杉山雅夫 2004：85-86）。換句

話說，杉山雅夫認為京都學派提出世界史哲學，目的並不是回應現實歷史結構的變動，

完全是正當化政治作為的策略性說辭。子安宣邦也有類同的主張，子安宣邦指出京都學

派世界史哲學，是對昭和戰爭時代之日本國家與國民進行自我理解的哲學表述，但卻不

具思想的回溯性，是在「戰爭期間」內構成的言說（子安宣邦 2008：62-63）。藉由規定

日本已到達「世界史」之歷史階段，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賦予（當代）日本史世界性的

                                                       
5  大橋良介利用「大島筆記」（大島メモ，大島康正〔1917-1989〕於 1965 年公開之與座談會內容和週邊

相關事項的記錄）說明京都學派秘密進行之三場座談會的主要關注點是如何阻止戰爭、如何使戰爭盡
快結束、如何傾覆東條內閣及戰後處理。他指出戰後學界對於京都學派的批評（支持戰爭）並未考慮
到戰爭期間嚴峻之政治環境，以及在此環境下所必須採取的言論策略（大橋良介 2001）。另一方面，
Kimoto 則指出「大島筆記」本身並未受到嚴謹的檢視（他指出該筆記與座談會及周邊活動的發生日
期與內容有出入），故是否能夠直接做為評論京都學派思想、政治立場的前提，是具有疑問的，他認
為大橋對京都學派的辯護掩蓋了對京都學派思想內部矛盾的檢視（Kimoto 2009）。筆者同意 Kimoto
的看法，認為對京都學派思想論述之「目的」的討論不應掩蓋、取代對其思想內部所具有的衝突、矛
盾性的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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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但子安認為，這除了是主觀的歷史表述之外，別無其他。子安接著說明京都學派

世界史哲學給予日本世界史的立場之所以正當，是因為「日本正好在世界史的位置上」，

此主觀認識的根據則是帝國日本存在的現實（子安宣邦 2008：70）。因此子安認為，京

都學派世界史立場的發言，並非出自對當時國際狀況的認識或分析，更非對現代日本歷

史的自我分析，而是面對歐洲危機的自我膨脹（意識）（子安宣邦 2008：69）。 

上面對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評論、分析儘管相當分歧，但可粗略地分為兩種

解讀方式：其一是圍繞著京都學派論述世界史的目的――以瓦解西方霸權為名之對帝國

主義的支持與辯護，或者是提供反抗軍國主義政治、反歐洲中心主義和美國霸權的思想

方案。其二是將京都學派視為戰爭期間的一場言說事件，儘管有回應、源於現實的面向

（合理化政治作為或根據日本做為「帝國」存在的政治現實），但基本上是主體在非現

實、以學問為目的、架空的理念上所進行的主觀表述，非對實際歷史狀況的分析。雖然

筆者欲將對上述主張的回應保留在下面的分析中，但想先指出以上各篇評析或許指出了

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欲導向某種政治、思想方案或意識型態，但沒有針對京都學派

思想內部的矛盾、衝突或潛能進一步討論，也就是沒有看到反西方或非西方主張下，「西

方」或「歐洲」做為思想結構的一部分，成為導向支持戰爭意識型態或挫敗之思想方案

的原因。此外，僅僅將京都學派環繞「世界史」進行的討論視為一時性的、片段的主體

發言事件，忽略了京都學派強調或建構「主體」及其歷史認識的主要原因，從而未能指

出京都學派自身做為思考主體，在賦予主體主動認識的力量時可能展現的（思想）暴力

――被倫理化的主體本身未受到質問（問題化），所謂個人或國家的「使命」很可能只

是強加在其他主體身上的意志。前述各項評析同樣也未處理如下分析所述，主體（歷史）

立場做為由歷史所推動的結果，歷史與主體主動性之間存在京都學派未予說明的矛盾。 

有別於 Parkes 和大橋良介強調座談會與現實政治對峙的目的，或者杉山雅夫與子

安宣邦視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為一整體的事件，筆者想從三場座談會提出討論的問

題切入。筆者認為「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關注的重點是「世界史」之問題化、

為何需要問題化「世界史」。高坂正顯在座談開頭便表示日本正面對著一個「正在形成

中的新世界」（1942a：150），因此需要或已經產生對世界歷史新的思考，也就是「世

界歷史的哲學」（1942a：150）。鈴木成高接著說到當前新的歷史意識是「對現代的分

析」、「現代自身的自我批判與自我檢討」（1942a：151）；所謂「對現代的分析」，

高坂指出：「實為僅得以於世界歷史上之『現在』6此一時期進行的分析」，且「比起

哲學單單賦予存在物基礎的學問，更進一步成為面對歷史性變動，給予（歷史）方向的

學問」（1942a：151）。又此一新的歷史意識和對現代的解析，鈴木和高山岩男都指出，

不單只出於日本主觀的革新意欲，亦具有世界史客觀的根據（1942a：151）。7也就是

                                                       
6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7  京都學派所謂來自世界史的客觀根據究指為何，除了在各處強調的日本崛起外，筆者認為其義不甚清

晰，但京都學派的主張或許並非全然缺乏根據。MacFarlane（2012）指出一戰的殘酷後果、俄國共產革
命成功、日本挫敗帝俄（日俄戰爭的日本勝利）及其崛起，都使歐洲出現相當深刻的政治、經濟困境，
對理性和自由主義的不信任感則加深了精神危機。Schorske（2007）則通過藝術表現（建築、庭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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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鈴木成高等人認為當前正面臨了變動中、「形成中」的世界歷史，這樣的世界歷史

從內部發出要求新的歷史意識，其目的是對當前時點進行分析，並給予「現在」之為歷

史時點的發展方向。從下面的分析會看到，給予「現在」之歷史時間發展方向，是指當

前的歷史是在過去、既成的歷史上成立，但歷史在受歷史制約的同時，具有一種創成的

力量和衝動，故「現在」做為由既成歷史所推動、產出的歷史構造，同樣具有向未來創

造的潛能。換句話說，「歷史」在制約上成立的同時，已經包含了它向未來創造的實踐。

高坂以「世界歷史的哲學」來總稱這樣一種問題化歷史、對當前歷史結構進行分析，從

而具有歷史創造性的意識及其活動。 

對世界歷史之「現在」進行分析的必要，或者說世界史哲學之所以必要，在下一小

節的討論中可見，是因為由來的東、西洋史學均無法反映眼下「形成中」的世界歷史―

―「世界史的」新世界情勢，是以「中日戰爭爆發與日本提倡東亞新秩序」為代表（高

山岩男 1940a：329）之歐洲對非歐洲統制的鬆動（1942a：152）。反映動態的世界歷

史，是要打破一直以來為西方所獨佔的歷史意識，具有「世界新秩序」的意義（1942a：

153）。那麼，該如何反映世界歷史的動態變化，又如何能夠成就新的世界秩序？在本

章第三小節的討論裡，筆者將指出京都學派認為需貫徹主體的歷史性認識，即「從歷史

中」認識歷史，歷史認識做為一種意識實踐，將可反映移行中的世界史。亦即，透過主

體的歷史認識使世界歷史構造變動樣態得以浮現，從而得以實踐歷史構造的變動。這裡

於是產生了兩個問題：其一是主體如何回到歷史內部去認識歷史，即如何貫徹具有主體

性的歷史認識、「主體」位置在此具有的意義。其二是「歷史認識」本身做為意識實踐，

與現實歷史行動之間如何產生聯繫。換言之，如果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意在回應

現實的歷史、政治、社會情況，那麼「意識」之為實踐過程的起點，該如何連接、落實

到具體的行動中？抑或如杉山雅夫所言，整個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不過是學問狂

熱下將現實歷史高度抽象化的結果？ 

關於前段末提到的第一個問題，即「主體」主動地「回到／從歷史中」認識歷史，

既然是出於對當前史學無法反映現實歷史的原因，那麼首先就不能不尋找一能反映現實

的史學和歷史認識――實証性的史學（歷史認識）。其次，過去的史學不能再做為歷史

認識的前提而必須被揚棄，這要求著歷史認識之主體有意識地問題化原本歷史認識的前

提，同時根據自身認識的結果發展新的歷史意識，這是主體對自身主體性之意識和發動

的要求。上述問題可從「東亞共榮圈的倫理性與歷史性」座談會的討論來尋求解答。先

以結論來說，鈴木等人認為歷史或史學不能不具實証性，但實証的歷史（學）卻不必然

反映現實的歷史境況，因為所謂回到歷史去認識歷史，並非單純地將史料做為認識對象

來觀看歷史。鈴木指出歷史不能不具實証性，但具現歷史實証性之史料「是一種手段，

並非（史學的）對象」（1942b：124），尚必須發現歷史的「歷史性」。「歷史性」之

為歷史的意義（詳下討論），是由認識歷史的主體所賦予，故從歷史認識歷史的主張，

                                                                                                                                                                         
說明 19、20 世紀轉換之交自由主義走向沒落的過程。京都學派所言日本崛起及世界歷史的變動有出於
歷史本身的客觀根據，或可在上述脈絡中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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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就包含著主體做為出發點的立場，這是主體從其歷史位置對歷史進行認識之自

覺。此主體立場之為一種自覺，高山岩男指出，除了「選擇」史料，還有「建設」世界

史的意義，且此主體出發的立場是世界史學與世界史哲學相互滲透結合的地帶（1942b：

125）。 

西谷啟治則將上述立場與倫理相連接，他指出「倫理立基於歷史認識」，且是從「歷

史現實的最深處發出」，如果「離開以實証的立場洞察歷史變動之歷史認識」，便無法

掌握倫理（1942b：124-125）。西谷此處的發言可分幾個層次來理解：首先，前面已經

提到，歷史認識的起點是主體的立場，是主體回歸歷史現實後對歷史進行認識的立場，

故倫理以歷史認識為基礎，便是以前述的主體（立場）為基礎，即京都學派論述的「主

體」成為倫理的根源。其次，倫理出於「歷史現實」，以「主體」為砥石的倫理若是由

現實歷史本身所發出、要求，那麼，筆者認為，這裡暗示的是「主體」（及主體立場）

本身亦是出於現實歷史的推動，這在第三章的討論中將更為清楚。最後，離開實証地洞

察歷史變動便無法掌握倫理，上段鈴木指出實証史學的意義不僅在於反映現實情況，尚

必須挖掘「歷史性」，若將西谷與鈴木的發言連結在一起理解，或可說西谷表達的是若

離開反映現況與對「歷史性」的洞察，便無法掌握倫理。換言之，歷史現實及其「歷史

性」是倫理的前提。至此，產生了如下圖示：倫理源出於「主體」；「主體」由歷史所

推動，並進行歷史認識以發掘「歷史性」；「歷史性」出於主體意識成為倫理的前提。

因此，「主體」連繫著「歷史性」與倫理，「主體」立場決定了「歷史性」，進而決定

了倫理。或許可以說，決定倫理之主體立場本身，就是倫理，而這整個階段最終回歸到

現實歷史之為根源的起點（終點）上，即西谷啟治以現實歷史本身為「主體」及其立場

和倫理提供了擔保。 

從上面兩段的討論，可看到自覺地揚棄原本做為歷史認識前提的史學、把握歷史的

實証性是主體主動回到歷史去認識歷史的方法，主體做為由歷史自身推動的結果，在整

個歷史認識的過程中，據有發掘、反映「歷史性」――從而是倫理性的位置。但這裡出

現了幾點矛盾，首先是京都學派強調主體的主體性、自覺及由此主體性、自覺產生（主

體認識歷史）的立場，而此主體性自覺及其立場又是孕生於現實歷史。這裡一方面主張

主體有自我決定的主動能力，一方面又將這個主動性讓渡給歷史本身。在歷史制約上進

行歷史創造的問題，雖然會在第三章進一步討論，但筆者在此想先指出的是，主體做為

「歷史性」的決定機制而出於現實歷史自身，不免是給予主體裁決歷史意義的權力，同

時該權力（和其後果）獲得來自大於主體之力量的授予，這等於是以現實歷史為主體行

動提供保証。換個角度說，是以現實歷史為理由合理化了主體行動。同樣的邏輯出現在

京都學派論述歷史性、主體與倫理的關係上，倫理以出於主體決定的歷史性為前提，「主

體」是倫理的根源甚至倫理本身，倫理做為規範在「主體」上失去效力，因為何為倫理

（「歷史性」為何）是由主體定義、主體決定了倫理的內涵。然另方面，因為主體是由

現實歷史產出，故主體對倫理的定義，亦將來自現實歷史本身的要求――主體賦予倫理

的意義來自歷史的意志，故再一次地，主體主觀的決定獲得了大於主體之力量（現實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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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擔保，即主體行動的倫理性不僅因主體做為倫理本身而具有絕對性，同時還因來

自（相對）客觀、高次元力量而具有合法的依據。 

上段所述的根本問題在於，主體與倫理之間的接合――從而是現實歷史與倫理的接

合――並未被問題化。京都學派指出哲學具有指導性、能給予歷史前進方向，同時又說

主體行動的起點便已經具備了必然性，即「歷史的必然是主體的必然，是實踐的必然」

（1942a：151，180-181；1942b：122）。在這裡，「歷史」或「現實歷史」已經無法

直觀以對，因為在哲學指導下的主體――出於過去的現實歷史――在行動之前，其實早

就已經決定了未來的「現實歷史」。換言之，推動主體進行實踐的「現實歷史」本身成

為被（京都學派）建構的對象，現實歷史之所以「必然」，無非是出於主體的意志及實

踐；已被決定的現實歷史是「實踐的必然」，不過只是對主體意志無限回歸的另一種說

辭。當現實歷史成為被建構的對象，出於歷史的主體、以歷史性主體為根源的倫理，都

將遭到質疑，即為「主體=倫理」提供保証的「現實歷史」，其實並非大於、高於主體

的力量或泉源，反而是主體主觀的使徒。以現實歷史為終極依據的主體行動及其倫理

性，實際上是對主體意志的客觀性修辭。這不只是做為京都學派論述對象之「主體」與

現實歷史、倫理間的矛盾，亦是京都學派四位學人本身做為意識主體，並未將自身及其

思想意識與現實歷史、倫理性問題化所產生的矛盾。 

現實歷史、主體（行動）、倫理性之間相互連結的問題，對於思想意識如何導向實

踐，即前面提到的問題：「歷史認識」做為意識實踐，如何與具體行動產生關聯，在京

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中無疑佔有重要的位置。高坂正顯在第一場座談會開頭便指出，

世界史哲學的目的之一是要辨明「日本於世界歷史上的使命」（1942a：150），此一「自

覺於世界史的使命」，也就是「歷史性的自覺」、「倫理，即實踐性、建設性的主體自

覺」（1942b：127）。這裡很明顯可以看到京都學派將日本國家的「使命」與主體的倫

理性相互鍊接，那麼，日本國家做為一個由國民組成的主體，在其出於歷史的「使命」

觀下，其行動――依前述京都學派所論之邏輯――無疑符合倫理的要求。京都學派亦於

座談會中強調因為日本具有「道德生命力／精力」，因此具有指導亞洲的責任、將成為

「大東亞建設的基礎性力量」（1942b：127-128）。Kimoto 指出京都學派對日本之指

導者位置及其道德、倫理力量（實則是出於完成現代化）相連，已然呈現（面對亞洲的）

階序性的思想，其論述亦是與霸權的同謀（Kimoto 2009）。野村浩一對日本使命觀的

研究也顯示，使命觀背後的思維和由此導出的行動（或對行動的主張）極其複雜，同一

使命觀下不乏全然相反的思維與行動模式，既可能出現非戰、反戰思想，也可能出現以

國權為中心考量的極端國家主義（野村浩一 1999）。Alan MacFarlane 在回顧人類學

及其理論發展過程時也提到，文明開化使命（civilizational mission）與帝國主義的暴

力、剝削和破壞經常相互連帶（MacFarlane 2012）。儘管筆者認為京都學派與「大東

亞建設」――伴隨著對台灣、朝鮮半島的殖民與日後的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

之間的關係需要更細緻的分析，因為將如下方所論，「戰爭」被京都學派視為歷史結構

本身，而非（僅只是）手段，但是仍難以忽略京都學派之論述與（日本國家或社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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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行動間的關聯。 

因此，筆者認為，若未先理解「戰爭」在京都學派思維中的定位，便無法理解一種

思想活動如何最終導向了瘋狂的、趨於並最終被實踐的意識型態。換言之，子安宣邦

（2008）與杉山雅夫（2004）將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視為一起狂熱、僅僅是自我

主觀意識膨脹的思想、言說事件，或者如 David Williams 指出京都學派思想家們的思

想提案是試圖在殘酷的現實歷史中提供一個倫理上的補償（或者說慰藉）（Williams 

2004：62），其實對理解該論述如何通向所謂支持／不支持戰爭的意識型態，或許並無

太大助益。剝除該言論的現實性（指其非現實的、非對現實情況的認識和分析，或者是

一種精神上的補償），反而是讓言說本身成為一種不具現實（實踐）意義的、意識內部

的空想。這一方面是對思想意識有能力導向行動實踐的否定；另方面反倒赦免了京都學

派「世界史」論述支持日本國家侵略戰爭的責任，因為若該論述不以回應現實為出發點，

或者僅只是一種哲學式的政治修辭，那麼該論述在一開始就不是以實踐為其目的，責任

將只在於相信這些狂熱空想並付諸行動的個人或團體身上，這使得京都學派與戰爭間關

係的討論喪失意義。然而，在不同作者不斷對此問題提出討論的情況來看，顯然並非如

此。要言之，筆者認為，無論是將現實政治行動織入「世界史」論述，或是在「世界史」

論述的延長限線上理解現實政治行動的邏輯，可能惟有將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視為

回應現實、具現實意義的思想活動，才可能釐清思想識與行動實踐之間的糾葛――在本

論文中，則是現實歷史、主體、歷史認識及其中倫理性的交錯運動。呈現上述各項因子

的互動與聯結，在筆者看來，亦是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所關注，同時是其能夠成立

的關鍵。 

從京都學派對世界史與戰爭間關係的討論，可以看到京都學派如何將現實歷史結

構、主體及倫理、歷史認識相互串連。「總體戰的哲學」座談會呈現了京都學派如何思

考戰爭和歷史構造間的關聯，對此筆者將於本章第三小節詳細論述，但欲先簡要地敘述

京都學派的主張。鈴木成高首先說到從中世到近代，不同時代之不同的歷史構造孕育了

不同的戰爭型態，因此戰爭標示了社會構造、國家構造及世界觀的轉變；而現代戰爭，

即總體戰，則表明了「近代」秩序的崩潰，因為總體戰牽動了個人、經濟、科學技術、

國家社會結構等各層面，因此「總體戰」展示、實踐的是「全部秩序……19 世紀之全部

秩序的根本性崩潰」（1943：56-57，62）。鈴木成高是在現實歷史結構內部理解戰爭（現

代戰爭型態之總體戰），8也就是將戰爭視為現實歷史之歷史性的反映――反映了現實歷

                                                       
8  內田圭二在論及鈴木成高的近代超克論時，指出鈴木成高所述的近代超克，不只是推翻歐洲帝國主義

的支配，同時必須超越、克服完成「近代」的日本，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戰爭（大東亞戰爭）對鈴木來
說於是不單單是對「西方」的戰爭，亦包含了自我克服的意義。因此，內田認為鈴木並非為了正當化
大東亞戰爭而論述近代超克的問題，而是在近代超克此一思考的延長線上理解大東亞戰爭的位置（內
田圭二 2009）。雖然筆者認為內田圭二的論述值得再進一步討論，但筆者基本上同意內田的看法，即
鈴木成高並不是從「戰爭」出發去發覺它的意義，而是透過環繞「戰爭」的歷史結構去理解戰爭的意
義。但上述兩種認識方式，即便出發點相當不同，卻很可能導向相同的意識結果，因為該二種認識方
式的基本問題，是鈴木並未質疑「戰爭」本身是否缺乏合理性，在相信歷史是由歷史自身所推動的思
考方式下，傾向的其實是對現實無條件地承認，而未意識到現實本身的暴力和不合理，故儘管筆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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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結構（政治、社會結構）和對其之認識（世界觀）的轉換，在此是指「近代」秩序的

瓦解。此（通過主體歷史認識表現出來的）歷史性則是出於歷史、由歷史結構所推動和

形構。西谷啟治則較鈴木更進一步，說到人們向來視「戰爭」為一非日常的變態現象，

但是「這次的戰爭，絕非一時的變態現象……猶如超越平時與戰時的區別，感覺戰爭像

是從歷史深處湧現……戰前與戰時有根本性的聯繫，又戰爭自身當中包含所謂日常性的

要素，即戰爭真正成為總體戰」；所謂戰後，「亦無可視之如戰爭結束回到原來的平時

狀態，而是戰爭自身內部日常性的脈動的所謂的戰後延長、持續展開」，對於戰爭包含

日常性的「認識不足」，則是總體戰的「最大障礙」（1943：60）。從上述發言可以明

顯看到，西谷啟治將戰爭視為現實歷史結構本身，他指出戰爭包含日常的要素，戰爭不

僅僅是由日常（非戰爭）的社會歷史結構所蔓生、擴散，戰前、戰時、戰後都是戰爭做

為一種日常性構造的連續，對於「戰爭」做為日常構造的自覺，是總體戰成立的關鍵。 

從上述做為一種出於歷史結構之歷史認識的總體戰認識，或者是做為歷史結構本身

的日常性戰爭（總體戰），雖然定義、理解方式稍有不同，但同樣要求、號召了「戰爭」

做為社會歷史結構（含國家）各層面的統制，不單是在戰爭所牽動的物質、行政層面，

還包括對「戰爭」之為一種瓦解舊秩序和日常性結構的主體「自覺」（認識）。Kimoto

引用當代戰爭理論，9指出京都學派的總體戰概念，與當代以美國為首的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ism）極為類似，都企圖將原屬例外的戰爭一般化，將戰爭時期的控制擴展到

社會生活的所有層面，並使這種統治隨戰爭的一般化而日常化（Kimoto 2009）。Kimoto

使用的類比可能需要進一步討論，因為「戰爭」在此二種情況（京都學派所述之總體戰

與當代戰爭）下的位置有相當程度的差別，反恐戰爭與歷史結構本身的關係、要求對戰

爭做為一種秩序的主體自覺在他的類比中無法看見，但將現實歷史結構與「戰爭」相互

附著，並強調「自覺」於其做為結構／與結構之間的關係，筆者認為，是京都學派戰爭

觀中的關鍵。然而在某些層面上，Kimoto 的類比確實給出一個理解京都學派戰爭觀的

方式，也就是生活層面的徹底收編，在京都學派戰爭觀中，尚包含明確被點出的「自覺」

――個別主體精神層面的一體化。 

高山岩男在第二場座談會中說到，大東亞戰爭――出於現實歷史結構之歷史認識或

歷史結構本身的戰爭――是倫理與反倫理的相互鬥爭、是「道德精力的力量，從而是歷

史現實的力量」的實踐，因為是與「將 Anglo-Saxon 的世界秩序超歷史化」之「反歷史

性的惰力」的鬥爭，也就是面對「反歷史」、「反倫理」的力量，「終究要以歷史性生

命的立場與之一戰」（1942b：147）。到這裡，可說是完整呈現了京都學派之現實歷史、

主體、倫理和歷史認識間的邏輯。承上面鈴木與西谷的論述，「戰爭」是主體對現實歷

史之歷史性的認識，或者是做為日常性現實歷史結構本身（包含主體對其做為歷史結構

                                                                                                                                                                         
為指稱鈴木是軍國主義、侵略戰爭支持者可能略欠公允，但他的思想方式在很大程度上確實（能夠）
產出通向戰爭的意識型態。 

9  Kimoto 引用的是 Antonio Negri 和 Michael Hardt 於 2004 年出版的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筆者於文中的討論是依循 Kimoto 論述的脈絡，非直接就 Negri 和 Hardt 的理論予
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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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覺／認識）。由於「戰爭」是「歷史的」（出於或做為現實歷史），依前述京都學

派的主張，「戰爭」因此具有倫理性，這樣的倫理性則是源自現實歷史所推動、對「戰

爭」進行歷史認識或實踐的主體。從以上敘述，可說在京都學派的戰爭觀中，主體再次

擔任中介現實歷史（總體戰、大東亞戰爭）與倫理的角色。然而前面已經提到，以現實

歷史做為擔保的主體及其倫理性，實際上是出於主體的主觀定義，因為「現實歷史」（大

東亞戰爭）在主體行動前便已經被主體決定，源於歷史本身的主體、倫理，是複述主體

對歷史的裁決，故大東亞戰爭因其歷史性而具有倫理性的主張，揭示了京都學派論述中

主體與倫理之間的矛盾。另一個矛盾，是京都學派一再強調主體對戰爭歷史性和結構性

意義的自覺，但這種原本具主體主動性的認識、理解，在京都學派的論述中卻相當曖昧。

西谷提到戰爭做為一種日常性結構貫串戰前、戰中、戰後，說「擔當政治力的人」10有

必要構築做為貫串戰時、平時的戰爭體制（1943：61）。11高山岩男也指出大東亞戰爭

之為具轉換世界觀意義的「思想戰」，其「思想指導」的方向必須先從國內開始（後及

於共榮圈、敵國和世界）（1943：69）；在第一場座談會便被提出之哲學的指導性位置，

以及對日本人「使命」觀的強調，也再再說明、暗示了所謂自覺於當前歷史的「主體」，

或者說做為京都學派論述對象的「主體」，是「應該」被構築的對象。換言之，對於前

述總體戰具有歷史性主體在認識和實踐上倫理性的主體自覺，很可能是憑藉政治力所召

喚出來，並以「倫理」之名鼓舞、獲得呼應的非主動「自覺」，自覺的「主體」，從而

只是透過戰爭的日常化所塑造出來、具主體性假想的對象。 

總結本小節的討論，京都學派透過三場座談會提出其「世界史」論述的基本問題，

即當前正面對一個「形成中」的世界歷史結構（伴隨的是一個崩解中的世界歷史結構），

但是做為歷史認識前提的歷史學卻無法給予眼下動態的世界歷史結構適當的描述，因此

必須對「現在」進行分析以反映歷史結構轉換的動態過程。京都學派認為，惟有貫徹主

體性的歷史認識，才可能反映、推動現實歷史結構的轉換。主體性歷史認識的方法是要

求主體回到歷史中、實証地把握現實歷史，並發掘歷史之「歷史性」。此一回到現實歷

史的主體，京都學派主張，是出於現實歷史本身的要求和推動，其歷史認識與實踐，亦

是現實歷史自我移行的結果；主體也因其獲得源自歷史的能動力而具有倫理性。此一論

述邏輯在京都學派對戰爭的討論中得到完整的呈現，但同時如前所示，也曝露了京都學

派主張以現實歷史為終極根源的主體及其倫理性的內部矛盾。主體與倫理的接合，從而

是現實歷史與倫理的接合，在京都學派的論述裡沒有做為一個問題被提出來。「現實歷

史」（總體戰）做為被無條件承認的存在成為主體用來擔保自身倫理性的依據，這一方

面使「現實歷史」（總體戰）具有的暴力性被忽略和無限認可，另方面「現實歷史」（總

體戰）在「哲學指導」下其實是被構築的對象，因此現實歷史做為主體及其倫理性的泉

                                                       
10  筆者認為此處西谷所指應是從事政治、政策決行的政府人員集團，以日本來說，即內閣。 
11  西谷雖然提出應建立一連貫戰爭前、中、後的體制，但並未明確出給這樣一種體制的具體架構，或可

說他是以二戰期間全民總動員（總體戰）做為一種延續性的生活狀態來設想這樣的體制，亦即無需區
分平時與戰時，均以「總動員」為生活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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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過是主體暗影下的幻象。要言之，京都學派戰爭觀所論的主體自覺，並不具有起

源的主動性，而是「思想指導」以倫理之名呼喚其做出回應、做為客體被打造出來的「主

體」。12上述「世界史」論述內部的矛盾，筆者認為，不只是思想意識的內部衝突，同

時反映了京都學派學人做為意識主體，並未質問自身的歷史性和倫理性位置，以及此自

居位置是否也是被某種特定話語所要求、召喚而出現。13 

在下面兩個小節中，筆者欲進一步討論座談會的問題意識，第一部分論述這三場座

談會所揭示的問題意識；第二部分討論京都學派就其論述的問題意識提出何種思想方

案。透過分析這三場座談會的軸心問題來展示京都學派如何通過論述來達到現實歷史構

造的轉換。本章討論的三場座談會做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中間點，某方面而言

又是其總結和戰後歷史認識的開端，筆者認為能夠先給出一個京都學派主張之「世界史」

的輪廓，並帶出之後各章主要討論的問題――不僅是針對京都學派提出的概念或思想實

踐進行分析，更包含其思維結構中存在的深刻矛盾。這些矛盾猶如板塊的錯裂面，以極

具張力的方式展示了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含有的思想力量，但同時也是該論述極為

悲劇之所在。 

第二節 「世界史」之問題意識 

本節討論圍繞「世界史」之三場座談會提出的問題意識。京都學派指出東西方的歷

史意識，均無法描述以日本「近代」史（非「近代史」）14為轉換動力的現實「世界」

歷史結構，故一種自覺於當前歷史境況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認識乃是必要。透過這樣的歷

史認識，京都學派認為，能夠達成現實歷史結構的轉換，不僅是打破已然喪失合理性的

秩序，更包含超越、克服由歐洲所規定之「近代」的契機。但是，在下面的分析中，筆

者將同時指出京都學派主張的內部矛盾：京都學派是透過與「歐洲」同一化來達到超越

歐洲秩序的目的，此一思想提案則是建立在「歐洲」做為「現實歷史」的無條件承認和

其具有不証自明的倫理性上。以結論而言，京都學派的思想方式確實導出了一種向戰爭

趨近的意識型態，無論該意識型態是否獨立於京都學派之為意識主體之外。下面，先從

西方的東洋觀談起。 

鈴木成高指出歐洲早於東洋（日本）出現「世界史」的觀念，但當代（20 世紀前葉）

歐洲的世界史意識，是由其危機意識所催生（1942a：151）。關於歐洲的危機意識，他

說到：「……歐洲人自身也相信歐洲文化的優越性。我們一直以來也如此認可，這並沒

有錯。因此今日歐洲外的世界抬頭，歐洲人視之為世界全體的危機……」（1942a：156）。

                                                       
12  這個問題當然不只發生在京都學派，例如對工人運動的討論中類同的問題（指導思想）也不斷被提出

來，Antonio Gramsci 也提到過教育和培養革命意識、革命運動領導者之間的關係，可見 Gramsci
（2000：53-75）。然無論思想指導的對象、動機與目的為何，介入、塑造主體立場、意識或許從來都
不是自然地具有正當性，而是需要受到檢視的問題。 

13  請參考本論文第一章第一、二小節的論述，以及劉紀蕙（2011）。 
14  此處強調的是筆者視日本之「近代」為一特定之歷史構造和思想意識，雖然產出於日本的近代歷史狀

況，但非單純之歷史本身。故「『近代』史」指的是描述做為歷史構造及意識之「近代」的歷史敘述，
而不是單純對日本（時間意義上）近代歷史的敘述，即「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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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的發言表示他認為歐洲內部出現了危機意識，且此危機意識是來自非歐洲之抬頭對

歐洲之為（全球性）優越文化的威脅；西谷啟治也對此說到：「對歐洲而言，『亞洲』15

並不是一個迫身痛切的問題，對我們來說，歐洲則是個痛切的問題……；對歐洲來說，

『亞洲』16僅被看做它行動的對象，對我們來說，問題在於（如何）能動地回應歐洲的能

動性。亦即，比較『我』和『你』兩種立場，歐洲可說是在『我』的一方。因此歐洲的

危機意識，是指日本之為世界新秩序……」（1942a：153）。西谷的發言包含以下數個

層次的觀點：首先，「歐洲」是具能動性的一方；其次，在「我」和「你」兩種立場間，

「歐洲」是站在「我」的位置。換言之，「歐洲＝我」具有能動性，「亞洲＝你」則是

被動的行為對象；最後，對歐洲來說，「亞洲」不是一個問題――問題化的對象，只是

一個消極參與互動的客體，但原本處於對象位置的日本卻打破了原本「歐洲＝我」和「日

本（亞洲）＝你」的關係。這裡所暗示的，是日本否定「自我（日本）＝你」的被動位

置，轉而獲得具能動性之「我」的位置。高山岩男也指出，日本內部伴隨「近代日本」

意識出現的是「否定明治、大正之日本」的意識（1942a：155）。也就是說，透過將原

本做為「你」的前近代自我（明治、大正的日本）與他者的「我」相互統一，說明日本

從被動之「你＝自我」到能動之「我＝歐洲（他者）」的位置轉換，此一過程具有世界

新秩序的意義，然歐洲視之為危機。換言之，所謂「歐洲的危機意識」，或可說是指日

本獲得了與「歐洲」相同之「我」的能動位置，這是歐洲之為主導秩序鬆動的起點。 

上面的討論或許已可讓人嗅出一些矛盾，因為京都學派主張取得秩序中能動位置、

動搖歐洲主導秩序的前提，是「歐洲」本身。「歐洲」主導性逐漸喪失，不代表京都學

派否定或否認「歐洲」文化的優越性和普遍性，鈴木指出：「實際上歐洲至今是世界史

的指導者，這是事實，但這個事實不單單只是（歐洲在）政治支配、經濟支配上的優位

性而已。歐洲的文化是非常具普遍合理性的文化，是這個（具普遍合理性的）文化支撐

著歐洲的優位性，進一步創造歐洲的世界秩序。因此，歐洲外世界的抬頭，必定也是由

具備普遍合理性的文化所支持……」（1942a：156）。高山岩男在談到日本近代性時也

指出日本在江戶時代已發展出近代精神，而此近代精神「在（明治）維新後與歐洲的近

代精神相連續，應該說是轉向歐洲（的近代精神），創成了明治以後的日本……」（1942a：

158）。這裡表明了京都學派認可「歐洲」因其「普遍合理性」的文化而居於「世界史」

指導者的位置。鈴木成高在論及普遍性「世界史」成立的要件時，說到「世界史」是指

個別歷史之間能夠「糾合為一高次元的某物」，這是個別歷史間的「普遍的關聯」、是

個別歷史內部的普遍性素質（鈴木成高 1941：208-210）；普遍的「世界史」便是成立

在歷史內在的普遍性上，而此一普遍性的世界史，「至近代階段為止乃歐洲世界所固有」

（鈴木成高 1941：216）。西谷啟治在其〈東亞與世界史〉（東亜と世界史）中也指出

「若全世界沒有因著歐洲勢力統一性地開展，將無法考慮如現在般的世界關聯」，因此

「世界逐步成為最初之『世界』 的現在，不可能在無先行之歐洲『世界』的情況考慮

                                                       
15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16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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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西谷啟治 1988d：324）。換言之，即便歐洲主導秩序日漸崩解，從中產出的

新世界卻無法不以「歐洲」為前提，因為歷史內部的普遍性要素在近代以前只存在於歐

洲，是透過歐洲向擴張而使世界統一地獲得歷史結構內的普遍性要素，「歐洲」做為具

普遍之世界性的歷史結構，17是非歐洲進入「世界」歷史結構的通過點。 

換言之，京都學派無條件接受了「歐洲」做為進入「世界」歷史結構的前提，所謂

日本與「歐洲」等同，或可說就是在世界歷史結構位置和意義上的等同――從「世界史」

的對象，成為「世界史」的主體，以及同「歐洲」具有歷史內在普遍性。為達成此一目

的，便不能不打破「歐洲」做為唯一能動主體的「世界史」（歐洲=世界），且必須構

築日本做為一歷史主體的內在普遍性。這裡於是出現一個於前小節已經提出過的矛盾，

即京都學派將「歐洲」之為世界秩序當成「現實歷史」來接受，並視之為不証自明的前

提，這不僅關乎此一「現實」是否合理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與這樣的「現實歷史」相連

結的倫理性問題。前節指出京都學派視「現實歷史」為主體倫理的根源，若現實歷史是

以「歐洲」為內涵的秩序，那麼取得與「歐洲」相同的歷史結構位置，將同時取得「歐

洲」做為現實歷史結構的倫理性。京都學派藉由將日本與「歐洲」之為現實歷史結構同

一化，使日本做為行動主體獲得來自現實歷史結構本身擔保的倫理性，這種尋求倫理性

的作為，與構築日本歷史的內在普遍性或可說是相互連結。上段提到鈴木對「世界史」

的定義，即個別歷史間普遍性關聯糾合而成的高次元歷史結構，個別歷史因能與其他個

別歷史產生普遍性關聯而具有內在的普遍性，從而能共構普遍性的「世界史」。又個別

歷史的內在普遍性，需通過普遍性關聯的存在與否來證明。那麼，日本要證明自己進入

「世界」，即具有內在普遍性，便不能不尋求與其他歷史的普遍性關聯。這裡的問題是，

普遍性關聯該如何產生？大東亞共榮圈做為民族「主張自我生存、經濟自給」之具「歷

史性必然」的「廣域圈建設」（1942b：136-137），是否就是日本與其他個別歷史的普

遍性關聯？ 

就上述問題，西谷啟治於〈東亞與世界史〉中表示，隨著「非歐洲之唯一強國日本」

的出現，「歐洲的世界被打破，世界史的新秩序及整編必然開始」，而「迄今在世界史

陰影中等待出場的東亞」，藉由「日本擔負之東亞歷史世界進入世界史主流」，如此則

「經由日本之世界史性」使「世界成為真正世界的現代」（西谷啟治 1988d：326）。

換言之，「東亞」做為真正普遍性世界的條件，只能由日本將之實現（帶入世界史主流）。

「東亞」之為普遍性關聯歷史結構的存在（即世界史的存在）非日本不能實現，証明了

日本具備歷史的內在普遍性，故能取得同「歐洲」之為世界歷史結構位置及倫理性。然

                                                       
17  此處或許需要釐清「歐洲」的內涵，筆者認為在京都學派的討論中，「歐洲」是一個能帶有地理意義

的歷史結構概念，也就是它首先是具備內在普遍性關聯此一素質的歷史結構（依鈴木的說法，乃「世
界史」，詳第三章），而此一歷史結構（即「歐洲」）與歐洲之為地理上的區分相互重疊，歷史結構
意義與地理意義重疊的歐洲藉由向外擴張將其內在普遍性散布至（地理上）非歐洲（依西谷的說法），
這是非歐洲獲得自身歷史內部內在普遍性的契機。筆者區分歷史結構和地理意義的歐洲，是想強調京
都學派是將做為歷史結構意義的「歐洲」視為世界歷史結構的範型，是這樣的歷史結構成為進入「世
界」的前提。但是，無論如何，「歐洲」做為一個現實意義的歷史結構並未受到京都學派的質疑，它
是以「現實歷史」獲得接受和其自明的倫理性，這本身已經具有矛盾性，詳下方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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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証明、尋找這種普遍性關聯的具體實踐，即主張「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必要、必

然性，以及日本擔任喚醒對共榮圈之自覺、建設共榮圈的「責任」（使命）（1942b：

143-144），與日本國家對外侵略的殘酷結局顯然無法割離。儘管直稱京都學派是軍國

主義法西斯或許並不允當，但此處論點所顯示出支撐軍國主義暴力的責任，卻不能不為

我們反思。 

回到以「歐洲」為世界歷史結構和倫理性前提的問題，尚存在另一個矛盾。前節提

到，京都學派視以 Anglo-Saxon 帝國為代表之歐洲秩序為「反歷史―反倫理」的力量，

但在此卻同時做為現實歷史之倫理性的「歐洲」，該如何解釋二者的並存或轉換？這是

與歐洲之歷史認識相關的問題，京都學派指出企圖將自我秩序「超歷史化」、「永遠化

舊秩序」的歐洲，因為無法認清上述日本之為世界新秩序的「現實」，仍舊趨向將「現

實非歷史化」、「歷史非時間化」，即欲將世界歷史固著在過去的秩序結構，因此是「反

歷史―反倫理」、「非倫理」的（1942b：147）。但是歐洲「反歷史―反倫理」的歷史

認識並不影響「歐洲」之為世界性歷史結構的素質，「歐洲」做為一個具普遍性之「現

實」世界歷史結構，反而成為日本奮力打破歐洲帝國主義舊秩序18最堅固的倫理性來源。

關於上述西方與京都學派歷史認識之差異，Goto-Jones（2009）也指出京都學派強調的

是（東西方）「（歷史）立場」的不同，非知識上的異質。下面，就進入阻礙了歐洲對

當前世界歷史結構加以認識的東洋主義觀點，以及東西方的歷史（意識）內部是否存在

能夠打破這種阻礙的力量。 

關於歐洲的東洋主義，鈴木成高指出西歐將帝俄視為一種「披著西歐外衣的亞洲主

義」，且法國的國粹主義「自視為歐洲的正統」將德意志視為東洋主義的對象，鈴木說

這是歐洲內部的「擬似東洋主義」，是「偽東洋主義」（Pseudo-Orientalism）（1942a：

154）。同樣的情況出現在歐洲面對亞洲的時候：「說到亞洲的自覺，日本也好，中國

也好，印度的民族也好，大體上是發生於具備歐洲教養的人，並非古典亞洲的復活，這

仍然是『擬似東洋主義』19」（1942a：154）；歐洲對「具歐洲教養」之亞洲的「擬似

東洋主義」則是出於「防禦」的目的，因為亞洲內部的「歐洲」使「歐洲人感受到東洋

的攻擊」（1942a：154）。依上述，可將鈴木所說的東洋主義分為以下二類：第一類是

存在於歐洲內部、西歐從其（歐洲）文明正統的立場出發，將後起之德意志與帝俄視為

「東洋」的東洋主義。鈴木指出這是一種「擬似東洋主義=偽東洋主義」，這裡暗示了

鈴木視之為不合理或不合於歷史境況的視角；第二種東洋主義是黑格爾式的東洋觀，20當

                                                       
18  舊秩序也就是未認識到「真正的世界」的歐洲。 
19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20  京都學派在座談會中並未對「東洋」加以定義，歐洲歷史上的東洋觀亦是相當複雜的問題，在此不擬

涉及此一問題。惟高坂正顯提到「在歐洲人看來，東洋是在世界之外」（1942a：155）；西谷啟治和
高坂也提到歐洲是以歐洲為中心進行歷史認識（1942a：153）；在後面討論東洋史觀時，可見到京都
學派學人將東洋史觀定義為在既定範圍裡輪迴的循環史觀，而黑格爾在其《歷史哲學》中亦表示中國
（和印度）是在世界歷史之外，東洋的歷史是一種既定的狀態（Hegel 2001：128-154；陳瑋芬 2006：
151-175），這些觀點與京都學派提供的東洋史觀或歐洲觀看東洋的方式有共通性，因此筆者使用「黑
格爾式的東洋主義」來指稱包含上述觀點的東洋觀，但不表示這樣的東洋觀只限於黑格爾個人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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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亦存在「擬似東洋主義」，因為東洋中有「歐洲」（獲致歐洲教養的東洋），這表明

了鈴木認為黑格爾式的東洋主義中存在差異。 

換句話說，前述兩種東洋主義實際上可分成三個面向：其一是西歐對德意志與帝俄

的「擬似東洋主義」；其二是歐洲對東洋（黑格爾式）的東洋主義；其三是因具備歐洲

文化教養而「應該」從黑格爾式東洋主義割裂出來之歐洲對（具歐洲教養之）東洋的「擬

似東洋主義」。鈴木將「擬似東洋主義」從東洋主義區分出來，指出那是一種「偽東洋

主義」，並強調亞洲內部有具備歐洲教養的群體，其亦屬於「擬似東洋主義=偽東洋主

義」的範疇。也就是說，鈴木認為將亞洲具歐洲教養的群體視為東洋，與將德意志、帝

俄看作東洋一樣，都是不適當的認識。筆者認為此處暗示了鈴木認為確實有一種「東洋

主義」存在，且具有某種認識上的合理性。「東洋主義」是一個以「（西）歐洲」視點

為標準的判別，如果鈴木認為有一種合理的「東洋主義」存在，那是否表示他並不全然

否定「歐洲」之為一判準視點的合理性？也因此，鈴木提出「擬似東洋主義=偽東洋主

義」，其欲批判的並不是「歐洲」――「歐洲」視點的合理性，而是「東洋主義」對象

的不合理，即帝俄、德意志與具歐洲教養的亞洲，實際上並不／不應屬於東洋主義的對

象，然「歐洲」卻仍將之掃入東洋主義的境域，故鈴木認為這是一種不合理的、假的東

洋主義――「擬似東洋主義」。換言之，「擬似東洋主義」批判的對象是西歐或歐洲無

視現實歷史境況的正統主義，但它所反對的不是「歐洲」，因為鈴木將「擬似東洋主義」

從「東洋（亞洲）主義」中分離出來，已經說明了他認可一個由「歐洲」出發並以其為

標準的視線存在。亦即，筆者認為，鈴木承認了「東洋主義」觀點的某種正當性，否則

實無必要將「擬似東洋主義」區分出來，因為「東洋主義」同樣可以做為批判西歐視角

的出發點，惟以「東洋主義」為始點的批判，是反對「歐洲」做為任何秩序的上位標準，

與「擬似東洋主義」強調「歐洲」視點之對象（東洋主義的對象）是否合理不同。依鈴

木的發言，歐洲或西歐視線的問題不完全出在「東洋主義」觀點本身，而是西歐「正統

主義」的觀點及「東洋主義」的對象不符合歷史現實，因為顯然日本、德意志、帝俄等

（已）不具「東洋主義」的類別特質。從這裡，筆者認為，很明白地表示了鈴木所稱之

「擬似東洋主義」仍是以「歐洲」為中心，但要求對其進行「再認識」。 

Najita 和 Harootunian 指出京都學派是以「日本特殊主義」來強調日本的「近代」

是優於西方的文化方案，其欲掀起的乃是「對抗西方」的起義（Najita、Harootunian 

2005）；杉山雅夫也主張京都學派的思考是「根植於歐洲對亞洲之基本性異質的原理上

的對立」，從而欲尋找一種不同於歐洲（西方）的原理（杉山雅夫 2004：85-86）。但

是，從上面幾段的討論來看，指稱京都學派主張「對抗西方」，或強調歐洲與亞洲（日

本）原理性異質的對立，可能是不夠準確的說法。「歐洲／西方」做為京都學派思考的

對象，並未被京都學派置於思考的對立面――亞洲的「擬似東洋主義」是通過亞洲內部

的歐洲（接受歐洲文明理念的亞洲）將自我與他者（西洋）相互同一，以此要求、定義

                                                                                                                                                                         
點，亦不表示歐洲的東洋觀都是在黑格爾的影響下成立或只限於上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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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歐洲」內涵。換句話說，鈴木提出的「擬似東洋主義」，一如西谷啟治在談到歐

洲危機意識時的立場，是通過將日本（自我）與「歐洲＝我」等同，以此回顧自我和「我」，

並重新定位、定義二者。此一藉由「歐洲」分離出屬於東洋的、前近代的自我和屬於「歐

洲」的我，使日本在連續的歷史上產出非連續的歷史意識，也就是透過從前近代割裂出

來並與「歐洲」同一，進而超越當前由近代歐洲定義之歷史、思想秩序。因此，筆者認

為，京都學派「對抗西方」或尋求異質性原理的圖示或需進一步討論，因為上面的討論

已經表現出京都學派將「具普遍合理性的歐洲」自體化的企圖。這種企圖不是單純地「反

西方的西化」21以追求現代化來達到與西方分庭抗禮，京都學派是將「歐洲／西方」做

為思考的起點，是透過將日本織進「歐洲」、尋求視線的同一，以求獲得由「歐洲／西

方」所代表之具普遍合理性的原理，目的不是要成為一個生活樣式上的「歐洲」，22而

是要確認自身（日本）歷史結構具備普遍、合理的「世界（史）」要素，但歐洲卻未此

加以認識，因此，鈴木指出這是「非常有問題的觀點」（1942a：156）。 

回到東洋主義與「擬似東洋主義」的問題，有一點值得多作說明。從上面的討論中，

可看到京都學派傾向將「歐洲」看做一個包含西歐、德意志，甚至帝俄的整體，「歐洲」

內部的層次性、多義性在論述中被抹消、否定。此一觀點，依筆者所見，與「擬似東洋

主義」的主張是否成立相互呼應，因為若承認了歐洲內部的文化質地不一，那等於承認

確實有一個「正統」的歐洲存在，即「歐洲」是可以被本質性定義的基體。如此一來，

歐洲內部則無「擬似東洋主義」的問題，因為確實有一個東洋主義的「非正統」歐洲存

在。那麼，同樣遭遇「擬似東洋主義」的日本將因此失去批判的合理性，因為歐洲之為

世界主導秩序的「現實」已經說明日本無可改變的後進性，京都學派將因此面對日本終

究不可能獲得歷史能動性——成為「歐洲」、獲得具相同文化原理之「近代」——的困

境。也就是說，「擬似東洋主義」無法成立，將使（鈴木等人所認識的）日本的「近代」

無以成立，亦無以可突破當前歐洲優位的秩序。在前面的分析也已經提到，京都學派是

試圖通過與「歐洲」的同一來突破「歐洲」秩序，因此確立「歐洲」之為可獲得的整體

性歷史結構而非本質性的、多義的歷史基體，不能不為立論的關鍵。 

京都學派接下來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打破缺乏現實歷史意識的歐洲東洋主義觀點。

在承認東洋主義觀點的部分正當性下，或許可以說京都學派想問的是有什麼力量可以

「調整」東洋主義之為一種歷史認識的偏差。先從歐洲內部來看，同屬「擬似東洋主義」、

                                                       
21  此詞筆者借自余英時（1996）對 20 世紀前葉中國文化狀況的描述，余英時指出五四運動以來的中國

知識分子追求以西方為標準的「新」和「變」，這樣的西化運動多半是溫和的；然而俄國共產革命和
納粹德國興起造成西方內部巨大的分裂，向外影響的結果是非西方地區的反西方運動，這是以「西化」
為手段之對抗西方的運動。余英時指出，這樣「西化的」反西方運動與革命暴力有不解之緣，因為它
必定追求暴力地摧毀本土傳統以徹底地革命（余英時 1996：I-IX）。 

22  生活樣式上的西化當然無法否認，且就經驗來看，生活樣式的西化與否甚至成為是否現代化的唯一標
準。筆者在此欲強調的，是京都學派將自身（日本）與「歐洲」相等同，並非在文化同質化的面向，
鈴木成高在其〈現代的轉換性與世界史的問題〉（現代の転換性と世界史の問題，1941）中指出「世界」
的成立同其普遍性，並不是建立在文化的同一性上，而是歷史結構內部存在的普遍性，且在過去，歷史
的內在普遍性確實只存在於「歐洲」（鈴木成高 1941），這個問題筆者會於第三章討論，在此筆者欲
說明者，即京都學派追求的是近代日本歷史內部具備普遍性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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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西歐視為威脅的德意志，是否已經挑戰或與日本同樣具備改變舊秩序的能量？在京都

學派看來，答案是否定的。高山岩男指出納粹和法西斯運動都是與「蔣介石之國民運動

相同」、著眼於「某種意義上的國內統一」，即便是與打破國際性的凡爾賽條約秩序有

關，但德義的方法是以「國內體制」改造為重點，「如此則不把世界史和世界新秩序等

看做緊急的問題」（1942b：140）。換言之，高山認為雖然有凡爾賽條約此一外部因素，

但德意志的態度是對內的，世界史與世界秩序是次要、尚未著眼的問題；西谷啟治雖不

贊同高山的看法，認為納粹或法西斯運動「必然還是與打破凡爾賽體制有本質性地連結」

（1942b：141），是與打破現行秩序同步，一開始便具挑戰秩序的意義，只是「納粹提

出人種論，一如高山君所言，與日本不同，是缺乏世界史視野的思想型態。但理由無寧

是德意志並未脫離歐洲的世界史立場。因此德意志一開始以世界新秩序躍現時，是從事

殖民地的再分配……」（1942b：141）。鈴木成高接著說到，德義雖然是民族國家的後

起之秀，但卻迅速成為大國，「單憑這樣的事實就應足以打破當時世界的平衡」，惟俾

斯麥23「徹底地避免德意志的對外膨脹，此一維持德意志安全的立場是（對）歐洲的政

策，非（對）世界的政策」（1942b：141）。至此可見，無論是否挑戰了當時的主導秩

序，京都學派認為「擬似東洋主義」的德國僅著眼於歐洲內部，並與其所反對的歐洲秩

序合流（對外的帝國主義行徑）。因此，雖然同樣是「擬似東洋主義」並往「歐洲」方

向運動，但是德意志的歷史位置並未超出既定的歐洲視野，高坂正顯因此指出德意志「是

迄今世界史的延長」（1942b：142），德意志仍然只是在由近代歐洲所設定的（舊）世

界史中行動，故不具批判（舊）世界秩序的能力。 

既然歐洲的歷史意識無法予現實世界史結構適當的認識，那是否可能從東洋歷史意

識中找到世界史哲學的根基？答案仍然是否定的。高坂正顯表示，中國（支那）史學提

出某些原理並依其分類、整理各種現象、規律，但是「很少對原理本身予以發展」。他

舉中國五行五方四季的自然哲學為例，指出以五行四季解釋人世朝代的變化只說明了

「中間有對應、類別的關係」，但是「發展與演繹的關係卻相當缺乏」（1942a：160），

即中國史學單指出對應的邏輯，卻沒有演繹與實証的根據。西谷指出這是「循環的」史

觀，而循環史觀在高坂看來，「因此沒有進步、無法更加深入（原理）」（1942a：160）。

不單是中國，日本也有相同的歷史意識，高山指出「進步」是歐洲近代特有的觀念，他

舉興起於平安時代24中期的末法觀25為例，指出興盛於平安時代中期的末法觀認為，後

                                                       
23  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普魯士（Prussia）政治家，推動日耳曼地區的統

一，並為德意志帝國首任宰相。 
24  日本公元 794 年至公元 1185 年為止，以現在京都為政治中心的時期。 
25  引自佛光大辭典（線上版）：「指末法時代之思想。釋尊入滅後，教法住世歷經正法、像法時代，而

修行證悟者漸次減少，終於至末法時代，從此一萬年間，則僅殘存教法而已，人雖有秉教，而不能修
行證果。此一萬年間，即稱末法，此種末法思想散見於經典之中。末法之思想促成此一時期教徒之反
省與奮起，而使其開始思考、尋求解決挽救之方法。我國文獻中，此種思想最早見於北齊慧思（515-577）
之南嶽思禪師立誓願文；其次為隋代信行（540-594）提倡之三階教，其以正法住世時為第一階，像法
為第二階，末法為第三階，各階各有其相應之法，一乘為第一階之法，三乘為第二階之法，普法為第
三階之法。認為當時已進入末法時代，若依前二階之別法來修行實甚困難，必須修行普法（全佛教），
歸依一切三寶、斷除一切惡、修持一切善，始易有成。唐代道綽（562-645）、善導（613-681）等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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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武家之世（武家掌權）26代表了日本逐漸惡化的過程；「武家自身似乎也不抱持著

自己（掌權）的時代是一種進步發展的史觀。江戶時代認為必須復古的思想出現，這也

非近代比中世更加發展進步的觀念」（1942a：160）。中國和日本循環、復古的歷史意

識「有形而上理性但無實証理性」的史觀（1942a：159），在京都學派看來，是一種無

法將歷史推向進步的史觀。鈴木因此說到東洋「有非常優越的古代，但無論如何優越、

高度（發展）的古代，那（終究）不是『近代』。27因此東洋有非常優越、不亞於歐洲

的古代，但東洋無法獲得『近代』28」（1942a：160）。換言之，東洋的（循環）史觀

未能導向「近代」，遑論「近代」或當前的歷史構造。 

東洋史觀為何無法產出「近代」和足以描述「近代」的歷史，可能並非京都學派所

言之「進步」可以解釋，因為就京都學派強烈回應「歐洲」的動機和其如何認識「近代」

來看，或許可以說，「近代」的意義雖是由京都學派（或應說是「非歐洲」）所賦予，

但規定其性格的是「歐洲」。亦即，東洋史觀的近代性或是否能導向「近代」，參照的

對象是「歐洲」及其歷史觀念，故東洋史觀之為「東洋的」史觀，以及與歐洲史觀必然

存在的差異本身，依京都學派的思考脈絡，就已經決定了東洋史觀的非近代性，這裡再

次顯示京都學派對「歐洲」視線一定程度合理性的認可。另一方面，京都學派一再強調

東洋史觀欠缺歐洲式進步觀念，或可與他們主張世界史結構已發生變遷的觀點相互呼

應，因為「進步」不必然（只）是在於現代化的達成與否，更包含了在科學與「進步」

背後突破現狀的意志。鈴木成高指出「戰爭與歷史之各時代的構造間有很深的內在聯

繫」，歐洲從中世走向近代的同時，戰爭脫離政治成為軍隊獨佔的戰爭，這與「自然經

濟走向貨幣經濟」、「傭兵制度與職業軍人出現」等時代變遷有關；又「中國由兵農分

離標示中世向近代」、「近代專制主義國家向法國大革命後的國民國家、市民國家的階

段移走」，這些再再表示「時代與戰爭的內在關聯是該時代的社會構造孕生出（不同的）

戰爭（型態）」（1943：56-57）。這裡明顯看到鈴木認為不僅社會歷史構造影響戰爭

型態，戰爭本身亦標示了社會歷史結構的變動。 

承上述脈絡，如果戰爭是歷史結構的宣言，那麼是否就能夠從戰爭中看到歷史結構

移行的動態過程？鈴木指出「近代歐洲的世界史階段，是以其『膨脹』29為媒介而進入

世界史性世界的階段」，然因「近代日本藉由主體地參與這個秩序」而使歐洲的世界史

性世界發生破綻（1943：95）。日本的主體性參與則是指「1902 年日英同盟成立、1905

                                                                                                                                                                         
主張與末法相應之淨土教，強調懺悔、念佛等之實踐生活為信仰重點。日本平安時代中期，源信
（942-1017）、源空（1133-1212）等亦繼承此一思想，而鼓吹淨土宗；日蓮（1222-1282）創立日蓮
宗，亦因順應末法思想而成立。日本平安末期之末法燈明記一書，乃推動此思想之最有力著作。［無
量壽經卷下、善見律毘婆沙卷十八、往生禮讚、法苑珠林卷九十八］」。 

26  日本之「武家」是指具有主務作戰之貴族階級官職的家系，江戶時代（1603 年至 1868 年）之武家現
多以武士稱。武家掌權系指武士階層掌握中央政權，源於平安時代後期，正式起於鎌倉幕府（武士源
賴朝建立的武家政權，1185 年至 1333 年），終於德川幕府（即江戶時代，由武士德川家康建立的武
家政權）還政於明治天皇（即大政奉還）。 

27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28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29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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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俄戰爭（日露戦争）及其後日本之大陸經營」；但是，「真正帶有世界秩序變革性

格的，無寧說是與 1930 年代以來的瀋陽事變（満州事変）、日中戰爭（支那事変）相

連繫」（鈴木成高 1941：206）。不只日本，美洲之「1898 年美西戰爭及其後合眾國（美

國）向太平洋岸擴張、展開加勒比海政策」也反映了歐洲秩序的破局（鈴木成高 1941：

206）。接著，鈴木又說到「做為現代戰爭的總體戰」，是以市民、資本主義為表徵之

「近代秩序的崩壞」（1943：57）。高山岩男則以歐洲和日本為例，指出歐洲之戰爭由

封建騎士為主力轉換到國民軍為戰爭主力，以及日本的西南戰爭30由農民、町人31組成

的軍隊戰勝專門的武士團，這說明了「近代戰爭成立的背後，是從中世秩序到近世秩序

的變換，終究有世界觀轉換的要素存在」，因此「今日的戰爭在廣義上是以世界觀轉換

為基礎，因此若不從近代的世界觀向現代的世界觀來理解，將無法構想今日總體戰的理

想型」（1943：58）。也就是說，鈴木等人從過去的歷史看到戰爭與社會歷史結構轉換

的關係，那麼近代的戰爭也必定有近代秩序崩壞並往現代的移行的歷史意義，因此鈴木

再次表示：「總體戰在『近代』32困礙難行處產出，也就是說，總體戰是『近代』33的

超克」（1943：57）。 

上述戰爭與社會歷史結構的主張，簡言之，就是不同的社會歷史結構孕生出不同的

戰爭型態，而「戰爭」本身展現了社會歷史結構的變革。鈴木等人從近代日本成為「非

歐洲的唯一強國」和美國勢力興起，看到戰爭折射了歐洲歷史秩序的解體，而當前逐步

成為現實的「總體戰」無不是因歷史結構本身遭遇困境而自我推動、產出，從而回頭對

當前世界歷史結構由近代走向現代的反映。因此，總體戰是超克近代的方法，同時也是

近代超克的反映。然而，鈴木等人的論點存在幾個問題：首先，不同社會歷史結構產出

不同型態的戰爭，戰爭做為社會歷史結構轉變的縮影，這或許是個可以接受的論點，但

是戰爭與社會歷史結構變動之間的連接，在京都學派的討論中是被呈現出來而未有更多

的討論。也就是說，僅僅被「呈現」的「戰爭―社會歷史結構」關係，是京都學派做為

歷史主體所發現之戰爭的「歷史性」。「歷史性」由主體立場決定，主體立場由歷史結

構決定，看似有一個客觀產生的過程，但一如前文討論所示，歷史結構之客觀性及歷史

結構的意義，終究是對主體意志的修飾。 

筆者並非反對主觀性的歷史解釋，甚至懷疑是否可能存在非主觀性看待歷史的方

式，但正因為歷史認識、歷史表述有內在的主觀性格，就更不能不對主體的話語邏輯進

行審視，尤其是牽涉到倫理及歷史合理性的問題。在筆者看來，京都學派論述最大的內

在矛盾，是他們問題化了現實歷史秩序存在、延續的合理性，但卻未質疑現實秩序（發

生、發展）的邏輯。這造成的問題不僅是現實歷史在京都學派論述下具有邏輯、結構上

的無限正義，更反映了京都學派本身做為思想主體，未意識到他們掉入了相同的話語邏

                                                       
30  1877 年（明治 10 年）發生於今日本熊本縣、大分縣、宮崎縣、鹿兒島縣等地區並以武士西鄉隆盛

（1828-1877）為盟主之對明治政府的戰爭。 
31  江戶時代住在都市裡之工人、商人的總稱。 
32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33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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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換句話說，京都學派強調「主體立場」的目的，原本是要「自覺」內化的帝國主義

秩序並跳脫之，而此立場又產出於歷史本身。但此論述的基礎，是以肯定現實歷史（秩

序）為前提。以其戰爭論為例，「戰爭―社會歷史結構」的關係做為一種「結果」（現

實歷史）被接受，是在「戰爭―社會歷史結構」之為「現實」所具有的自身合理性、必

然性的前提下，「即將」成為現實歷史的總體戰，必定有世界歷史從近代向現代移行的

結構意義，以及其做為現實的必然合理性（倫理性）。京都學派不質疑做為「現實」的

戰爭是否合理而加以承認，無疑等於間接認可了迄今為止的帝國主義戰爭，也有其世界

歷史結構的意義和倫理性。這不僅使西方的帝國主義侵略具有歷史正當性，更提供現實

中正在發生之日本帝國主義擴張堅實的支點。要言之，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欲打破

現行的歷史秩序，但其思想方式顯示其反而被現行的歷史秩序所決定，並延續相同的秩

序邏輯。因此筆者認為，「世界史」論述提出之主體立場做為主體對歷史境況的反思，

雖一度點亮了反抗現行秩序的道路，終究難以展現真正跳脫、突破歷史框架的主體實踐。 

第三節 突破困境的主體立場 

上面兩個小節已經討論京都學派三場關於「世界史」之座談會的問題意識，以及其

論點中存在的矛盾。上述問題意識主要是由來歐洲與東洋的歷史意識對當代狀況思考的

無能為力，京都學派視歐洲未意識到原客體（歐洲的對象，即亞洲）轉向主體（與「歐

洲」同一的亞洲）的現實，東洋史學則缺乏對現狀加以超越的原理，以是二者均無法產

出能夠描述當代正在瓦解又重構的、移行的世界史。此一問題可以歸結於歐洲與日本對

眼下「世界」之歷史認識的差異所致，西谷啟治也說到：「維持舊秩序的國家與欲創造

世界新秩序的國家間，在世界史意識、歷史的『世界』意識上有差異（矛盾）存在」（1942b：

136）。在上一小節，筆者已經討論了京都學派如何論述歐洲與日本之歷史認識的差異

（或說立場的不同），若京都學派認為歐洲的歷史認識是「反歷史」、「反倫理」的，

那麼，需討論的問題便是究竟該如何進行歷史認識才能反映當前的歷史結構，此即本小

節要討論的問題。 

如何達到對當前「世界」的共識，即意識到世界歷史結構的滑動，高坂正顯表示要

「貫徹主體的歷史性認識」，也就是「一切從歷史的立場來考慮、進入歷史中來考慮」，

必須避免以「歷史之外跳越過歷史的原理，例如自然、邏輯」等「預設的原理」來說明

歷史，若以預設、觀想的方式說明歷史，「歷史將被固定」且「無法理解蓬勃發展中的

日本歷史」（1942a：173-174）。鈴木成高則指出：「歷史是在面對歷史時開始，必須

從歷史中思考歷史」，「從歷史中思考歷史」做為「一個一直未貫徹的問題」，具有「實

踐性的意義」，且這種歷史認識方式是「由今日世界史意識所喚起」（1942b：122）。

上述發言或可作以下理解：從歷史中思考歷史，即從現實歷史中理解現實歷史，是「歷

史性」的歷史認識；徹底地歷史性認識方法，具有實踐（日本）世界歷史位置的意義，

且是「世界史」自身所發出的要求。換言之，當前包含日本世界史意識的世界歷史結構，

只能以現實的歷史狀況來說明，這個以現實掌握現實的歷史認識方法，同時有反向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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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秩序瓦解之世界歷史結構變動的深刻意義。接著必須追問的問題，是貫徹歷史性認

識，即「從歷史中思考歷史」究指為何；又徹底的歷史性認識何以推動現實歷史結構的

轉變。 

就京都學派來說，歷史性地思考與認識，即實証史學。京都學派一再強調史學不能

不為實証史學（1942a：152；192b：122，124，125），但這不表示實証史學已無反省的

必要，因為即便是孕育實証史學的西洋史學，在京都學派看來，與東洋史學一樣未能掌

握眼前的歷史。鈴木成高舉例說到：「太平洋問題，是現在世界政治中心非常重要的問

題」，然而「一直以來的西洋史學完全無法有所掌握」（1942a：152），原因就在於西

方實証史學將其所強調的史料「對象化」，即將史料視為歷史本身。然而，鈴木指出史

料「是手段而非對象」，史料做為手段、方法，「無論如何地嚴密，仍然無法說明真實」，

因為更為根本的問題是「從歷史中思考的前提」，故儘管「歷史不能不為實証的」、「要

從這樣的立場思考世界史學」，但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對實証性抱持某種懷疑」；「世

界史的意識會出現」，也正是出於實証史學方法上的困境（「無法說明真實」）（1942b：

124）。也就是說，鈴木認為實証史學不必然反映現實歷史及其構造，因為僅將史料做為

對象（史料=歷史）無法完整捕捉「歷史」的真實――歷史性，這是必須對其抱持相當程

度懷疑的原因。因此必須探究存在於史學中更為根本的問題，如此才能徹底地「從歷史

中」思考，即「歷史性」地思考，「世界史」是帶著這樣的問題性成立。換言之，鈴木

強調「世界史」做為一種實証史學，不僅要能展示現實歷史，更要能映射歷史內面的理

念，即其「歷史性」――歷史的內在意義，「世界史」正是以呈顯現實歷史及其內在意

義而成立。這裡同時說明了前段最後提出的問題――何謂徹底的歷史性認識，即對現實

歷史有所認識，並掌握歷史表層下的「歷史性」；所謂「從歷史中思考歷史」，筆者認

為，便是從「現實歷史」中思考其「歷史性」。 

接著鈴木進一步說到：「過去的方法論，思考歷史者與被思考的歷史間彼此相當游

離，以能彼此游離做為方法論的前提」，但鈴木認為這樣的前提是錯誤的，因為「思考

歷史的主體與被思考之歷史客體，是不可分地處於同一個歷史之中」、「歷史是在過去

與現在的兩極統一上成立」，這同時要求對實証史學方法予以檢視（1942b：125）。這

裡表明了對現實歷史（歷史客體）的認識無法外於思考主體，主體是站在自己所處的歷

史構造中思考、認識「歷史」。因此，「實証性」並非意指將歷史（客體）絕對地客觀

化，因為「歷史」（過去）是由主體在其所處的時空（現在）中展示，並沒有一個能夠

超越個人和歷史時空的展示方式存在，故「實証性」（用鈴木的話來說）是「非個人的

主觀、拔除主觀的主觀」（1942b：126），即歷史認識中包含的主觀意志，主體立場是

所有（歷史）認識的前提。筆者認為，也正是此主體介入歷史認識、以主體立場出發思

考歷史，才使（從現實歷史中）思考「歷史性」成為可能，因為「歷史性」之為一種意

義，無疑是由主體所賦予。 

「歷史性」做為由主體賦予的意義，不表示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已不存在，「非個人

的主觀、拔除主觀的主觀」做為一種包含「主體態度」的歷史認識，西谷表示，是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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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世界史方向的洞察，故具有客觀性（1942b：126）。前面的討論已經提到，京都學派

將現實世界歷史結構視為前提，並主張其自我推動，故主體對「世界史方向的洞察」無

不是展現世界史自我推動的方向，因此具備來自世界歷史本身的客觀性(或做為前提的

絕對性)。換句話說，京都學派主張的主體立場是由現實歷史所孕育，是由歷史構造所

推動，故有其非個人的客觀性，在此前提下所成立的歷史認識，儘管帶著主體意識，卻

不是主體一廂情願的感性認知。此處論點存在的矛盾，已於前面兩節討論過，不擬在此

重覆，但值得注意一點，正因為京都學派賦予主體立場客觀性，使得以歷史性認識轉換

當前秩序成為可能。高山岩男說到：「世界史學與世界史哲學首先的接觸點是史料的『選

擇』……對實証性的檢視無疑是必要的，但僅是如此（實証性）是無法做出『選擇』34的，

『選擇』35之能成立要有做出選擇的『主體立場』36存在，正是此與今日的歷史現實相

互結合。思考所謂世界史之『成立』，做為史料的是站在今日『世界史建設』37的立場

上所做的選擇。……（史料）不單只是在過往『成立』的立場上，是規定著此一『成立』

之『建設』觀點的立場上，即現代世界史建設的主體立場上自然而然地被選擇。在這個

意義底下，世界史哲學與世界史學一方面並不相同，但另方面，彼此無法區分，存在著

彼此相互滲透接合的地帶」（1942b：125）。高山岩男的發言帶出一個將在第四章進一

步討論的問題，即歷史哲學（世界史哲學）是起於對歷史認識之前提――「歷史」本身，

實証性的史料――的問題化。「實証」做為一個方法無法成就「歷史」，「歷史」在成

立之初便必然包含了「選擇」史料的主體立場；對史料進行「選擇」，從而使歷史「成

立」，本身便是一種歷史「建設」。也就是說，歷史之成立無法不依靠主體立場（選擇

史料），在主體立場上成立的歷史，是主體透過選擇史料而建設、構築出來的歷史樣貌。

正因為歷史不能不依靠主體立場的建設而呈現，主體便能夠透過歷史認識（史料選擇）

來「建構」世界史。主體立場做為問題化當前「歐洲=世界」的世界史（故要主體地選

擇史料），以及普遍性「世界史」成立的中介點，媒介了世界史哲學與世界史。其中所

包含面對歷史的主動性，正是不與眼前秩序妥協、展示眼前世界歷史結構已然轉變的關

鍵。這種對主體主動性的意識，於當前，是對「世界史使命的自覺」，是「建設世界新

秩序的實踐性、建設性意識」（1942b：127）。 

討論至此，已經可以看到開啟歷史性認識通往變革現實歷史結構大門的樞紐，是一

方面實証地掌握史料，一方面又將之問題化，並透過主體「選擇」，來完成「建設」歷

史、使歷史成立的主體立場。京都學派主張主體立場孕生於歷史，故特定主體立場下的

史料選擇，也將出於歷史的要求，這具有建構「世界史」的主動性。依此，主體建構歷

史的意志與行動是出於歷史自身推動的結果。根據此論點，主體立場是「建設」世界史

和世界史「構想」（行動與行動理念間）的媒介，「世界史」及其歷史意義（主體的歷

                                                       
34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35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36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37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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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認識）是以主體對「世界史」的意識（即世界史意識）為中介。透過具世界史意識

之主體的歷史認識，一方面能夠藉由「選擇」歷史成立之方式來展示當前動態世界歷史

結構，另方面能夠帶動對「世界史使命的自覺」，將理念導向主體行動，故能成為由來

東西洋歷史意識以外、能突破當前思想壁壘的意識方案；而且，在現實歷史做為倫理根

源的前提下，此主體立場的歷史認識和行動實踐因之獲得來自歷史的倫理性。此意識方

案是以「現實歷史」為前提而成立，其中的矛盾已如前兩節所示，不僅是「現實歷史」

之合理性、建構性和倫理性問題，還包含問題化了現實歷史的京都學派，做為意識主體

卻未對主體與現實歷史間距離，以及他們做為主體之「指導性」可能包含的極端暴力性

加以反思。他們一方面展示了意識帶動主體行動的思想能量，但也同時落入承認主體及

軍國主義暴力的深刻矛盾中。 

通過上面三場針對時局的發言，應如何定位京都學派所提出以主體「自覺」為關鍵，

從而能夠帶動變革當前歷史秩序的思想方案。大島康正38於〈大東亞戰爭與京都學派：

關於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大東亜戦争と京都学派：知識人の政治参加について，2000）

中指出，始於太平戰爭前夕之微妙時間點的座談會，使得京都學派始終被視為戰爭意識

型態的推動者，並於戰後遭到學術圈的放逐，但是這三場歷史立場一致的座談會「並不

是以追隨戰爭、禮讚戰爭之追隨者（epigonen）為目的而舉行」，而是「欲以一哲學立

場、歷史哲學的主張，將不斷發生的戰爭往此（哲學）方向引導」（大島康正 2000：

276）。Yusa（1991）和 Goto-Jones（2005）則以西田幾多郎為例，指出京都學派戰爭

期間的發言無不受到日本法西斯國家的限制，只能符應日本國家主義及其帝國主義意識

型態，故必須從其私人書寫（日記）中發現京都學派的真正思想。 

暫且不論大島康正的戰後証言本身做為史料是否應先受到檢驗，39或者政治非常時

期的公開思想發言可信度等問題，40筆者認為問題的根本可能不是京都學派當初的動機

為何，或應取哪部分的書寫才能真正反映主體的思想。因為至少就京都學派來說，經歷

戰爭前後不同的政治、社會環境，對於上述問題，已經不可能釐清或有所定論。誠然，

思考主體的立論動機不可忽視，因為是否可以說，主體言論都是圍繞主體發言的動機所

建構、呈現出來。就此而言，鈴木所說「拔除主觀的主觀」確實有幾分啟發性，因為即

便是強調客觀與追求「真理」的科學，也不可能不在主體介入的情況下自然成立。但是，

我們要怎麼決定思想動機、目的或理念與思想的「真實」或「思想本身」的關係？況且

                                                       
38  大島康正（1917-1989），以京都帝國大學助理身分負責座談會召開相關事務，並負責記錄、整理座談

會內容送交時日本帝國海軍。據其言，座談會乃是為了尋找阻止陸軍方面無限制地戰爭擴大。除了本
論討論的三場座談會外，在日本戰敗前尚召開其他座談會討論戰後（敗）處理等問題，詳論請參考：
大島康正（2000）。 

39  Kimoto（2009）指出「大島筆記」多處記錄與座談會相關活動實際發生的日期或內容有所出入，因此
主張大島康正的戰後証言本身應該先受到檢証，而非直接採用為研究京都學派的一手材料。 

40  對 Goto-Jones（2005）的評論，可參考 Maraldo（2006）。Goto-Jones 針對西田幾多郎及其後繼者（主
要是西谷啟治），指出他們的哲學論述的目的是以理想型（烏托邦）的政治型態來批判當時日本的現
實政治，而不是以將現實政治導向理想型政治型態為目的，且其看起來政治態度的轉向，究實是哲學
用語的策略。Maraldo 則認為 Goto-Jones 忽視了京都學派的政治轉向（例如政治參與的積極性），且
透過佛教或儒學方面的論述來研究其政治思想，不免顯得過於「想像而非歷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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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闡釋者，該如何保証處於特定歷史、語言脈絡下之我們的表述才是真實、歷史性的？

講得極端一些，任何對特定思想活動的闡述，都只會是一種趨近；趨近程度的大小則可

能是由闡述者所居之社會歷史脈絡、社會意識來決定（認可）。既然我們只能「接近」

歷史中的思想活動及當時的歷史境況，那麼以思想動機來評斷哪些書寫才是真實或具有

歷史性，或許並不能使我們更靠近思想活動，因為我們對「真實」和「（符合）歷史」

的宣稱（認識），借用 Mannheim 的說法，在思考或表述的出發點，便是在與我們所

處的社會歷史和語言脈絡相互妥協下進行，無法真正與「真實」或「歷史」重合。 

因此，筆者認為這裡要求不同的提問方式，不問什麼是某思想的動機與「真實」，

也不問何種解釋才符合「歷史」，而是問思想活動的組成元素和方式――思想的組成元

素為思考主體所能動用的社會、歷史和知識語境，思想的組成方式是這些元素的排列組

合。41從這些元素的排列組合中去理出思想意識發展的軌跡，筆者認為，一方面是另一

種貼近具某種獨立性之「思想」可能樣態的方式；另方面由於「思想」與意識型態共有

社會性的基礎，42在通過各種思想元素和排列方式來拼湊「思想」面貌的同時，可以同

時看出「思想」內部其所居之歷史語境如何對其產生影響，或「思想」是否有強大、跳

脫歷史境況的獨立性。要言之，分析思想活動的組成元素和方式，是看該思想活動在連

續性時代話語中的位置。如果我們在乎的是思想活動與歷史的關係，在此是京都學派「世

界史」論述與日本軍國主義現實的關係，那麼分析思想活動之元素、組成方式，從而梳

理其自身的歷史脈絡和與時代語境的關係，較之論証什麼才是「真實」或合於「歷史」，

何嘗不是一種更積極的討論方式。 

本章筆者試圖透過對三場座談會的討論，找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結構元素：

現實歷史、主體、歷史認識、倫理性等如何相互交織，以及這些元素結合後與進行中的

                                                       
41  欲強調的是，筆者並非否定發言主體意圖的重要性，一如上文所述，主體立論動機與其如何建構、呈

現其文本顯然難以分離，即主體立論動機是特定文本產生之歷史脈絡的一部分。Quentin Skinner 亦
指出作者意圖與文本本身透露出的意義對於理解文本有同樣重要的意義（Skinner 1969；Schochet 
1974；梁裕康 2006，2007）。因此，筆者贊同在討論作者意圖與文本的關係前，先建立「意圖」本
身的歷史脈絡，即將意圖產生及其欲指向之目的的社會歷史結構做為文本歷史脈絡的一部分，以做為
理解文本的考量。但在上文提到大橋、Parkes 等重視京都學派立論動機的先行研究中，似乎缺乏對反
政權動機與座談會內容相互連結的討論，他們指出三場座談會的動機是反軍國主義政權或防止戰爭擴
大，但這樣的動機該如何與座談會中一再強調之自覺性的主體立場或世界史使命等相互鍊接，前述作
者並未加以處理。另外，同第一章所示，思想意識（發言或文本）不是一個孤立的事件，不僅是在相
對外於主體之社會歷史脈絡的影響下產出，亦不會只停留在本身。因此筆者認為根據作者意圖而決定
思想或文本的意義，很可能只是部分脈絡化，也就是作者意圖導向的結果與實際產生的意識型態效果
極可能差距甚大，特定的結果或雖非作者本意，但筆者認為，這並不能免去該思想活動、思想方式受
到各大程度（作者意圖之外）的檢視，理由誠如上述。筆者欲強調的是以下二點：其一，發言或文本
具有社會性，因此僅依作者意圖來理解或決定該如何解讀文本，或許並不充分。其二，本論文著重的
是什麼樣的「思想方式」推導出了帝國主義邏輯，而不在於京都學派本身是不是帝國主義支持者。「思
想方式」（各項元素及其排列方式）則是思考主體以其自身所處的歷史脈絡對歷史進行的認識，因此
思想元素及其排列方式具有歷史性，而不是純粹抽象的、外於歷史或主體的概念單元。筆者認為從歷
史性的思想元素著手，可以呈現文本和文本作者與時代話語的關係；如果說作者的「意圖」在相當程
度上是社會歷史脈絡的產物，是與時代話語的對話，那麼尋找思想主體運用的思想元素及方式，和強
調作者意圖――語言使用的方式、欲呈現的效果或想達到的目的（Skinner 1969；Schochet 1974；梁
裕康 2006，2007），或可說是採取不同的提問方式，但企圖都是在梳理思想活動的組成方式，惟前
者（本論文）更加重視文本與時代話語的關係，而非止於意圖―文本的階段。 

42  請見第一章關於 Mannheim 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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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國主義意識型態共享了什麼邏輯，從而為什麼成為軍國主義的支點。在通過對不同元

素交錯作用和欲／可能導向的意識及行動方式，可以發現是圍繞「主體」做為中樞的連

鎖反應。「主體」做為克服當前秩序之思想提案的關鍵，卻同時也是京都學派「世界史」

論述的矛盾所在，京都學派視主體具有來自現實歷史的必然性和倫理性，但這是以客觀

性外衣遮掩主體建構歷史的意志。就「世界史」論述而言，主體建構歷史的方向又是以

「歐洲」為典範的歷史結構，如前文所述，這是對做為「現實」之歐洲帝國主義的認可，

同時與當時日本國家的軍國主義共有「建設」之「世界史使命」的擴張邏輯。京都學派

做為思想主體，並未真正拉開其思想與國家、社會意識結構的距離，反而回歸 19 世紀

以來、由日本國家進一步強調的帝國主義語境而不自知，這對反帝國主義思想本身而

言，無疑是相當深刻的悲劇。 

第四節 小結 

本章藉由回顧「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東亞共榮圈的倫理性與歷史性」、「總體戰

的哲學」等三場座會，勾勒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大致輪廓，並指出其內在矛盾。

京都學派主張當前世界歷史結構正迎來轉換點，但從來的史學卻無力於反映動態的現實

世界歷史構造，歐洲的東洋主義阻礙其認識日本從被動的客體（非歐洲）轉向能動的主

體（成為「歐洲」），並因此具有打破歐洲主導秩序之能力的歷史現實。東洋對歷史則

缺乏實証的根據與相關原理的發展，其循環史觀無法導向突破現狀況的歷史現實及歷史

意識。歐洲與東洋的歷史意識因未能掌握當前的歷史結構，故均無法提供一個足以描述

因日本已然成為「歐洲」，並成就「世界史」崩解與重構的現實歷史構造。為了解決眼

前歷史認識的困境，京都學派提出一種意識方案，即回到現實歷史去認識歷史。不只是

要求歷史的實証性，因為實証的歷史不必然導向真實的歷史狀況――變動中的世界歷史

構造。因此，京都學派主張尚必須要求「自覺」性的「主體立場」，通過主體立場回到

現實歷史去認識歷史現實之「歷史性」。京都學派指出，主體立場是由現實歷史產出，

藉由貫徹此一主體立場所進行之歷史性認識和行動實踐，即把握現實歷史、其「歷史性」

和「世界史的方向」，終將能展示現實世界歷史構造本身的推移，並帶動主體行動去實

現世界歷史結構的轉換。這是通過主體立場之歷史認識所帶動的「世界史」建構，這具

有打破當前的秩序壁壘的潛能。 

但是，儘管京都學派提出世界史意識之主體立場的目的，是想要從當代歐洲之為世

界史的秩序中解放出來，其中卻包含了相當深刻的矛盾。京都學派通過將日本與「歐洲」

同一來取消「歐洲」做為「近代」秩序前提的方式，將如何在自覺性的主體立場上實踐，

才不致於再次落回京都學派所反對的、由歐洲帝國主義為代表的世界秩序？此外，京都

學派將戰爭視為實歷史構造本身的部分展演，在認定「現實歷史」具有自身合理性和倫

理性的前提下，戰爭做為現實歷史構造（轉換）本身的自我表述，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和

倫理性；產出此歷史認識的主體立場（對戰爭之為歷史結構本身的「歷史性」認識），

京都學派相信，是由現實歷史自身所孕育，故由此立場所給出的歷史認識，以及其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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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行動，同樣擁有現實歷史擔保的合理性與倫理性。 

然而，現實歷史與倫理性之間的必然性――從而是主體與倫理之間的必然性――並

未被京都學派問題化。這一方面是未質問「歐洲」做為前提之秩序邏輯，也就是「歐洲」

既為應清算的帝國主義，同時又是「現實」世界史成立的典範；在「現實」具有無限自

我正當性的前提下，現行的歷史秩序被京都學派視為唯一的「世界史」模式，帝國主義

歷史秩序不旦未被打破，反而獲得延續。換言之，京都學派認為實踐與「歐洲」的同一

化能打破帝國主義秩序，卻未對「歐洲」有任何質疑，因此陷入相同帝國主義邏輯的矛

盾。另一方面，源於現實歷史之主體及其使命（立場），在前述「現實」（「歐洲」歷史

結構秩序）面臨被問題化的同時，其倫理性將喪失基礎。這裡反映的是主體及其使命的

倫理性主張，是主體為了合理化自身對世界觀的解釋，而做出歷史具有客觀性的限定，

以此反饋主體的歷史認識和行動實踐。這是主體主觀的客觀性修辭，也就是對自身做為

倫理的修飾，通過一個看似超越主體的客觀結構，來界定倫理／非倫理、歷史／非歷史。

但當「現實」是由主體所建構，真正劃分倫理界線、對「非倫理」的「反歷史」力量進

行排除的，便是隱於「客觀」現實歷史背後的主體意志。京都學派以客觀性掩飾歷史結

構的主觀性，將使主體免於對歷史現實負責，這何嘗不是一種思想活動內在的不義與暴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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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構」的歷史：鈴木成高的世界史論述 

第一節 前言：何謂「世界史」 

第二章指出了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主要問題意識和克服該問題的思想方案。

要言之，京都學派認為當前世界史的問題是「現實世界歷史結構」沒有被歷史性地反映

出來，京都學派提出「主體立場之歷史性認識」來解決上述問題。在第二章，筆者已經

討論了「現實世界歷史結構」和「主體立場之歷史性認識」之間如何被聯繫起來，但並

未對上述兩項構成「世界史」論述的主要元素加以解釋，本章及下一章，便準備對此二

項元素進一步討論。本章的主要問題，是做為「歷史結構」的「世界史」所指為何、如

何成立？接著，是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一再強調世界歷史結構的轉換，那麼，行將崩解

的、正在成形的「世界史」又是何種世界史？下面，首先討論鈴木成高如何定義「世界

史」――「結構」的歷史；其次討論做為「結構」的世界史如何成立；其三指出行將崩

解的「世界史」為何，並帶出新的「世界史」。前面兩項討論對第三個問題極為重要，

因為從下文對鈴木史論的分析中，可看到世界歷史秩序的轉變，即新世界史之所以能產

生，是建立在「世界史」本身做為「客觀」之歷史「結構」的前提上。筆者將指出鈴木

成高力圖建立一個外於主體力量的客觀性世界歷史結構，此客觀的世界史結構具有自我

運動的能力，而世界史結構自我運動的「客觀性」，支撐著第二章京都學派主張之「主

體立場」的合理性。換言之，鈴木成高的「歷史結構」論，筆者認為，是京都學派「世

界史」論述相當重要的一個支點，因為它賦予座談會中一再強調之「主體立場」最為根

本的客觀性與合理性，從而是倫理性。接著下面的討論中，雖然可見高山岩男亦提出一

種不同於鈴木所闡釋的「世界史」，但筆者將指出高山的「複數世界史」並不具有內在

的客觀性（儘管鈴木之世界史結構的客觀性，同樣於下文分析中可見，亦是一種建構），

因此筆者認為鈴木成高的史論是理解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開端。 

關於「世界史」的定義，或許可以從鈴木成高談論「世界史」的轉換來看。鈴木指

出「標識現代之轉換性的劃時代現象」有二，第一是「迄今歐洲式世界像的世界史觀念

漸次無法成立的劃時期事實」；第二是「近日以『新中世』稱之的歐洲世界內部社會及

文明的全面變質」。所謂「新中世」，是指「『現代』逐漸無法做為『近代』的一部分」；

「近代」則是指「緣於歐洲的膨脹與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優越性，以歐洲秩序為

基礎構成的世界結構體系」（鈴木成高 1941：204-205）。由此，可知鈴木視世界史的

轉換為歐洲走進「新中世」，即「近代」變質並由「近代」轉向「現代」的過程。換言

之，當前的「世界史」，或者說世界史的轉換，是歐洲秩序之為世界結構崩潰、走向「現

代」的歷史狀況，鈴木引高山岩男之「世界史的世界」來指稱「近代」瓦解後構成的「現

代」。1 

                                                       
1  高山岩男於〈世界史的理念〉（世界史の理念）說到：「歐洲式世界之為近代秩序已達自內部崩壞的時

期，這可視為現代世界史一大轉換，同時具有非歐洲世界漸次要求同於歐洲世界之對等存立性的意義，
因此，有別於近代世界之秩序與構造的『現代性世界』，或者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的世界』，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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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之為「世界史的世界」，並不表示在「現代」之前不存在世界史，鈴木透

過比較高山岩男在〈世界史的理念〉中提出的「世界史」和蘭克的「世界史」2概念來

說明此一問題。在進入鈴木的論述前，有必要先了解高山定義的「世界史」。高山岩男

表示世界上存在「許多世界史」，「東洋有自身完結的世界史，其中各有各自特有的古

代、中世，甚至近代」，故東洋在歷史構造上「與歐洲世界的世界史並無不同」（高山

岩男 1940a：338）。且不限於東洋，非歐洲諸文化皆是如此，他認為不能因為與歐洲

在時間、社會型態、文化樣式上不同而否定個別歷史做為一個「世界史」完整性（高山

岩男 1940a：339-340）。他又舉文化類型為證，指出：「文化中可看到『樣式』」，

「樣式」是文化類型的基礎，且「類型無法在一元論的立場上存在，本來就是多元論的

立場」，故樣式殊異之各文化類型的存在，「是世界上諸多歷史世界存在的有力證據」

（高山岩男 1940a：342）。基於此，「不能不承認多數的世界史及多數的歷史世界，

立基於歷史世界之多元性的立場，是考察真實的世界史不可或缺的條件」（高山岩男 

1940a：341）。換言之，高山認為真正的世界史是指多數殊異歷史世界的世界史並立，

這些同時並列的世界史於近代「因著歐洲世界向非歐洲地域擴張，一種具統一性之世界

史的世界開始成立」，漸次獲得統一性的多數世界無法保持封鎖性的獨立並逐漸產生聯

繫，多數的世界史「向著一個單一的世界史收斂」，這是「近代應令人感到驚訝的『世

界史的事件』」（高山岩男 1940a：341）。 

也就是說，高山認為「世界史」的成立，首先是多元歷史世界的存在，這些各自獨

立、特殊的歷史世界因歐洲向外擴張而產生關聯，並收束到一個具統一性的世界史中。

然而，這並不表示高山認為「世界史」就此一元化，因為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幾

乎所有將歐洲性世界內在化的非歐洲――特別是日本――逐漸從內在化脫離出來，展示

其超越的存在性」，這些非歐洲「意識到過去被視為『世界』的歐洲世界，其實也只是

其中一個『近代世界』罷了」（高山岩男 1940a：330）。歐洲使多元歷史世界產生統

一性的關聯，但這些歷史世界在產生統一性關聯的過程中也日漸意識到給予秩序和統一

性的普遍性表象下，「歐洲」同樣也只是一個不具普遍性的歷史世界。歐洲做為普遍秩

序的崩壞，意味著「有別於近代世界之秩序與構造的『現代性世界』，或者是真正意義

上的『世界史的世界』，初次展現其成立的契機」（高山岩男 1940a：330）。總而言

之，高山視多元歷史世界之世界史並立是「世界史」的脈動所在，近代歐洲向外擴張使

殊異之世界史中間產生統一性的關聯，但同時也成為揭露歐洲不具「世界」之普遍性的

契機，這是「現代=世界史的世界」得以成立的前提。複數歷史世界的世界史同時並立，

                                                                                                                                                                         
展現其成立的契機，此外別無他義」（高山岩男 1940a：330）。這裡表示了「現代=世界史的世界」是
近代秩序崩潰後成立的新歷史秩序與構造。 

2  本章提及蘭克史學的部分，都是以鈴木成高對蘭克史學的闡述為根據，而其他各章（其他京都學派學
派學者）提及對蘭克史學的理解，筆者認為亦是以鈴木對蘭克的詮釋為基礎。京都學派做為一個思想
共同體（森哲朗 2003），京都學派哲學及其背後之歐陸哲學的影響，極可能影響鈴木成高如何理解和
詮釋蘭克史學，且鈴木分析蘭克史學觀念及據此重現近代歐洲如何成立的史學方法，本身也需要進一
步討論，然由於筆者的重點是在鈴木成高對蘭克史學的詮釋如何做為京都學派世界史論述的基礎，因
此在這裡暫不擬對前述哲學背景和鈴木史學方法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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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山岩男的定義下，是新的、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成立的基礎。 

高橋哲哉（1995）從語義的角度質疑高山岩男的「世界史」概念，他指出「世界史」

（Universalgeschichte，universal histroy）一詞所包含的「普遍」（universal）意義，

何以能與特殊相即而為「『特殊的』世界史」？又「普遍的世界史」，是通過非歐洲（尤

其是日本）自覺脫離於歐洲，並以「展示其超越的存在性」所表明的「他者性」――「複

數之特殊世界的分裂、分離」――做為特徵，這等於承認歐洲「具有普遍性世界史的前

史意義」，故高山岩男的「世界史」一開始便是針對「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向著『世

界』的欲望」而發起（高橋哲哉 1995）。亦即，高橋認為在高山的「世界史」定義下，

根本就不存在「普遍的」世界史，這是高山「世界史」定義的矛盾；其目的與其說是主

張多元性，不如說是把日本推向世界的企圖，背後是「回應西洋的他者，將西洋之他者

從西洋殖民地統治中解放出來的責任」，即高山自我指定的「世界史的使命」（高橋哲

哉 1995：202）。儘管筆者不打算對高山岩男的世界史論述深入討論，但高橋的分析確

實點出高山岩男論點中的幾項矛盾：若「世界史」的本然是複數世界史的存在，那麼即

便沒有歐洲擴張所促成之非歐洲的統一性，「世界史」仍然存在。換句話說，高山一方

面強調「世界史」是個別歷史的並立，另方面又認可「歐洲」做為世界史的前提，即如

果沒有歐洲為非歐洲帶來的相互關聯，以及後來歐洲做為普遍性秩序的崩潰，「現代性

世界」將無以成立，這等於否定了個別歷史之為世界史的潛能。此外，在高山的定義下

（世界史=個別歷史的集合），因為不同的文化樣式始終存在，「世界史」看似能夠本然

且自動地成立，這是高山賦予「世界史」之相對客觀中立的意義。但是高山又同時強調

「意識」到歐洲的非普遍性，是現代性世界成立的契機，即在「現代世界」的成立上，

從一開始就不能不依賴主體的因素。也就是說，「現代世界」是建立在主體「意識」到

歐洲其實不具普遍性的自覺上，但若主體未能產生這種自覺，「現代世界」是否能夠成

立？且既然多元歷史世界始終存在，為何「世界史的世界」非通過歐洲擴張的階段才能

實現？要言之，筆者認為高山岩男提出以多元性為本質的世界史，是一個靜態和等待被

發現的世界史，它無法支持第二章所言由現實歷史推動的「主體立場」――前者必須依

賴主體做為出發點，後者強調現實歷史做為出發點、產出促成其轉變的主體立場。 

因此，鈴木指出高山所謂的「現代」，即「世界史的世界」，是「非歐洲主張自身

固有原理與自身的秩序，並以此樹立新的世界史構造原理」（鈴木成高 1941：206），

是「以世界及文化的多元性做為其最重要的根本概念」、「以對世界之多元性的再認識

為媒介」來構築的新世界史（鈴木成高 1941：208）。換句話說，鈴木認為高山的新世

界史是建立在世界中已經存在的各種殊異上，構築新世界史即是對這些世界中本然的特

殊進行再認識――「意識」殊異的存在。然而，鈴木認為特殊與特殊的並立無法成立世

界史，比起綜合的特殊，「無寧首要是將特殊與特殊糾合為一高次元的某物」，即「普

遍的關聯不能不存在」，這個高次元的普遍「必須為世界史固有的對象」，故「世界史

的立場原本就不是容許『許多的歷史』並存在其中，本來一開始就必須以『一個歷史』

來思考」（鈴木成高 1941：208-209）。鈴木在此主張「世界史」自始至終都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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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是特殊與特殊的加總，即「特殊」（多元）不是「世界史」能夠存在的條件。

「世界史」之能成立，非各個特殊因其特殊而單子性地存在，是各種殊異間存在著一個

上層的連結。惟有各特殊中存在著高於自身的普遍性――「特殊」自身存在著普遍性，

才足以構成世界史，即世界史之為「一個歷史」，是透過各個特殊內部在一開始就存在

的普遍連結才能展現。 

鈴木以蘭克的「世界史」概念對上述進行說明，指出相較於高山的多元論的世界史，

蘭克樸素的、限於記述歐洲內部的一元世界史觀點似乎未能抓住「世界史」的要點。東

洋做為「一個統一的共同體世界，世界史在其中可能成立」，但是蘭克卻未將東洋做為

「世界史」的對象，表示蘭克認為「諸多可能成立的世界史中（只）存在著一個世界史，

或者說所謂世界史，只存在於歐洲」（鈴木成高 1941：212）。這樣的見解雖有極大的

問題，但鈴木說「蘭克絕非認為歐洲以外的印度、中國等有『文化』卻尚未具有『歷史』，

也就是他並非否定文化的多元性」，只是蘭克「並未認同該處（印度、中國等）之為一

個具高次元普遍統一的世界史」（鈴木成高 1941：213）。鈴木指出蘭克在《近代史的

諸時代》3的序文中表明：「人類的歷史是一個普遍且統一發展的體系，也就是世界史

的體系，然而並非所有民族都參與這個體系的運動，某些民族被置於這個體系圈外」，

意思是「本來世界並非從幾個特殊的世界史發現，而是在一個普遍的世界中發現」，但

「在這個普遍的世界史圈外，明顯存在著孤立的民族」，這些孤立的民族可能具有相當

優越的文化和歷史，但缺乏「普遍性的關聯」，故無法加入「世界史」（鈴木成高 1941：

213-214）。 

鈴木於此提出了一個有別於高山岩男的「世界史」定義――蘭克的「世界史」。依

鈴木的詮釋，蘭克並非否定殊異的存在或某些民族單只有「文化」而無「歷史」，惟蘭

克認為「世界史」是建立在不同歷史中存在的世界性――普遍性的統一與關聯，故某些

民族歷史之非「世界史」，乃是因為其未交織在這個普遍統一的連結當中；但這不影響

個別歷史加入「世界史」的潛力，「歷史中必然存在著世界性的歷史」（鈴木成高 1941：

214），問題只在於如何產生普遍性的關聯。也因為「世界史」始終都是「一個」普遍

性的統一發展體系，而不是複數歷史的加總，故中國、印度之所以不具有與歐洲相同之

「世界史」歷史構造，是因為「羅馬―日耳曼共同體世界支撐著超民族的普遍性世界

史」，但印度、中國是「孤立的世界」，印度、中國、日本之間缺乏「恆常、必然的內

面關聯而獲得之統一」，即東洋非「高次元歷史性共同體」，鈴木指出高山岩男亦不認

為東洋存在著「普遍性的世界」（鈴木成高 1941：215）。這裡表明了鈴木視東洋之為

一個歷史世界，缺乏內部的普遍性關聯，單只是孤立存在的歷史，故在結構意義上，不

具備與歐洲相同的「世界史」（歷史構造）。亦即，鈴木雖指出蘭克視「世界史」只存

在於歐洲的觀點極有問題，但認可了「此一普遍性（世界史），至近代階段為止乃歐洲

世界所固有」的主張（鈴木成高 1941：216）。惟「這個歐洲固有的性格日漸喪失」，

                                                       
3  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1941 年岩波書店出版由鈴木成高、相原信作翻譯的日文譯本

《世界史槪觀 : 近代史の諸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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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了「現代具劃時代意義的轉換性」（鈴木成高 1941：216）。也就是所謂「世界史」

的轉換，在鈴木看來，是現實歷史發展使「歐洲」漸次喪失對「世界」的解釋能力，而

非「歐洲」本身只是（高山岩男定義下）「許多世界史」中的一個。 

因為鈴木與高山對「世界史」的定義不同，由二者所呈現的「近代」走向「現代」

的世界史構造變動方式與意義也不相同。在高山的定義下，或可說「世界史」無論於「近

代」或「現代」都存在，因為組成「世界史」之殊異的歷史世界及其歷史一直存在。然

而，「現代」以前存在著一種不適當，甚至錯誤的意識，即將歐洲視為「世界」本身，

故發覺歐洲是眾多世界史之一，乃「近代」崩解及「現代」成立的契機，故「近代」與

「現代」並非結構意義上的不同，而是歷史認識上的差異。鈴木所示的「世界史」，同

樣於「近代」和「現代」都存在，但意義遠不同於高山岩男的「世界史」觀點。鈴木認

為「近代」（以前）有歐洲的世界史，但無東洋的世界史，因為歐洲內具備羅馬―日耳

曼共同體世界，即歐洲各民族、各文化的歷史共構了一個更大的歷史基體，但（依鈴木

所言）中國、印度、日本或其他民族、文化的歷史，未出現如歐洲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具

普遍性的（上層）歷史。以是，「近代」世界史是歐洲世界史，或者說「近代」以前只

存在歐洲世界史。但隨歐洲向外擴張等歷史發展，構成（原本）世界史之為普遍性歷史

構造的元素（諸如各個民族、文化等），已經遠不同於前（超出原本歐洲的範圍），這

是「近代」世界史瓦解及「現代」世界史重構的原因或動力。換言之，依鈴木的觀點，

「近代」向「現代」移走是歷史結構內部結構元素發生變動，無論歷史主體有無認識到

此，歷史結構都發生了改變，只是這樣的轉換必須透過歷史主體的歷史認識來展現。 

到這裡，可以明白看到鈴木成高關於「世界史」主要關注以下兩點：一，「世界史」

是一個具普遍性的歷史構造，即在個別歷史「普遍性的關聯」上成立；二，當前的「世

界史」之為歷史結構，正發生由「近代」向「現代」滑動的現象。然而，從前面的論述

中尚看不出何謂「普遍性的關聯」，它又和世界歷史結構轉變有什麼關係，這兩個問題

在鈴木對蘭克史學更為詳細的闡述中可得到解釋。下面，筆者將先論述鈴木如何通用對

蘭克史學的討論，呈現「普遍性關聯」的意義，以及在普遍性關聯上歷史構造的世界史

何以成立。更為重要的，是鈴木運用前述「世界史」概念對做為「世界史」之歐洲從成

立到崩解的討論，來說明「近代」走向「現代」的契機。在討論中將可看到鈴木如何通

過蘭克史學來論証歷史結構自我運動的能力，是這種自我運動使世界歷史能從「近代」

走向「現代」。筆者在闡述鈴木史觀的同時，將指出其論點與第二章概述之京都學派「世

界史」論述有何種呼應，其中又存在哪些矛盾。 

第二節 蘭克史學與「世界史」 

鈴木成高在《蘭克與世界史學》（ランケと世界史学，1939）中說到蘭克雖然以撰

述國民史為主，但蘭克「龐大作品的每一個都是世界史」，因為在蘭克作品中「不會見

到任何不具世界史立場的國民史」、「世界史非單只是蘭克史學的一個面向而是全部」

（鈴木成高 1939：114-115）。亦即蘭克的史學書寫，在鈴木看來，即使是以一國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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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為對象的國民史，都具備了做為一部「世界史」的資質。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國

民史與世界史的差異不是量的差異而是質的差異」，「世界史不是歷史的百科全書，而

是『構造的歷史』4」――「構成體系的完結性」；鈴木指出應區分普遍性和全面性，

涵蓋廣泛的歷史不等於「普遍性的世界史」，「普遍史之能夠成立，不能不先存在普遍

性的關聯」，即個別歷史共構的「高等的事件（高次の環境，gröszere Begebenheiten）」

（鈴木成高 1939：116-117）。換言之，蘭克的歷史書寫全部都是「世界史」，並不在

於是否網羅了「一切」歷史，而是出於其各作品均展現了歷史構造的完結性，構造上的

完結性則是建立在歷史所內涵的普遍性上。因此，只有具備由普遍性所導出的完整歷史

結構，才稱得上是「世界史」，「世界史」做為「構造的歷史」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

才能被理解。至此，可以說「世界史」的關鍵要素，是個別歷史共構「高等的事件」的

「普遍性」，以及由其導出的「構成體系的完結性」。也就是說，個殊中包含著向「普

遍」運動的素質，「普遍」則以個殊為其內涵，只有同時包羅、呈顯普遍與個殊的歷史，

才具備完整的歷史構造，也才是「世界史」。 

1. 「世界史」的成立：普遍性關聯 

「世界史」之為「結構的歷史」是以歷史構造的完結性為前提，歷史結構的完整性

又取決於歷史內在的「普遍性―普遍的關聯」，那麼就不能不追問何謂「普遍性―普遍

的關聯」。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通過接下來鈴木對蘭克史學的討論，可看到被

視為實証主義的蘭克史學，其背後有著相當深刻的哲學動機，而此哲學動機則說明了內

在於歷史的「普遍性―普遍性關聯」的來源。同時，筆者認為，鈴木透過蘭克史學的哲

學動機強化了京都學派提出以主體立場進行歷史認識、以歷史認識超越現行秩序的論述

基礎，從而肯定了歷史認識和建構歷史做為歷史實踐的正當性。 

鈴木首先提到蘭克終其學術生涯，歷史觀從未發生轉換，這是緣於蘭克「（視）歷

史有其自我目的」（鈴木成高 1939：4-5），這樣的認識，則是來自蘭克宗教上的信念。

鈴木談到，蘭克出身於虔誠的路德派牧師家庭，但對於當時大學內傳授的理性主義神學

感到相當不滿，加上對希臘、羅馬古典作品深感興趣，故在繼承家業（聖職）與從事世

俗職業（歷史學研究）之間徘徊不已（鈴木成高 1939：10-11）。因此，蘭克從事史學

為的是「自我發現」；歷史之於蘭克，是「在尋求神的遊歷最後所遭逢之物，並非由誰

所教導得來之物」，尋求事實間的「關聯」即是尋求「關於神的證明」（鈴木成高 1939：

14-15）。也就是說蘭克於當時的神學中無法求得對「神」的認識，歷史學乃成為他追

尋信仰的個人神學――「神內在於歷史」、「個別事實中各自存在著神」，故把握「事

實與事實相互連繫之理念的關聯」，是以神的方式加以把握（鈴木成高 1939：15-16），

同時也是對神的認識。神之為一種普遍內在於歷史，從而使個別的歷史因內在的神而具

有內在的「普遍性」。此外，由於將歷史事實看作是神的展現，故「對『事實本來如何』

的認識乃成為關於神的認識」（鈴木成高 1939：15），「對事實的忠實同時是對神的

                                                       
4 本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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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虛」。換句話說，「（事實）本來如何」的問題對蘭克而言已非單純史學的問題，而

是一個宗教問題。也由於「歷史事實」是神的反映，故蘭克強調「事實的絕對性」、面

對歷史之「無我地」客觀性，主張應對歷史「無媒介的直觀」――「宗教式的即物主義」，

並反對以「理性判斷的思辨」來推導、理解和解釋歷史（鈴木成高 1939： 15）。鈴木

還強調所謂內在於歷史的「普遍」，在蘭克史學中並非抽象的概念，亦不同於黑格爾理

性之理論的普遍，不是一個先於歷史、高於歷史的秩序。5「理念」或說普遍性「不能

不通過直觀個別的具體性獲得」（鈴木成高 1939：16），即蘭克史學中所謂的「普遍」，

是只能從個別推導出來的結果，只能從對個別的認識中獲得，無法先於歷史得知。 

該如何理解蘭克所言內在於歷史的「神」，是如鈴木所詮釋，為蘭克宗教上之信念

所產出的歷史觀點，還是蘭克援引自己熟悉知識體系內的概念所做出的表達，或許無法

於此討論。但無論如何，從第一小節至此的討論可看到，鈴木接受了一種「神／理念」

內在於個別歷史，故個別歷史有內在的普遍性（來自「理念」的普遍存在），並由此普

遍性的關聯共構成歷史（結構的歷史）的概念。雖然鈴木反覆強調此一內在於歷史的普

遍性，也就是理念，不是理性思辨所導出的結果，是由現實歷史綜合發展表現出來，即

只有在通過現實歷史之後，才可能看到此等歷史內部的「理念」為何，非一個先於歷史、

主導歷史發展的力量。但是，上述觀點存在一點問題：鈴木藉由蘭克予「理念」（或「神」）

客觀性的外貌，「理念」做為個別歷史的普遍性關聯共構歷史，即便不是先於、高於、

主導歷史走向的理念，仍然是以哲學上的概念來規範歷史連結的原則。「理念」或許並

未主導歷史的走向，但卻規定了歷史的解釋、「意義」，也就是「歷史性」。換句話說，

看似來自歷史本身、客觀的「理念」，終究是主體意識介入下呈現的主體立場（即歷史

認識）；所謂非理性（思辨）的、通過歷史事實綜合展現的「理念」，實則是以現實歷

史為擔保的主體性客觀――呼應了第二章所討論之京都學派以「現實歷史」為客觀性（和

倫理性）根源的主張，但「現實歷史」及其客觀性，或此處存在於歷史中的普遍性理念，

從第二章的討論可見，無非是出於主體意識的建構。於此欲強調的一點，是筆者認為「主

體立場的歷史認識」本身不是一種錯誤，因為不通過主體而呈現歷史的可能性是否存

在，值得討論；但是「主體立場的歷史認識」需要受到檢視、本身是需要受到問題化的

對象。鈴木（或京都學派）論點的問題，一如第一章所提及孫歌（2001）的批評，在於

其將包含自身在內的主體僅當作「對象」來討論，卻沒有意識（或忽略）自身做為主體

對歷史、歷史認識的介入。把一切歸為「客觀」之現實歷史自身的意志，於此是歷史內

在的「理念」，這一方面是將歷史主體主觀認識與行動客觀化，主體從而獲得源於現實

                                                       
5  黑格爾（2001a）視世界由理性所統治，世界是理性的實踐，是展現其理性化的過程（Hegel 2001a：

22）。理性猶如星辰運行的法則，但並不為依此法則運動的星體所知，亦即理性是一個外部的秩序，
是一個在星體開始運行前便存在的原理、秩序或法則。因此理性統治世界，便意味著一個高於、先於
世界的原理統治世界。Charles Taylor（2002）提到黑格爾對歷史的看法，即黑格爾的歷史哲學，是
一種神正論，歷史之為理性化過程，是神意的圓滿表現（Taylor 2002：389-657）。黑格爾的這種觀念
與蘭克視歷史為神的展現，有相互類同的地方，但蘭克視歷史只能通過自身（歷史）來展現神，換言
之，要展現神之為一種普遍秩序，無法從先於或高於歷史處求得，這與黑格爾對歷史的看法，有關鍵
性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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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之絕對客觀、自明的倫理性；另方面是鈴木做為意義賦予主體的自我倫理化，這背

後所隱藏的是鈴木自居於某種特定的倫理位置，即某種歷史「理念」與倫理結構使其認

可「理念」內在於歷史的普遍性――「普遍性關聯」的存在，以及「普遍性關聯」是「世

界史」的先決條件。換言之，鈴木將「主體」視為思考「對象」且具有客觀性，卻忽略

自身做為主體，很可能已經受到某個強烈主觀所建構之客觀、倫理結構的限定。6筆者

於此不是要否定鈴木思想活動的獨立性，但鈴木的思想方式，即客觀化主體性，卻未意

識到自身做為主體對意義系統的介入，也未意識到自身思想活動受到的制約，從而無力

於自身思想活動落入主導意識型態的命運。 

回到鈴木對蘭克的討論，他指出雖然蘭克視歷史認識為對神的認識，不表示他視歷

史為宗教的代言：「絕非要將歷史轉譯為宗教」。對蘭克而言，「將歷史宗教化並非接

近神的方式，歷史是做為歷史以其本來的姿態與神相互交結，對歷史的歪曲同於對神的

不義」。因此，蘭克的宗教信念是引導蘭克「將歷史絕對化、客觀化」（鈴木成高 1939：

26），即宗教動機對蘭克的影響是其對歷史做為歷史本身的忠實態度，而非領其史學成

為表達抽象、唯一目的或超於歷史事實之最終神意的歷史式神學。這種拒絕超越歷史之

決定性意志存在，以及不由任何原理推導出歷史的態度，鈴木認為有將歷史從思想與哲

學理性思辨解放出來的意義，「是一種精神解放」（鈴木成高 1939：24，27）。更重

要的，是相信「歷史個體有其性格，有其獨有的根源，有創造的自由」；將歷史僅做為

歷史來認識――「單做為事實而無在此之上的目的」，是承認、肯定歷史「擁有自身絕

對性的自我目的」（鈴木成高 1939：24-25）。西洋史學中線性的進步觀念在前述史觀

下受到拒斥，鈴木指出線性進步觀視後一個時代較前一個時代優越、「處於更高的階

段」，前一時代經常被視為「導出後一時代的準備與階梯，即具有媒介過程的意義，其

自身則不具意義」，故「過去的價值是因其對現代的貢獻而被正當化，過去是為了現代

而帶有歷史意義」（鈴木成高 1939：43）。換言之，在鈴木提及的進步觀念下，前一

個時代的意義是依附在後一時代上被定義，前代只具有做為孕生較其上位、卓越之後代

的工具性意義，其本身未能產生自我定義和「歷史性」。然而在每個歷史都擁有自我目

的與價值的觀念下，「歷史」是為自身而存在――「時代的價值存在於自身當中，各時

代因自身而合理」，因為「原理內在於自身，而非由外在所給予」，因此各個歷史、時

代「非『過程』而是『本質』」（鈴木成高 1939：44）；每個歷史都其自身的「完結

性與獨立性」（鈴木成高 1939：42），且具自我完結性的不同時代「各有其一定的傾

向性」（鈴木成高 1939：45）。歷史之為絕對的自我完成、實現，總是「自我發動、

無法被預測」的自我「發展」――「個體依自發性而自我變化」，即歷史是一種「動態」

的自我「生成」（鈴木成高 1939：47），故無所謂進步與退步（鈴木成高 1939：40）。 

                                                       
6  筆者此處的重點不是在鈴木受到何種歷史、倫理結構制約，而是他未意識到自身受到制約的可能性。

這儘管是主體發言的永恆困境，但並不表示主體發言可以忽略自身所處的特定脈絡。另外，雖然在連
接上需要更細緻的討論，但從下文討論來看，或許可以說鈴木的發言延續了 19 世紀初以來對日本國
家使命和歷史方向之建設的討論，即鈴木自居的倫理位置，與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國家使命觀之倫理
結構，有相當程度的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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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此處的論點包含一個前面已經出現，但筆者尚未指出的問題。鈴木主張蘭克的

宗教信念――對鈴木而言，則是對「理念」內在於歷史的信念，7所導向的是歷史做為

歷史本身的客觀態度和方法，這種態度與方法則能如實反映每個具自我實現目的、完結

性和獨立價值之歷史／時代的運動，即歷史／時代所表現出來的「傾向」。「傾向」如

何產生，會在下面進一步討論，但在此，可以說「傾向」是歷史內部原理（理念=普遍

性）所推動之「現實歷史」綜合呈現的自我樣貌，因為「傾向」是「現實歷史」內在理

念的外顯，即歷史內在的「理念」是「傾向」的根源、動力。換言之，現實歷史的自我

展示就是「傾向」，「現實歷史=傾向」的等式，在理念內在於個別歷史的前提下，應

可成立，且是歷史的自我生成的結果，非任何外在歷史之力量的裁決。問題在於，「現

實歷史=傾向」的根源若是內在的理念，是受動於理念，那麼無論「理念」是外在於歷

史或必須即物地（通過歷史）呈顯，「理念」都是高於、大於歷史本身的力量，「理念」

影響現實歷史的走向――使歷史呈現出某些「傾向」。也就是說，儘管鈴木一再說明內

在於歷史的「理念」不具主導性，必須通過客觀的現實歷史才能為人所知。然而，從上

面的分析，可以說鈴木是以「現實歷史」或史學方法上的客觀性來掩蓋（或被遮掩）「理

念」的指導性意義，即「理念」指導歷史走向的可能性。 

因此，無論是否是要將歷史轉譯為宗教，在鈴木詮釋下的蘭克史學，現實歷史運動

的發動者，都將是高於歷史的宗教力量，即「神」；就鈴木的論點來說，現實歷史變動

的發動者，其實是內在於歷史的「理念=普遍性」。儘管鈴木藉由蘭克指出「支配所有

現象的『指導理念』不存在於歷史中」（鈴木成高 1939：47），普遍性理念也「絕非

收編、消解個體獨立性的上位概念」，「傾向」則是普遍性關聯（理念）的「多樣性統

一」（鈴木成高 1939：49）。但前面已經提到，被賦予客觀外貌的「理念=普遍性」仍

舊是主體意識介入下的歷史認識――受到主體的定義。換言之，現實歷史因內在的「理

念=普遍性」而趨向自我實現、自我完結，究其實，是現實歷史在主體「指導」下的運

動；歷史自我發動之「創造的自由」，則是戴上客觀性面具之主體意志（指導）的表象；

「傾向」之為「理念=普遍性」的外顯，終將是主體立場的行動實踐。歷史以內在理念

為動力進行自我實現，這樣的史觀或許能讓人聯想到出現於第二章討論中京都學派的主

張――現實歷史推動主體立場，現實歷史是出於自身內在的要求而推動特定的主體立

場。筆者認為這裡暗示的，正是所謂歷史內在的「理念」推動了主體「建設」歷史的立

場，而此一立場做為一種「傾向」，又反向證成歷史的「理念」。換言之，鈴木通過蘭

克史學所呈現的歷史「理念」和「傾向」，筆者認為，是京都學派對當前世界史之認識

的支柱，它導向的是「建設」世界史――日本世界史的「使命」，此一使命觀包含的危

險性和問題性，即它與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及其意識型態間的關係，已於第二章討論，故

                                                       
7  在鈴木的書寫中，並未看到他直接討論其如何理解蘭克史學中的「神」，但他解釋「神」是「事實與

事實相互連繫之理念的關聯」（鈴木成高 1939：15-16），又內田圭二(2009)指出蘭克史學成為鈴木成
高歷史觀的原型，故筆者認為，蘭克所言的「神」之為一種歷史普遍的內在，就鈴木而言，是遍在於
歷史的「理念」。關於蘭克史學做為鈴木史觀的原型，可從其討論近代歐洲如何成立中看到，詳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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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複述。 

2. 歷史「傾向」與歷史結構轉換 

本節的主要問題，是討論使「世界史」做為「結構的歷史」能夠成立之歷史內在的

「普遍―普遍性關聯」的來源和內涵。上面已經討論了「普遍―普遍性關聯」是來自歷

史在內的「理念」，而此「理念」則是藉由歷史的「傾向」表現出來，下面就從「傾向」

來看「普遍―普遍性關聯」的內涵。鈴木指出「傾向之為關聯就是此一多樣的統一」（鈴

木成高 1939：49）。個別的歷史或時代雖然都是獨立與自由的，但是個別的自由之間

必須共存，個別的自由之間「存在著境界線並因此相互制約」；猶如「每個瞬間都是嶄

新的，但其『新』8總是因與另一個瞬間相連續而受到制約」，因此歷史是「『繼起』9與

『並存』10制約的事件系列」。個別歷史「一方面完全地獨立，另方面不斷被編入這樣

的系列當中」，這是「任誰均無法超越」的「普遍關聯及一種必然」（鈴木成高 1939：

50）。也就是說，個體之為獨立的歷史，一方面享有充分的自治權，有其獨立的價值和

意義；另一方面，個別歷史處於歷史做為一整體的序列當中，無可避免地與其他的個別

歷史有著接續、並立的關係。個別歷史間接續與並立的關係無損於個別歷史獨有的價值

與意義，然而這種關係，或許可以說，是一種時間和空間上的「必然」，是這樣無法從

中脫逸的關係，使個別歷史之間產生普遍的關聯。 

鈴木進一步說到普遍關聯存在的必然性，「是從自由中孕生的必然，是人類創造的

必然；不是超越人類（歷史）之目的論式或機械性的必然，不是處於歷史之外、支配性

的必然」（鈴木成高 1939：50），因為「人類是『創成者』，同時是『被創成之物』，

人類總是創造新的世界，但也承繼著此前的舊世界」――「自由是站在已被創成之物上，

已被創成之物無法被取消，它是可能出現之行為的基礎」，故「歷史世界是必然與自由

同時存在的世界」，是「『既成物』與『形成物』的同時存在，是既成物制約著形成物

的世界，即新生的既成世界（werdendes Gewordensein）」（鈴木成高 1939：50-51）。

要言之，「歷史」是從「歷史」中產出，歷史及歷史主體的創造性是以既成的歷史為基

礎，歷史與歷史主體因此是在既成歷史（既成的世界）的制約上進行創造，可以說成是

對既成世界的再造――「新生的既成世界」，世界歷史便是由創造與制約相互交錯形成

的普遍關聯中誕生。換句話說，個別歷史或時代在彼此制約上有向著創造的動力，這種

制約與創造的交錯是歷史普遍性關聯的來源。世界史做為以普遍性―普遍關聯為關鍵素

質之「結構的歷史」，是成立於歷史之獨立的自發性、歷史主體的能動立場與結構性制

約之上。 

筆者認為，此處表明了鈴木成高所見的歷史是一動態的構造――繼起與並存、既成

與創成的連結及每個嶄新瞬間的連續，此論點可說成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理論

基礎。正因為歷史結構在「本質」上是「動態的」，即個別歷史間繼起、並存、制約（既

                                                       
8  本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9  本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10  本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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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創造的多樣性統一――歷史的「傾向」是歷史之為動態結構的表示，現實歷史才

具有策動自我結構轉換的能力。是在此一對歷史結構「本質」的認識上，現實歷史的自

我變革有其不証自明的合理性，以及自我規範的倫理性。就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而

言，歷史自身、主體、主體的立場及所從出的歷史認識，都是由現實歷史結構為終極動

力煉造而出，此一主張不能不以鈴木所論之現實歷史結構自我輪轉為前提。此外，因為

現實歷史結構的動態本質，給予歷史自我變動的合理與倫理性，從而也給予主體、主體

立場及其歷史認識源自歷史的合理與倫理性。在「世界史」問題上，「世界」之為「新

生的既成世界」，含有結構自我推移之「新生」的必然性；同時，此一新生之「傾向」

所產出的主體，於是也發展出符應世界「新生」的主體立場和歷史認識，即推動此「新

生」的自我完結。然而在第二章的討論中，可以清楚看到現實歷史結構的轉換無法不通

過主體立場的歷史認識來展現，「現實歷史」做為根源，其實是主體為了獲得客觀性與

倫理性的擔保而賦予「現實歷史」的意義和（認識上的）位置。現實歷史結構轉換之意

識與實踐，始源的發動者仍然是主體。 

換言之，鈴木建立之「歷史自我發動」是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基礎之一，前

述它和主體之間的矛盾同樣是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問題所在。京都學派做為主體

沒有將主體立場問題化，而是將主體意志委給現實歷史結構，但這種讓渡卻使主動之主

體得以獲取看似外於主體主觀的客觀性，從而是合理性及倫理性。另一方面，這種欲從

現實歷史結構取得主體認識及實踐正當性與倫理性的方式，導向的是對現實歷史無條件

的承認，所造成的結果有二：其一是（不能不）承認西方帝國主義之為歷史現實有其出

於歷史、合於歷史的正當性，西方帝國主義的全球擴張成為京都學派所主張之世界史結

構轉變的前提；其二是將日本國家的侵略戰爭與海外殖民視為具有歷史倫理性的作為。

更甚者，在主體立場是出於歷史自身要求的邏輯下，主體「建設」歷史的立場無不具有

自身的合理與倫理性，主體建設歷史的立場之為一種世界史的「使命」，以及在此「歷

史性」使命觀下所推動已成、「將成」的歷史現實――軍國主義侵略、殖民、以大東亞

共榮圈為目標及號召的太平洋戰爭，都從鈴木成高所論現實歷史之為動態結構的理論上

獲得其發生的基礎、合法性與倫理意義。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若將「現實歷史」問題化，即問題化現實歷史之為動態結構此

一觀點，那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整體可能將為之動搖。亦即，「動態的現實歷史

結構」做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基礎，同時也是其崩潰點。因為一如第二章已述，

「現實歷史」是主體介入下成立、「（重）建構」的歷史樣貌，當「現實歷史」失去其

客觀性，及因此客觀性而具有的自我合理與倫理性，從而由「客觀」歷史推動的主體、

主體立場和歷史自身，都將因此受到質疑。筆者並非主張歷史的相對主義，只專注歷史

的建構性或因之主張沒有所謂的「歷史」，並不能幫助我們更了解歷史。但筆者認為，

時時提醒（個人或他人）主體立場對歷史認識的影響有其必要，這種意識強迫我們以更

廣的視角去認識歷史（同一個歷史片段），不同視角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反而使「歷史」

更為全面地展現――內在的複雜性被更多、更完整地呈現。也惟有歷史內在的複雜性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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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充分地理解，筆者認為，才可能找到使過去真正成為過去的方法――某些歷史問題

不會再如魅影般不斷困擾著現代的精神，也才可能真正「克服」歷史。 

本節承前一小節，依著鈴木成高對蘭克史學立場及史觀的分析，呈現「世界史」做

為「構造的歷史」如何在個別歷史內在的普遍性上成立，以及「普遍性」的來源和意義，

並說明該等論點與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及其矛盾產生了何種呼應。下一節，筆者將

論述鈴木成高如何在上述歷史動態結構的基礎上，說明「歐洲=世界史」從成立到分崩

離析的過程，藉以展示歐洲之為世界歷史秩序從合理到喪失合理性的經緯。 

第三節 「近代歐洲」的成立 

本節主要的問題，是在歷史之為動態結構的前提下，「歐洲=世界」如何成立，「歐

洲」又如何喪失做為「世界史」的資格。鈴木成高試圖通過各種歷史元素的綜合作用，

來呈現歷史結構「內部」的自我轉換。重建「歐洲」等於「世界」，再到喪失做為「世

界」的過程，帶出了當前（20 世紀前葉）「世界史」轉換的必然性。這是京都學派「世

界史」論述問題意識的起點，同時做為京都學派的基本意識支撐著整個「世界史」論述。

下面，從反省「歐洲」之為世界的歷史認識談起，帶出當前應打破的秩序是「近代歐洲」

做為世界的秩序；接著論述「近代歐洲」的成立，它如何成為「世界」，最後又如何失

去「世界」。 

鈴木在〈歐洲性世界史的展望〉（ヨーロッパ的世界史への展望，1939c）開頭便說

到「在過去，歐洲同時是世界」。「歐洲=世界」包含兩種意義：第一，「歐洲是具有自

我完結性的孤立體系」，因為「西洋與東洋統一為高次元世界的『構造』在過去並不存

在」。在此意義上，歐洲「是一個世界史――與其他世界『相對立』的世界」。但是，

「這樣的歐洲早已不存在，僅僅為『歐洲』11的歐洲已無法存在」，因為當前歐洲內部的

政治均衡是以美國或者日本為支點來維持。第二，「歐洲同時包含著非歐洲，歐洲支配

著非歐洲」。19 世紀歐洲擴張帶來西洋與東洋的「結合」，即「歐洲秩序向亞洲延長」，

這顯示了「發現美洲以來之歐洲膨脹、世界歐洲化的一個階段」。就此而言，「近代的

歐洲同時是『歐洲以上』的世界――歐洲『包含』著其他世界，（歐洲）非『一個』世

界，而是『全部』的世界」，惟今日「具二重意義的歐洲，早已非世界的同義語」（鈴

木成高 1939c：137-139）。這裡呈示了歐洲之為世界在不同歷史階段意義的轉變過程，

從做為「一個」世界，到成為「全部」的世界，再到歐洲之為世界整體持續崩壞的當前

狀況。此過程也反映了歐洲「自我完結性」內涵的變化――隨著歐洲在不同歷史時期的

發展，「自我完結性」歷經了一個意義擴大、膨脹的過程，並不斷返身重新定義「歐洲」，

而做為世界整體的歐洲，即「歐洲以上」的歐洲，是「近代的歐洲」。換言之，「歐洲=

世界」的歐洲是「近代的歐洲」，眼下正在坍塌的秩序（也是應打破的秩序），正是「近

代歐洲」之為世界的秩序。在這個階段，日本、美國等成為「近代歐洲=世界」不能不考

                                                       
11  本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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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的要素，這裡暗示了鈴木視日本、美國已不再是「近代歐洲」的延長，故「世界」亦

不能再以「近代歐洲」及其延長來定義。 

這裡浮現了一個問題，即鈴木成高視「歐洲」為一個整體。同樣的問題在第二章論

及「擬似東洋主義」時亦有提到，該處鈴木成高透過抹消「歐洲」內部的異質性來支撐

「擬似東洋主義」批判的合理性。此處將「歐洲」視為整體，則是站在「歐洲」是世界

性歷史結構的立場。鈴木成高接受了蘭克「（歐洲）世界史」的概念，將「歐洲」定義

為一個具普遍性關聯的「民族共同體」（詳下），從而是「世界性」的歷史結構。這種

「歐洲」認識，筆者認為，是因為鈴木成高（或京都學派）已經認可「歐洲」做為「世

界」歷史結構的前提，「歐洲」做為一個世界性的歷史結構，對京都學派來說有範型的

意義，同時也是日本獲得「世界性」歷史結構位置的參照點。在下面的分析中，筆者將

指出「歐洲」具備的民族共同體普遍性關聯，如何反映在京都學派對當前日本歷史的思

考上。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歐洲」不是一個結構意義上的整體，那麼京都學派所

主張之主體立場的亞洲新秩序建設――建立與「歐洲」等量齊觀的「共同體」，便會因

此失去立足點。這反映的不只是「歐洲」在京都學派思維結構中的位置，即「歐洲」不

是單純的對象，而（必須）是日本自身，同時也反映出京都學派對「現實歷史」之為絕

對客觀中立的觀點，此問題會在下文分析中進一步討論。 

1. 歐洲「世界史」：「古代」變質與「近代歐洲」成立 

關於「歐洲」的成立，鈴木首先指出「歐洲」是一個「歷史形成」，「近代歐洲」

則是在歐洲古代、12中世的歷史積澱和制約上成立（鈴木成高 2000：19-20）。「古代」

做為與「歐洲」相異的歷史秩序――二者是獨立的兩個具自我完結性的歷史，但卻是「廣

大歐洲文化的原型」（鈴木成高 2000：17）。原本古代的歐洲只是「與眾多文化一樣

的地方文化」，但希臘為古代世界提供了共同的精神傳統：「在精神上，全歐洲的民族

無寧都是希臘人的子孫」。到了亞歷史山東征與羅馬帝國向西方擴張，「統一文化的世

界成立」，古代世界不再是地方文化雜然並處的狀態，而是「共有一個具普遍性的世界

文化」。羅馬世界帝國將這個世界「往更高一個秩序提升，世界已非偶然接觸的空間，

而是具備構造的秩序」（鈴木成高 2000：18-19）。亦即，希羅古典時代之為歐洲的「文

化的傳統」，使歐洲「共有一個共通的古代」；反之，「中國的古代、印度的古代、日

本的古代各自存在，但共通的東亞古代並不存在」故「承載著一個共通的古代」的歐洲

是一個「世界史的存在」（鈴木成高 2000：18）。這裡明顯地看到鈴木重建「歐洲」

做為一個歷史結構的存在――有古典古代文做為「高等事件」，即高次元的、具普遍性

的歷史構造，也因此「歐洲」是「世界史」意義的存在。13 

                                                       
12  公元前八世紀至公元二至三世紀為止的古希臘羅馬時期，即古典時期（Classical Antiquity）。 
13  筆者認為鈴木成高此一主張有待商榷，文中亦未提供可支持其觀點的論據。從下文的脈絡，其主張的

依據，似乎是東亞並未出現一個統一的政體或文化根源（如希臘），然此主張顯然與如何定義「普遍
性關聯」有關。鈴木提到古典希臘文化（精神）是歐洲具普遍性的基礎，又在下文中亦可見鈴木視基
督教為羅馬帝國崩潰、歐洲封建王朝至民族國家成立之普遍性要素。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問，儒學或
儒教在前近代的東亞是否有類似希臘文化或基督教的角色？儘管儒學很可能只限於小部分的文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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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歐洲」共有的古代，鈴木以「地中海世界」稱之，雖賦予歐洲「世界」的

性格，卻不是歐洲之為「歐洲」的原因，更未導向「近代歐洲」的成立。鈴木指出「地

中海世界」是與「歐洲」、「近代歐洲」相異的歷史結構，而「歐洲」和「近代歐洲」

得以成立，看似相當矛盾地，是建立在「地中海世界」歷史結構的分裂上。關於「地中

海世界」的崩潰，鈴木提到過去的史學都將古代到中世的過渡視為「非連續」的「斷裂」

過程。這種看法暗含三種觀點：一，「古代文化在極盛期突然沒落」；二，「古代沒落

是他動且暴力地發生」，即古代是「被破壞」而非「崩壞」；三，「視侵入羅馬帝國的

日耳曼民族為蠻族」，羅馬帝國與日耳曼民族之間「只有侵入與防禦般武力戰鬥的關係」

（鈴木成高 2000：23）。這樣的論點，鈴木認為，未認識到「古代文化在末期階段其

自身已全然變質」、「古代世界自身內在、必然的解體過程」（鈴木成高 2000：23）。

此一羅馬帝國晚期向中世轉換的「古代末期」，是羅馬社會喪失其「古代」性格，步步

向「中世的構造體變質」的過程，即「羅馬自身已經中世化」（鈴木成高 2000：27）。 

鈴木反對上述三種古代沒落的觀點、強調古代世界的「變質」、「內在必然的解體」，

可說是站在歐洲做為歷史結構的前提上。他反對以外部性的、人為的介入為歷史變化的

主要力量，因為由其對歷史結構的詮釋來看，歷史結構是一個大於個人的中立構造，故

能產出個人的主體立場，而非由主體為動力去改變歷史結構。因此，若接受歐洲「古代」

崩潰是導因於「他動」、外部的「入侵」、「被破壞」，以及由此外在因素造成的「突

然」沒落，便等於承認歷史是非中立於個人、是能被「人為介入」，即以個人主體――

非歷史自身――為主要改變動力的結構。換言之，認可主體對歷史結構的主動性作用

力，將使歷史結構失去其基本性格――「歷史」之為「客觀」的結構，其轉換「必然」

是一種自體變化。因此，鈴木強調「古代」內發的變質，筆者認為，目的無非是為了保

持歷史結構的客觀性，這對於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來說，已如前所示，是其根基。

若歷史結構自身的客觀性不能維持，那麼從客觀歷史結構所獲得的主體立場及其歷史認

識、實踐都將喪失客觀的合理與倫理性。 

（1）古代中世化：政治因素 

鈴木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為例來說明「古代」如何變質與「中世化」。首先在政治

上，羅馬帝國為挽救共和時代末期的政治混亂，由共和制走向帝政。但帝制初期仍然「有

強烈的憲法（制）性格和諸多共和制的殘留」――皇帝（元首）做為「第一公民」（first 

citizen），其權能是「由市民委任得來」，故前期的羅馬帝制可說是「保全了所有羅馬

古代以來的共和憲法傳統，社會上市民性的城邦構造也得以存續延長」（鈴木成高 

                                                                                                                                                                         
體，但基督教的信仰在不同群體和地域間也存在很大的歧異；又長期存在於東亞的朝貢體制、冊封體
制和天下觀念，或者同樣具有東西方要素的蒙古帝國為何不是東亞歷史構造中的普遍性要素？即為何
這些要素仍不足以構成超出地理意義的「東亞」――一如稍後會提到的「地中海世界」或「（近代）
歐洲」？又或者東亞存在著一個具普遍關聯的古代，但此一古代「世界」已然瓦解？鈴木對此並無討
論，筆者亦不欲在此論述此問題，只是想點出鈴木對東亞歷史不具普遍性的觀點值得進一步討論。關
於基督教信仰內部的歧異，可參考：Le Roy Ladurie（2001）；以「東亞」做為一個整體進行世界觀、
政治體制等相關討論者，可參考：甘懷真（2007），吳展良（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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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7-28）。換句話說，羅馬帝國雖從共和制轉向帝政，但「羅馬」之為「古代」

的性格本身卻未變質，仍延續了做為「古代」特徵的共和政治傳統及以市民為基礎的城

邦社會構造。但是，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單憑「市民」已無法應付帝國擴張的兵力需

求，由共和時代以來由市民編成軍隊――「軍隊與市民有著一體性的關係」――之古代

「城邦國家的傳統」也逐漸發生改變（鈴木成高 2000：29）。如公元 1 世紀以傭兵為

基礎的職業軍隊出現、公元 2 世紀邊境地域徵兵取代「市民」成為軍隊主力、軍隊內部

「蠻族分子增加」，如此則使「軍隊與羅馬市民的關係稀薄化」，軍隊轉與「自然經濟

的農村社會相結合」，本來與「市民」相等的軍隊轉而做為「中世」基本性格之一的「市

民以下的下層大眾社會」（鈴木成高 2000：30）。此外，軍隊職業化與軍隊組成改變，

造成的結果是軍閥崛起及羅馬晚期帝政的軍人獨裁，「意味著城邦國家原理（共和憲法

制）的沒落」。且這不只是政治鬥爭，還「具有社會鬥爭的性格」，「反映了做為古代

社會構造中核之市民階級的沒落」（鈴木成高 2000：33）。政治與社會構造的改變說

明了「做為古代地中海世界構成原理之城邦秩序的崩壞」（鈴木成高 2000：35）。 

鈴木透過羅馬帝國在政治、軍事、社會上的發展，呈現了羅馬逐漸喪失「古代性」，

即共和憲法傳統的城邦國家原理、市民為主的政治和國防基體，逐漸走向君主專制、以

自然經濟之農村社會的下層大眾社會為主的「中世」社會結構。鈴木欲表現的，是羅馬

歷史「自身」的發展帶動了其本身的變質：羅馬持續向外擴張帶動軍隊組成的改變、軍

隊變質促使古代憲法制和市民性的消滅，並產出中世性的王權和自然經濟農村社會。換

言之，鈴木欲強調的是歷史結構的變動是「內在的自我帶動」，不是因為「介入」而發

生改變。或者說，鈴木否定外部「介入」歷史並使之發生改變的能力和可能性，他透過

組合一個歷史基體（羅馬帝國）內部各種元素來証明歷史結構是／能自我發生變化，進

而拒斥任何主體對歷史的作用力，依此建立了現實歷史只受自我規範和推動的客觀性。 

（2）古代中世化：經濟因素 

回到「古代」變質的問題，鈴木再以經濟生產為例。他指出羅馬（古代）是以「奴

隸集團」為生產主力、以提供貨幣交易之市場消費為導向的「奴隸經濟」。由於奴隸沒

有結婚權，所以奴隸勞力補充是靠戰爭的俘虜，即與古羅馬向外擴張並行的是對勞動力

（奴隸）的需求。但公元 1 世紀起羅馬對外擴張停滯，使得勞力補充不足，導致經濟生

產停頓與貨幣經濟惡化（鈴木成高 2000：45-46）。取代奴隸成為經濟生產主力的是農

奴，農奴是被束縛在相對小片土地的「不完全的自由民」，是一種小作農民的農業勞動

力，故農奴經濟代表的是「小作模式之小農經營與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以及「取代

市場交換經濟的自然物給付經濟」（鈴木成高 2000：47）。農奴制究竟如何取代奴隸

制並有著與奴隸制不同的特徵，無法於此詳論，惟指出鈴木視隨農奴制出現的小農經

濟，造成了「狹隘的自然經濟自給圈之形成」、「過去做為（同）一個世界流通圈的地

中海世界，最終被分解為無數局限於地方且封閉的小自給圈」（鈴木成高 2000：47）。

也就是說，經濟生產制度的變質和古代世界的瓦解互相推動。此外也非常重要的是，「農

奴」多半是來自羅馬帝國邊緣的日耳曼人。其實不只限於農奴，鈴木指出隨著羅馬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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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軍隊逐漸由邊境地區直接徵取兵力，同時奴隸亦是透過戰爭從外部取得，長期在

羅馬帝國邊緣活動的日耳曼人，在與羅馬帝國戰爭的過程中，便以傭兵、奴隸及後來的

農奴等方式進入帝國（鈴木成高 2000：67-71）。換言之，日耳曼人是透過政治上、經

濟上的「滲透」進入帝國內部，尤其到了帝政末期，職業化、地方化的軍隊和經濟生產

方式的轉變，都標示了羅馬已經自我「日耳曼化―中世化」，故鈴木說到古代末期「羅

馬的羅馬帝國早已蕩然無存，存在的是日耳曼化的帝國」（鈴木成高 2000：73）。 

這裡，鈴木成高從生產「制度／結構」的轉換來証明歐洲古代如何步步往「日耳曼

―中世」移行。其之所以是歷史結構內部的自我變化，是因為「古代」歷史結構秩序尚

未結束，「古代」自身已經中世化（日耳曼化）。在此一「古代」與「中世」相對連續

的史觀裡，鈴木成高卻提出了歐洲古代歷史的某種「斷裂」――東西方斷裂――來凸顯

出歐洲獲得之所以為「歐洲」的性格。鈴木成高說到歐洲「古代」包含著東西方的要素，

做為東方要素的「專制帝國的古老傳統」在亞歷山大帝國達到頂點，並為羅馬帝國所繼

承。羅馬皇帝在西方是「市民中最高位者」（第一公民），即共和憲法制；在東方則如

「希臘王朝（亞歷山大帝國）之後繼者」般行君權統治（鈴木成高 2000：39）。換言

之，羅馬帝國內部同時存在東方專制與西方城邦兩種秩序，但到了帝國後期（3 世紀以

降），古典共和統治傳統已喪失殆盡，軍人獨裁的君主專政雖然一時穩定帝國內部秩序，

卻使原本以古代共和城邦為其性格的羅馬帝國成為「東方、亞洲式的新專制帝國」（鈴

木成高 2000：38）。 

其後東西羅馬分治，14更強化了東羅馬（拜占庭）帝國的東方性格，就此開啟中世

紀拜占庭帝國的扉頁（鈴木成高 2000：40）。羅馬帝國的分裂定調了東方與西方的政

治（與社會）統治結構，故鈴木指出帝國分裂不只是國家行政的分裂，而是「世界的分

裂，意味著東洋與西洋的分裂」，並與「歐洲的成立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鈴木成高 2000：

36）。原因就在於此時的西方（指地理上的歐洲），日耳曼人不再以個人而改以整個部

族大量移入帝國內部。日耳曼人雖得以武力佔據（原）帝國之一部，但人數較原帝國居

民少，基於統治有效性及正當性的考量，一方面日耳曼部族集團仍奉（東）羅馬帝國政

府為正朔，部族首領多授領帝國官職，即「一方面是日耳曼族王（volkskönig），同時

另方面又具有帝國官吏的二重資格」（鈴木成高 2000：77）；另方面是「政治」取代

「血緣／部族」成為維繫統治者與個人關係的主要憑依，並採用分別針對日耳曼人和原

帝國居民的多重法律制度，即「日耳曼國家裡羅馬法與日耳曼法兩種法律並行，法本身

具有二重的構造」（鈴木成高 2000：80）。換言之，從國家形式到統治方式，都反映

著日耳曼國家的二重性――帝國內部有王權國家，這是國家形式的二重性；對不同群體

採用不同的治理方式，這是統治形式的二重性。此等二重性反映了「世界國家中有民族

國家」（鈴木成高 2000：76）。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正是從此不同層次的統治方式

上進一步發展，並成為西方（地理之歐洲）主要的政治、社會形態。此一日耳曼文明相

                                                       
14 始於公元 293 年戴克里先皇帝（284-305 AD）將帝國一分為二，由其與一位副帝共治，但帝國就此一

分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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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東方文明，「標識了歐洲文明的原理」、是「最具歐洲性的文明原理」（鈴木成高 

2000：61）。 

換句話說，依鈴木的主張，做為中世紀性格的日耳曼文明賦予歐洲之為「歐洲」的

根本性格。「歐洲」經過中世日耳曼封建化所獲得的意義，是「世界國家」中的「民族

國家」，此一源自古代世界（東西羅馬帝國）分裂而發展出的「歐洲性」，鈴木指出，

是當前（日本）對「歐洲」的認識：「我們所具有的歐洲概念，其實是自中世開始確立」

（鈴木成高 1939c：151）。鈴木此處呈示的歷史發展帶出兩項重要的問題：其一，在鈴

木看來，「歐洲」的基本性格之一是「民族國家」；其二，「民族國家」與「世界」在

結構位置上有所關聯。鈴木指出「民族國家」是在羅馬帝國與日耳曼統治的基礎上成立

於「（西方）歐洲」，「束縛諸民族的普遍性權威沒落，從中獲得解放的民族擁有了新

的獨立秩序」，這就是「蘭克所言羅馬―日耳曼民族國家，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近代國家」

（鈴木成高 1939b：133）。這些做為「民族國家」的「近代國家」，是「歐洲」的基本

素質，但並非互不相干的存在，是「由世界教會與世界皇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兩個

普遍性權威與封建、基督教之共同文化所連結在一起的諸民族共同體」（鈴木成高 

1939b：133）。 

這裡明顯可見鈴木接受了「近代國家」具有「世界性」的觀點，即便近代民族國家

從羅馬帝國的普遍性權威中解放出來，但並未喪失其與「世界」的關聯，獲得獨立的近

代民族國家透過普世性宗教與（封建）制度共同構成了一個歷史共同體。此處顯而易見

的矛盾是，鈴木不假思索地認可了唯一具「世界性」的歷史結構是「歐洲」的「近代（民

族）國家」，卻未意識到此一歷史結構模式乃蘭克以日耳曼民族為中心建構出來的歷史

圖像。換句話說，蘭克的歷史表述有其（受社會歷史脈絡牽制的）主觀性，但鈴木並未

將之問題化，反而無條件接受這種建構歷史的方式。問題不在於蘭克史學的主觀性，或

者不以任何歷史基體為中心的歷史表述是否可能；而是當鈴木接受了以民族國家做為世

界歷史結構的基本元素，並由此構想日本的「世界史」時，很可能是導向以「日本―民

族國家」為中心成立的世界史，這包含兩種意義：其一是以「日本―民族國家」做為結

構範型來建立亞洲的世界史要素；其二是以「日本―民族國家」為世界史建設的動力。

無論哪一種意義，都能輕易地與日本做為亞洲指導者的使命觀結合，即與帝國主義之大

東亞共榮圈建設共享相同的思維邏輯。 

從上面幾段的討論，已經看到「歐洲」之為「世界」如何成立。「歐洲」因為能形

成一個「民族共同體」――源於文化、政治與社會制度的普遍性關聯，所以是一個具結

構完整性的「世界」，是一個以「近代／民族國家」為其組成元素的「世界」，且是非

歐洲認識的「歐洲」。鈴木此一「歐洲」認識，筆者認為，同樣成為京都學派「世界史」

概念的基礎之一。在第二章筆者指出，京都學派是透過與「歐洲」同一化――與「歐洲」

在歷史結構位置上相等，即與「歐洲」一樣成為「世界」，來說明當前世界的秩序並不

符合實際的歷史境況。日本要獲得「世界性」，就不能不建立與歐洲「民族共同體」有

相同構造的「共同體」――大東亞共榮圈，通過大東亞共榮圈之為一個「共同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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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取得成為「世界」所必要的歷史結構之普遍性關聯。又京都學派強調共榮圈是亞洲各

民族維持自身存在的必要存在，即共榮圈做為一個「共同體」，並不是一個完全同質、

同化的存在，是含有不同民族的歷史基體。或許可以說，京都學派對做為「世界」歷史

結構的「共榮圈」，是以鈴木所闡釋的「歐洲（世界）」為範型。這一方面說明了日本

與「歐洲」在結構位置的同等，一方面以各民族（國家）為內涵的「世界」，也能夠給

予日本與西方帝國主義不同的面貌，即日本不同於歐洲欲將世界「歐洲化」，而是維持

「各民族」的存續，故日本對外戰爭不是帝國主義戰爭，而是「世界史」使命下的解放

戰爭、民族「階級鬥爭」的戰爭（自視為優等民族之歐洲與被視為劣等民族之亞洲）（鈴

木成高 1939c：161-163）。 

2. 歐洲「世界史」：成立與崩潰 

做為「世界」的「歐洲」是以「中世」日耳曼封建制為基礎，同時又確立了「近代」

民族國家的結構型態。亦即，「中世」中有「近代」的要素；反之，「近代」則包含著

「中世」的性格，故此處的「歐洲世界」就是「近代歐洲」，即「中世―日耳曼」的歐

洲與「近代歐洲」同時成立。這個做為「世界」的「近代歐洲」於 13 世紀開始出現「膨

脹的新趨勢」（鈴木成高 1939c：153）、15 世紀末哥倫布「發現」美洲「新世界」（鈴

木成高 1939c：155）。然鈴木指出，所謂發現美洲新世界雖然在經濟上有重大的影響，

卻「未使歐洲文明發生變化」（鈴木成高 1939c：155），因為「『發現』並不是新世

界的出現，僅僅只意味著舊世界的膨脹擴大」，也就是「空間的擴大」，故發現「新世

界」只是「『地理』的發現，而非歷史的發現」（鈴木成高 1939c：155-156）。這裡表

示「近代歐洲」向外擴張並未使「近代歐洲」之為一個「世界」的完結性受到影響，其

歷史構造本身不因「地理」上的新要素而發生任何改變，是「世界的歐洲化」（鈴木成

高 1939c：156）。將世界歐洲化的「歐洲」，將不再只是「一個」世界，而成為世界

「全部」及其唯一內涵。17、18 世紀歐洲各國的對立「不終於單單歐洲的對立，同時包

含殖民地爭奪戰之海上權的推移」（鈴木成高 1939c：156），即「近代歐洲」內部的

彼此對立涵括「超歐洲」的利害衝突（鈴木成高 1939c：164），此一連同海外殖民地

之爭奪於 19、20 世紀到達高峰，並釀成了歐洲大戰（一戰）（鈴木成高 1939c：157，

164）。一戰所造成的「不只是 19 世紀秩序的崩壞」，還有「歐洲之於世界的位置變化」，

因為「歐洲無能收拾自身惹起之殘局時，解決（此殘局）的是美國，自此美國早已非歐

洲的延長，已成為第二個世界」（鈴木成高 1939c：168）。換言之，做為「近代歐洲」

內部權力紛爭的歐洲戰爭，一來包含了「超歐洲」的要素，二來因「近代歐洲」無力由

內部自身解決，必須依賴美國來收拾殘局。 

美國原本只是「近代歐洲」的延長，但通過這次特殊地、反向地介入「近代歐洲」，

使其成為一個「新世界」，即獲得歷史結構的獨立性與完整性；另一方面，「近代歐洲」

之為一個自我完結的「世界」，卻在這次不得不讓美國介入的情況下破局，這裡已經暗

示了「近代歐洲」做為 （唯一的）「世界」已不符合現況、失去了合理性。不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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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本主義」和「機械文明為代表的科學文明」為其「文明特徵」的近代歐洲，經由

帝國主義擴張將此二種文明向全球散佈，而「日本獲得這兩種文明是歐洲化的結果，這

是世界歐洲化之近代世界史必然過程上的一個事實」，且「日本藉由歐洲化將會為亞洲

帶來新的時代」（鈴木成高 1939c：160）。亦即「近代歐洲」所包含的「非歐洲」與

「超歐洲」的要素――日本，在「近代歐洲」將其歐洲化的過程中，獲得與其同具「歐

洲性」的資本主義和機械文明等兩種近代文明。也因取得這兩種歐洲性的近代文明，日

本有能力改變亞洲當前的狀況，也就是改變「近代歐洲」帝國主義主導、甚而形塑且仍

只能在「近代歐洲」延長線上被思考與認識的亞洲，這無寧是表達打破以「近代歐洲」

之為「世界」框限亞洲歷史構造的意欲。 

之所以必須打破籠罩亞洲之「近代歐洲」的歷史結構，鈴木指出兩點原因：其一，

歐洲缺乏因應工業革命發展出來之新生產技術所需的原料，同時也缺乏足以消費大量生

產商品的市場，這樣的發展「必然須追求非歐洲對其之從屬，這便是 19 世紀列強的帝

國主義政策」（鈴木成高 1939c：161-162）。依涉谷要對鈴木論點的解釋，這是「資源

世界性」的矛盾――全世界都對資源有需求，但資源是受國家管制，二者相互矛盾（涉谷要 

2009：48）。其二，歐洲性的機械文明是機械在為人所創造的同時，卻具有超越人類的

能力，使人類「反被剝奪自由而成為機械的奴隸」，並「形構了今日於美國可見之手段

文明、目的文明、量的文明」，也就是現代物質主義下「人類的異化」問題（涉谷要 2009：

48）。要言之，必須克服「近代歐洲」歷史結構的原因有二：一是從帝國主義施加的不

平等枷鎖中解放，無論是在民族或經濟生產的階序方面，故「日俄戰爭是對帝俄的日本

自由戰爭」，是「今日東洋被壓抑民族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具有「反帝國主

義對劣等民族所展示之優秀民族優越感」與「資本主義搾取」的「階級鬥爭色彩」（鈴

木成高 1939c：162）。二是改正做為「近代歐洲」文明原理的資本主義、機械文明奴

役化、侵奪人類自由，「日本於今被賦予建設亞洲新秩序的課題，也就是修正資本主義

所致的亞洲舊秩序」（鈴木成高 1939c：161），即鈴木視之為日本當前的使命。 

至此，已經論述了「歐洲」成為「世界」，以及「歐洲」做為「近代歐洲」成為全

部、唯一的「世界」如何成立。接著鈴木成高透過「近代歐洲」歷史結構內部的變化，

來說明「近代歐洲」之為「世界」唯一內涵如何失去合理性。首先是其近代歐洲本身的

向外膨脹，使其內部包含「超歐洲」要素；其次是「超歐洲」的利害釀成了歐洲內部的

戰爭，戰爭的結果是近代歐洲做為一個自我完結之歷史結構的破局，不再能夠單憑自身

維持自身歷史結構的完整性，必須依賴美國的介入。美國做為有別於「近代歐洲」的另

一個世界歷史結構，已成為維持「近代歐洲」歷史結構完整性的要素之一；其三是標示

「歐洲文明」的資本主義和機械化，造成了對非歐洲的搾取和對人類整體的奴役，此一

要素致使「近代歐洲」不能不成為清算的對象，而這是日本「建設新秩序」的立場，也

就是「近代歐洲」自身的文明推動日本產生對之進行修正的「使命」。在鈴木論述「古

代」自體變質時已經提到，鈴木藉由說明歷史結構內部的變化、推動自身改變，來呈示

歷史結構變革的客觀性，即具有非人為介入的中立性。此處同樣地，鈴木成高通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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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歐洲」結構性（排除個人性）的轉變，證成「近代歐洲」之為「世界」的歷史結構面

臨轉換有來自其本身的客觀性和必然性，並由此孕生對其進行變革的主體立場，即日本

打破當前秩序的「使命」。 

然而，前面也已經提到，鈴木展示歷史結構自身轉變、拒斥個人主體對歷史結構主

動作用的能力與可能性，目的是在確保歷史結構自我規範的客觀性與倫理性。其做為京

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基礎，一旦失去自身的客觀性，也就是肯定個人主體能施力於

歷史結構的能力與可能性，那麼源自於此客觀性的轉換必然性和歷史自身、（由歷史推

動之）主體、主體立場之歷史認識和行動的客觀性與倫理性也都將為之潰散。又如第二

章所示，這種以現實歷史結構為終極根源的史觀，使主體有（來自歷史本身所要求的）

「建設」歷史之「使命」的主動性，同時卻也陷於對現實歷史無限承認的危險境地，即

反向承認當前西方帝國主義有其歷史發展的客觀性，從而具有合理性、正當性和「倫理

性」，更無可避免地導向肯定日本對外侵略、殖民和以大東亞共榮圈為名進行慘烈戰爭

的意識型態。 

筆者認為，鈴木成高（進而影響其他京都學派學人）從歷史的動態構造中看到對主

導秩序進行變革的黎明與潛能，但卻在進行現實歷史結構客觀性的保衛戰中，犧牲了對

現實之合理性、倫理性及主體立場的審視。鈴木建構了具顛覆意義的歷史論述，但卻也

同時犧牲了對現實的鬥爭，這無疑是其史學論述中的悲劇。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鈴木成高如何論述「世界史」是具普遍性―

普遍關聯的「構造的歷史」。鈴木指出「世界史」成立與否是由歷史結構決定，個別歷

史唯有具備共構一個「高等的事件」――上層的歷史基體――的潛能，否則無法形造具

自我完結性的「世界史」。接著鈴木藉由對蘭克史學的討論，來說明做為「世界史」必

要條件的普遍性關聯，即歷史內在的普遍性，是從何而來，意義又為何。鈴木指出歷史

普遍性的根源是來自「神―理念」內在於歷史，每一個歷史／時代也因此具有獨立的價

值與自我完結性。此外，每個歷史／時代無可避免地與其他個殊歷史接壤，而個別歷史

會在繼起、並存、既成（制約）與創造的連續過程中達成多樣性統一，從而產出歷史的

「傾向」。「傾向」做為歷史結構內部孕生出的力量，推動歷史結構自身的轉變。 

第二部分以前述觀點為基礎，論述「近代歐洲=世界」如何成立，又如何於當前喪失

其做為「世界」的自我完結性。鈴木主張「歐洲」是經過古代東西方斷裂和「古代」的

日耳曼化而得以成為「歐洲」，此以日耳曼文明為其性格的「歐洲」包含「近代」的要

素，故「近代歐洲」是與「歐洲」同時成立，也是當前所認識到的歐洲。「近代歐洲」

向外擴張使得非歐洲地區能在其延長線上被思考，「近代歐洲」成為「世界」的唯一內

涵。但「近代歐洲」的帝國主義擴張導致歐洲大戰（一戰），這場戰爭曝露了「近代歐

洲」之為「世界」已然破局；另一方面，獲得歐洲性文明原理、歐洲化的日本認識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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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歐洲」民族和經濟生產的階級主義和資本主義、機械文明的弊病，故不能不打破「近

代歐洲」的秩序。 

縱觀鈴木對蘭克史學和歐洲成立的討論，可說其目的在於證成「世界史」之為「歷

史結構」，本身是一個動態過程，具有推動自身轉換的必然性與客觀性。鈴木最終的目

的，或可說就是要證明「近代歐洲=世界」之為一種歷史構造，推動其自身的成立及瓦

解。也就是說，只有在歷史是「結構的」、「動態的」及自我證明和運動的前提下，「近

代歐洲=世界」才可能失去合理性。鈴木成高對蘭克史學及歐洲形成的史學論述，為京

都學派「世界史」論述奠定了基礎，其論點在後來「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等三場座談

會中繼續得到闡述與呼應。從前章的討論可以看到，京都學派要求具主體立場的歷史認

識，而主體立場與其歷史認識――「從歷史中思考歷史」――都是由現實歷史所形塑、

推動。主體立場一方面從現實歷史獲得其客觀性和倫理性，另方面介入歷史認識、賦予

「歷史性」而展現其主動性與對歷史的創造力。就鈴木的立場來說，此主體的創造力是

導向突破「近代歐洲」做為世界的歷史構造，是新「世界史」的建設。然而，筆者也已

經指出，鈴木藉由歷史之為出於自身的結構來建立主體立場之客觀性、正當性的論點，

為其史論埋下了矛盾的種子。雖然他肯定了歷史主體的主動位置，但同時也對歷史現實

及歷史主體的行動予以無窮盡地承認，亦即他在主張歷史主體顛覆當前秩序、創造歷史

的同時，也認可了歷史現實的不可抗拒，戰爭、殖民等現實壓迫於焉一併獲得了歷史的

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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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歷史認識與歷史變革：西谷啟治的歷史論述 

一、前言：「世界」的成立與轉換 

如果說鈴木成高通過証成「世界」做為一歷史結構，來說明世界歷史具有自我變革

的動力和傾向，那麼西谷啟治的世界史論述，便是推動主體的歷史認識與世界歷史結構

的動態實況相互統一。因此不同於鈴木成高以「結構」的視點來考察世界史，西谷啟治

將重心放在主體歷史認識與「世界」的關係。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討論西谷啟治如何論

証主體的歷史認識終將推動現實歷史結構的轉換。下面，首先討論西谷提出的不同歷史

時期有不同內涵之「世界」觀念的論點；接著，西谷主張在「近代」，歷史認識中的「世

界」和現實歷史世界發生斷裂，即現實境況中的「世界」不同於意識中認定的「世界」。

第二小節便是以說明貌合神離的「世界」如何產生為主軸；最後，西谷認為通過主體對

分歧之「世界」的歷史認識，以及主體對自身「世界性」的自覺，將能推動現實歷史與

歷史認識中的（兩種）「世界」再度統一，並由此促成世界往新歷史秩序行進。第三小

節討論的主題便是以下西谷的主張：透過問題化歷史認識之基礎――現實世界歷史，以

及對世界性的自覺來帶動現實世界歷史秩序轉變。 

西谷啟治主張「世界」觀念歷經三個歷史時期的改變：古代地中海時期、大西洋時

期、太平洋時期。在古代地中海時期，古代帝國征服諸民族與地域，推動了一種普遍性

――「征服者羅馬之個別性的普遍化」，即「普遍化之個別性的實現形式」，「世界」

是以「世界『帝國』被實現」（西谷啟治 1988c：301）。古代以世界「帝國」為其唯

一內涵的「世界」，一方面否定個人的個人性，要求個人「服從於世界國家全能性的權

力」；另方面將個人「向普遍秩序提升、給予精神的自由與驕傲」。因此古代「世界」

中「個人的實存具有自由與屈服直接合一的性格」，也就是「法之實存的性格」――「抽

象化自己的個人性，依此自我普遍化，通過自我普遍化與普遍秩序直接合一」（西谷啟

治 1988c：306）。換言之，西谷認為建立在向特定個別統一上的「世界」，是個性的

個人向國家權力徹底屈服，個人存在於是只能在國家之為普遍的意義下被定義。世界國

家同一化所有個別、個人的傾向，使個人的存在也被國家所獨佔的「普遍」同一化，個

人（的存在）因此只能等同於「普遍」，這是一種法的存在。法律之為一種面對所有個

別的普遍性原則，體現了被掏空個人性之個人的存在，是一種不具實質意義的實存――

「主體」僅具有法律所定義之抽象、空泛與非個人的意義。這裡所展示的是去除個人性、

個人非自願地被強行普遍化的「世界」，這無疑反映了一個「獨裁」的「世界主義」―

―只存在單一內涵的「世界」。 

古代帝國崩潰後的大西洋時期世界是「不允許單一普遍性之多個別的世界」（西谷

啟治 1988c：302），「勢力均衡被視為國際政治的基礎」、「均衡中的霸權則取代世界

征服成為強國的目標」，故近世的歷史是「勢力均衡中交替制霸的歷史」，「世界」就

在此般「個別分立與相互關係之場所」中成立，這是「做為『國際性』的世界性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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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谷啟治 1988c：302）。大西洋時期的「世界」，是無單一普遍性之獨立多個體間相

互作用的場所，其「統一性游離於個別之多，僅做為抽象的普遍性被概念化」，「世界」

因為與個別游離而「自覺意識到自身之存在」的「抽象的普遍性」，「當個別之多逐漸

呈顯其獨立性、實在性及其權利時，世界自身也反映出無法與那些個別同一化之普遍性」

（西谷啟治 1988c：302）。亦即，這個時期的「世界」，是在無法與任一個別一體化的

基礎上，呈現其做為一個整體的普遍性。此普遍性的「世界」是與具個性的個別同時成

立，即個別以其個性自我區分於整體時，整體便即時成立，西谷指出這是世界對自身抽

象普遍性的「自覺」。這個「世界」不同於古代，「不具有世界帝國迫近般的現實性」，

與個人的關係亦「如同從個人的實在中被拋出般」，「單純地成為被個人觀察的對象」；

同時「個人也內在於世界而成為被個人觀望的對象」，因此「世界、世界與個人的關聯、

個人自身都被客觀化、以客體被掌握」，「理性或悟性」取代「實存」成為理解世界與

個人的立場（西谷啟治 1988c：311）。也就是說，不與任何個別同一的「世界」，猶如

在我們眼前展開的天空一般，無法實體地掌握，或者說沒有一個現實之實在（如世界「帝

國」）可用於定義之，只能以抽象、客觀化的概念被個人所認識，而內在於「世界」的

個人，也只能在抽象普遍的層次思考個人與客觀化世界之間的關聯，從而使個人、個人

與世界都因做為被觀想的對象而客觀化。正因為「世界」與個人均客觀化為某種概念，

「世界」與個人在認識上並非來自其實存，而是來自對其之觀想，所以說理性的認識取

代了對實存現實性地把握。對此，西谷認為，較之古代的「世界」及個人，更缺乏主體

性，因為與世界帝國一體化的古代「世界」，儘管抹殺了個人的個人性，但「世界」本

身能以帝國的實體來認識，個人也至少能以「法的實存」來定義，「就算只是法律上的，

也包含了主體的性格」；然於近代，「世界和個人都無法以其實存來捕捉」，「世界與

個人的關係、個人與自身的關係都漸喪失其主體性」（西谷啟治 1988c：311）。1 

上述以游離於個別為契機而獲得其普遍性的「世界」，「儘管自覺其普遍性」，卻

往一個看似相反的方向發展，也就是成為「歐洲的『世界』」、「代表歐洲此一特殊統

一圈的世界」。因為「做為個別之多而獨立的只有歐洲諸國，其他（地區或國家）事實

上是其等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或是被視為應然的殖民地」；世界自覺到的普遍性，其

實是「與歐洲此一特殊性同一化的普遍性」，「游離於個別之多、單為觀念而自覺的『世

界』的普遍性，反僅憑與此特殊性同體互含而得以成為現實」，這是「近代的世界成為

世界的特有方式」（西谷啟治 1988c：302-303）。這裡表明的是無法與任一個別同一之

抽象普遍的「世界」，其實是與「歐洲」相等的世界，因為只有歐洲諸國是能區分出整

體（世界）的獨立性個別，2其他將／成為殖民地的地區在此並未被賦予區分個別性與

                                                       
1  此處的觀點或值得再討論，西谷主張帝國內部的個人至少具有法主體性；近代世界的個人僅為觀想的

對象，故完全喪失主體性。或許法律「施行」於個人強化了個人存在的實體性，但在筆者看來，無論
是法律或概念，都是將「個人」做為一個具（相對）普遍性的概念來理解，同時有將「個人」普遍化
的動力。儘管無法於此詳盡，但將「個人」普遍化（概念化）的傾向或與政治和文化治理的目的相關。 

2  類似的思考邏輯在「世界史」座談會中也有出現。第二章說到西谷視「歐洲=我」具有能動性，非歐洲
是被動的「你=自我」；此處西谷則暗示自我區分只有具能動性之獨立個別才能做到。那麼，為了獲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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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為整體的能力或權利。仍具有對自身抽象普遍性之「自覺」的「世界」，通

過與向全球擴張的「歐洲」一體化而獲得其普遍性的現實意義。換言之，「世界」在認

識層次上是抽象、客觀和普遍的，但這樣的認識是透過「歐洲」來取得其現實內涵。這

裡已經暗示大西洋時期的「世界」在認識和現實歷史層次上並不統一。 

第三個時期即當前的「太平洋時期」，此時期的「世界」是在「打破歐洲的『世界』

圓環」、「從單具國際性的抽象性中脫卻」、「無法再與個別性或特殊性同一化」之後，

「真正以做為普遍達到與自己的同一」而成立（西谷啟治 1988c：303-304）。太平洋時

期的「世界」做為「真正的『世界』」（西谷啟治 1988c：303），其定義在此其實相

當模糊。或許可以說這個「真正的世界」是正在發生、誕生中的世界（Goto-Jones 2009），

因為從第二、三章的討論可知，打破歐洲世界的歷史秩序是隨著日本世界史意識覺醒而

正在進行中的現實境況，此問題會在第三小節進一步討論。然無論如何，這裡暗示了西

谷認為當前正發生著「兩個世界」的交替，從與「歐洲」一體化的「世界」，轉換到脫

去與特殊性同一化的、真正具普遍性的「世界」；轉換的契機則是「日俄戰爭及其之後

日本的強國化」，這是「日本勃興之歷史必然的結果」（西谷啟治 1988c：303）。換

句話說，第三種「世界」，是打破近代「歐洲=世界」的觀點，也就是從大西洋時期的

「世界」――認識上具有中立的客觀普遍性，但現實上與「歐洲」一體化――轉換到認

識及現實歷史上相互統一真正普遍性「世界」。 

Goto-Jones 指出西谷主張當前太平洋時期已經成為世界的「霸權中心」（Goto-Jones 

2005：107），這是日本「世界性的自覺」，而保持以歐洲為中心的 19 世紀思想秩序（或

指對「世界」的認識）則是非倫理、不合於當前（1940 年代）情況的企圖（Goto-Jones 

2009：23）。Goto-Jones 並未分析西谷為何認為「世界」歷經了三個時期的變化，即「世

界」轉變的動力為何。儘管西谷論述的是對世界的「認識」，但由前述可見「認識」是

立基在現實歷史上。上一章討論了鈴木所謂的「世界史」是具「普遍性關聯」的「歷史

結構」，符合此條件的「世界史」，在近代以前乃「歐洲」所獨有，並歷經以下階段：

世界性帝國的古代地中海世界（以帝國為普遍性關聯的基礎），以及普遍性教會與神聖

羅馬帝國牽連起來的文化與政治日耳曼民族共同體。這樣的「世界史」在 20 世紀初露

出破綻，「歐洲」已無法再憑自身定義「世界」。至此明顯可見，在西谷論述裡做為世

界認識基礎的「世界」，與鈴木成高所述的「世界」相互重疊，且西谷啟治之點明不同

「世界」成立的實體、非實體的普遍性要素，亦與鈴木的論點一致。換句話說，筆者認

                                                                                                                                                                         
界性，也就是具有做為一個獨立、能動的個別與「世界」游離，首先必須成為西谷論述脈絡下的獨立個
別=歐洲=我。Heisig（2001）將西谷在座談會的發言和其他歷史論述分開，認為西谷在座談會的諸多發
言相當偏頗且簡化，故不能算是西谷的哲學論述。筆者認為 Heisig 以不同態度理解和評價不同文本的
方式值得再討論。因為特定主體動用的思想元素和方式是否能被有效且公允的切割開來理解？如何確保
不同情況下的發言不具有思考上的連續性？且無論發言主體是受到外在力量（如：政治）的干涉或基於
本身的偏見，發言或書寫做為思想或社會意識的表述，在共有的社會性基礎上，無論真假對錯，或均需
受到檢視，因發言或書寫不會止於個人層次，而會成為社會歷史意識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我們關注的
問題是特定社會意識或歷史語境為什麼會發生、發展，那區分言論的真假對錯，或許對問題的了解沒有
太大的幫助。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朱婷婷 

 

  66

為西谷所言之世界認識，是以鈴木所建立之「世界歷史結構」為根基，也就是西谷接受

了世界歷史之為「結構」的概念。是世界歷史結構的自我變革推動了不同的世界認識，

所謂世界對自身普遍性的「自覺」，或可說就是世界歷史內在的理念，是趨向普遍性的

理念促成世界從大西洋時期轉至太平洋時期，從而也使世界認識連動地發生改變。 

確定被西谷視為世界認識基礎之現實世界「歷史結構」的重要性，在於世界認識做

為歷史認識是否具有客觀性。依第二章的討論，京都學派反覆強調歷史認識之為一種主

體立場（的實踐），有來自歷史結構的客觀性，從而具備不証自明的合理與倫理性。筆

者認為，西谷接受以世界「歷史結構」為世界認識的根源，反映了欲使世界認識做為主

體立場的歷史認識，具有上述的客觀合理性與倫理性。因此，Goto-Jones 指出西谷主張

企圖延續 19 世紀思想秩序不合於倫理，在前述脈絡下，筆者認為其非倫理性是在於世

界歷史結構已經轉動，連動的歷史認識也因此轉變，故企圖固定思想秩序是非歷史――

從而是非倫理的。3Goto-Jones 並未指出或意識到歷史結構在西谷之歷史認識的論述上，

具有什麼樣的位置與意義，但筆者認為這關係到西谷啟治拔除主觀性的企圖，這是西谷

（京都學派）以現實歷史（結構）為主體立場（認識）根源的主要目的。且從第二章至

此，可見到這種態度的一貫性。當然，我們無法忽視客觀主體認識最為根本的主觀性，

一如第三章所示，以歷史結構為客觀性根源的主體立場，終究是主體發動的意義系統。

西谷接受鈴木論証的「歷史結構」、歷史內在「理念」等概念，通向的是將「歐洲」看

作「世界」的前提，「歐洲」做為「世界」的範型被視為一種當然秩序，在下面的分析

中，筆者將指出西谷的歷史認識論如何認可了前述觀點。這不僅是對「歐洲」做為現實

歷史――非當然秩序――的變相承認，更重要的是以「歐洲」為範型、出於歷史結構之

日本的世界史立場，即世界史的「使命」，在前面的論述下取得合法性，這與戰爭意識

型態的關係並不容易切割。 

總結本小節，西谷啟治區分了三種發生於不同歷史時期的「世界」觀點：首先是古

代以世界「帝國」為實體的「世界」，此一「世界」壓迫個性的個別並要求其與國家權

力同一化；個人不以其實在，而是以其法上的實存被定義，即「世界」和個人是透過與

國家（及源於國家之法的普遍原則）同一化獲得和維繫其主體性格。其次以大西洋為重

                                                       
3  欲強調的是，筆者認為西谷並非主張 19 世紀的歷史認識或歷史結構不合於倫理，只有在歷史結構已

然轉變，但欲加以維持的「企圖」才不合於倫理。之所以進行區分，是因為若世界歷史是自我運動的
結構，那麼各歷史階段都具有結構自身運動的合理性。亦即，沒有哪一個（階段）世界歷史結構是非
倫理的，因為都是出於歷史結構自身的意志。因此，「歐洲中心」的世界史階段，在西谷、鈴木的論
述下，是具自身倫理性、合理性的世界歷史結構，其喪失合理性則是出於歐洲無法維持自身做為世界
的唯一定義，然此不是對該秩序做為世界史一個階段的否定。這是對歐洲秩序做為當前（形成中）世
界史前提的承認，同時也反映出視西谷、鈴木以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為目的的說法有待商榷，因為並未
考慮到「歐洲中心」的結構意義（見第一章）。此外，歷史結構非不合於倫理，只有主體的「企圖」
才不合於倫理，這似乎是一個論証上的矛盾，因為如果主體立場皆由歷史結構推動，為何會產生一個
企圖阻止歷史結構轉變的主體立場？如果是主體問題化其認識基礎（現實歷史結構），那麼依下文西
谷的論述，確實可能產生一種與現實歷史發生落差的歷史認識；若歐洲帝國主義國家是自身問題化京
都學派所言變化中的世界歷史結構，從而產出維持既有秩序的主體立場，那是否仍不合於倫理？換言
之，西谷、鈴木乃至其他兩位學者所主張之出於歷史的主體立場，儘管與主張日本特殊性完全不同，
且是強調普遍性世界歷史的自我發動，但仍舊脫離不了日本做為當前特殊性主體的觀點，即使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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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時期，「世界」因為無法與任一個別同一而呈現其普遍性，但同時也做為個別、個

人的外部而被客觀化和對象化，成為被觀想的抽象普遍性「世界」；個人與客觀化世界

之間的關聯也只能被客觀地認識，個人因之亦被客觀化，世界與個人的主體性在客觀化

的過程中消退。然而，這樣抽象普遍的「世界」其實是與「歐洲」一體化的「近代世界」，

即近代的「世界」是在與特殊性同一並以歐洲全球擴張獲得現實性的情況下延續著它的

抽象普遍性，然當前――以日本興起為表徵――面臨轉換的命運。 

西谷對不同歷史時期「世界」內涵的討論，帶出以下問題：第一，前面已經提到，

大西洋時期的近代世界，認識上的「世界」是客觀普遍性的世界，現實歷史的「世界」

是與「歐洲」一體化的世界，歷史認識與現實歷史的落差為何發生？與「歐洲」相即的

世界又如何維持其客觀、抽象的普遍性？第二，如果歷史認識的根基是現實歷史，那麼

在認識與現實上錯位的「世界」，是否、如何尋求統一？第三，西谷已經揭示了新「世

界」時期（太平洋時期）的出現，它是否、如何做為在歷史認識與現實歷史上相互統一

的「世界」而成立？換言之，如果客觀的世界歷史結構已經行至一個新階段，那它推動

了何種的主體立場？又此主體立場產生了何種歷史認識來反映世界歷史結構的新面

貌？筆者將指出，西谷主張一種問題化自身歷史認識基礎之現實歷史的主體立場，藉由

「自覺」內在的世界性，並以此認識為基礎推動主體實踐世界走向真正中立客觀的「世

界」。下面第二小節，筆者將先討論歷史認識和現實歷史中的「世界」為何發生落差；

第三小節討論以實踐歷史認識來達成相互落差之「世界」的統一，即主體立場如何通過

自身的歷史認識、對「世界性」的「自覺」，來達成與新「世界」的統一。 

上述問題其實是對京都學派於座談會提出之貫徹歷史性認識主體立場的進一步討

論。據第二章，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問題意識起於由來的東西洋史學無法描述當

前的歷史境況，京都學派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貫徹主體的歷史性認識」：主體自覺其出

於歷史結構的主體立場，以問題性的實証方法4回到歷史去掌握歷史。西谷啟治分別對

主體自覺及問題性實証方法深入論述，下文將指出，西谷所論之主體自覺是其對自身「世

界性」的自覺，而問題性的實証方法則是問題化歷史認識之基礎的現實歷史。藉由西谷

啟治的歷史論述，可以對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問題意識、解決思想與歷史秩序困

境的方案有更進一步的理解。但同時，在相同問題的延伸下，西谷啟治的歷史論述亦包

含了在「世界史」座談會中出現的內在矛盾，將在下文一併討論。 

二、兩種「世界」：分歧與統一 

1. 近代的「世界」：中立的世界 

本節要討論的問題，是近代（西谷所說的大西洋時期）歷史認識中的「世界」與現

實歷史中的「世界」為何及發生何種斷裂。首先關於近代世界認識的出現，西谷啟治指

                                                       
4  鈴木於座談會中指出，歷史固然不能不具實証性，但實証史學卻不必然能掌握歷史的真實，因為實証史

學無法把握「歷史性」故必須對實証性抱持懷疑，也因此是帶有問題性的實証性方法。問題性實証史學
的前提則是主體的主體性立場回到歷史（實証）去發掘歷史的歷史意義（歷史性），見第二章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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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近代的世界是透過與個別游離而成立，至於「世界」為何與個別游離，是源於近代國

家與普世性教會的互動：「諸國家在與教會早期世俗支配權的抗爭中，從宗教中分離出

來的政治世俗性，使近代國家得以成立」；「宗教在強大至世界規模的同時亦微弱化，

取而代之的是做為一歷史力之國家政治為中心的各種歷史力」。以國家政治為中心的歷

史力，反使「世界」得以獲得「自身具客觀性的自存」，「世界」只能從「自身的立場

出發以見其本源」，「無論（任一）特定個別的立場如何廣義地去把握，總是無法捕捉

（世界）所有角度與地平線」。於是，在近代「歷史的世界初次做為本來的世界而展開」；

對「宗教性全然脫落」的近代國而言，亦不存在一個「可限制自己的超越性規範」，這

種做為一種客觀而「展開」的世界，是近代「世界主義思想發生的根本」（西谷啟治 

1988a：233-235）。 

換句話說，近代世界與個別的游離，可說是產生於等同「世界」之特定主體的消退，

除了做為古代世界實體的世界「帝國」不復存在，中世紀予世界以內涵的普世性教會，

一方面漸與世俗政治分化，近代以世俗政治為中心的近代國家得以成立；另方面其普遍

性亦使其與個別（國家）產生疏離。也就是說，筆者認為，西谷指出宗教普世化的同時

亦微弱化，是因為此一普遍性的宗教成為外在於個別（國家）的客觀對象，不具能用於

定義（個別）自身的現實與實體性。客觀的「普遍」既包含所有又不包含任何，普遍性

導向的是抽象化的非實在。沒有世界「帝國」之具強制力的普遍性實體（權力落實在征

服、法律上向個別、個人迫近的現實性），亦缺乏予「普遍」內涵的宗教意義（教會），

即普遍之「實體=個別」的世界並不存在，在無可避免地與個別游離的情況下，「世界」

只能做為世界自身而存在。 

換個角度說，由世界帝國與支配性教會所形構之「世界」拋出的個別，其自立、任

意性體現的就是瓦解後重構之「世界」（即近代世界）不與特定主體（帝國或教會）相

即的狀態。前節已經說到，沒有特定主體內涵的「世界」是與個別之獨立性同時成立，

這種始於起源的割裂，使「世界」獲得普遍性。或者說世界不能不為普遍的存在，因為

它不再被允許與任一主體同一，亦沒有任一個主體能讓自己透過政治、經濟或宗教來成

為「世界」，它不得不單做為一種概念懸置在個別之外。值得說明的是，世界做為個別

自立於其中的「場所」，不代表其中的個別是點狀、無關係的存在。前已述及，西谷指

出世界是個別相互均衡與制霸的空間，他在說明國家政治取代宗教成為主要的歷史力時

也說到：「學問、藝術等文化或經濟世俗化，國民文化或國民經濟等於國家內部育成，

且逐漸相互交涉而形成無數的連繫」，於近代一度瓦解的「統一性的歐洲世界」日漸回

復，這是具世俗自由之各國結合而成的「能動性統一體」（西谷啟治 1988a：234-235）。

亦即，國家之間在脫離宗教做為普遍層次的統合力量後，是透過政治、經濟、文化領域

的互動，重新建立起關聯性。決定當前「客觀」世界的「近代」世界意識，便是以此新

的統合出發。 

這裡再度看到具普遍性關聯之世界歷史結構的影子，可以說西谷所述近代的世界意

識，是成立在多個別之普遍性關聯構成的高次元歷史基體上。因此，「世界」是懸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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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個別之上的存在，故不能與任一個別相即。這個在近代「做為本來的世界而展開」

的世界，筆者認為，反映了西谷啟治觀想「世界」的方式，這會下面的討論逐步展開。

這裡欲強調的，是歷史結構中的連結、轉變影響著主體如何認識「世界」，這從西谷指

出歐洲大航海時代的「世界」觀中可看出。他指出發現新大陸帶來地理和自然界視野的

擴大，使得「平等個人之為一總體的『人類』理念出現」，「人類」或自然的總體性概

念則催生出「以理性的立場與人類或人性之理念為基礎的啟蒙主義」，以及「追求做為

具客觀法則性秩序之自存世界的自然規範性」。換言之，對人類和自然總體性地認識，

世界「與觀察主體分離而自存、與主觀角度分離而只能被客觀地觀察」；個人觀察者亦

「做為世界中的一部分卻也成為應被觀察的對象」，「世界」和「個人」在上述過程中

都被「普遍化」（西谷啟治 1988a：235-237）。這裡展示的是近代客觀化、普遍的「世

界」如何透過「認識方式」成立。對「世界」之為普遍客體的認識，在時序進入大航海

時代後得到加強，發現新大陸首次讓人們產生一整體性的「人類」概念，其後的科學、

啟蒙時代，強調以科學方法探究做為一個整體的人類、人性和自然，目的是尋求共構此

等整體之個別存在的客觀、整體法則和秩序；觀察者和觀察對象，都成為普遍意義下的

客體，自身及各種對象都以看似中立的方式出現，是在這樣的認識方式下，由普遍性意

義所定義的「世界」因而「客觀」地出現。 

2. 近代的「世界」：「歐洲」的世界 

到這裡，西谷啟治從歷史結構和歷史認識兩方面呈現近代世界的成立。在歷史結構

上，帝國和教會做為普遍性關聯和權力支配力量衰退，「普遍性關聯」所標示的世界性

不再由單一內涵所定義，「世界」亦失去能將之實體化的實體（帝國或教會）。近代的

「世界」於是成立在多個別的普遍性上，即「世界」不得不單做為包含多個別之「普遍」

本身，但同時又無法與任一個別相即而不包含任何（個別）。相應於此做為普遍本身之

「世界」的是大航海時代後得到加強的總體性世界概念，即將人類與自然視為整體而追

求其普遍的原理和法則。包含著人與自然、內在於個人又以個人為內在的「世界」，被

純化為原理及法則等理性觀想的客觀客體，即「世界」經由「認識」（方法）被普遍、

客觀地呈現，「世界」因「認識」而獲得客觀、普遍的意義。然而上述由不同方向趨近

的「世界」，可能存在著衝突，西谷指出：「對我們而言自明者，深刻地滲透入我們的

現實生活中，成為組織我們現實生活的契機，從而根本地制約了我們的生活意識」（西

谷啟治 1988a：222）；「所有歷史觀――特別是世界史觀――的根柢，是做為該歷史

觀發生基礎的、該時代構造特有之現實的『世界』，以及對該世界的意識」，而生活於

此世界中的個人是「站在其世界意識上觀看歷史」，故「歷史觀自身其實也是一個歷史

事件，基於特定歷史的制約而成立」，即做為「歷史觀基礎的世界意識」和「『世界』

的存在方式」是歷史認識前提（西谷啟治 1988a：225）。 

西谷在這裡所表明的，是我們用於認識的觀念是在歷史的制約下進行組織，歷史觀

做為一個歷史事件，並不具絕對的中立性。這同時表示做為其基礎的世界意識，以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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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意識之出發點的「世界」，並非絕對意義上的中立客觀。西谷啟治也說到：「世界史

觀根植於世界意識、世界意識根植於現實的歷史世界，因此世界史觀自身也是歷史世界

中的一個歷史事件」（西谷啟治 1988a：225-226）。換句話說，對「世界」之客觀、

普遍性的認識，並非來自「世界」本身絕對意義的中立和客觀性，而是來自對此認識方

式具制約性的歷史認識結構和過程――孕生認識的歷史觀、做為歷史觀基礎的世界意

識、世界意識所從出之現實歷史。要言之，現實歷史及其結構規範了主體如何認識「世

界」之為客觀、普遍的客體，是現實的歷史結構決定了「世界」之「客觀」何以客觀的

原因。故可以說，這個「客觀」世界是一個「先入為主」的、經過內化的客觀世界，即

此一「客觀」的世界其實遠非中立的世界所展現之「世界」，而是特定意識下的世界觀。 

接著西谷指出：「近代之世界儘管做為能被客觀地觀看而展開的世界，其仍是歐洲

的世界，不是真正中立的世界」（西谷啟治 1988a：228）；「對我們來說現在自明的

歷史『世界』的意識與『歷史意識』等，實孕生於近代歐洲，其對於我們之所以自明，

是因為我們自身是近代世界的個人，以及近代歐洲精神所具備的世界普遍性」（西谷啟

治 1988a：224）。換言之，近代以客觀認識方式（以為自明的歷史世界意識）而客觀

出現的「世界」，其實是「歐洲」的世界。其之所以客觀、普遍，是建立在「歐洲=世

界」的結構前提上，是這樣的歷史結構產出了我們對「世界」之為一種普遍的認識；我

們視「歐洲=世界」是真正客觀普遍的世界，從而在認識中加以反映。「歐洲=世界」做

為「現實的歷史事實」，是出於「歐洲勢力向外放射」，依此展開的世界是「止於歐洲

做為能動性中心的世界」；「世界性『世界』的歷史」於是成為「歐洲世界歷史的影子」，

真正客觀、普遍的世界惟有「等到歐洲外之民族或國家同樣做為能動性中心登場、成為

歷史創造主體的時期」，才得以實現（西谷啟治 1988a：237-238）。在這裡我們可以

看到，決定近代現實歷史構造的是行海外征服的歐洲，於眼前展開、看似不証自明的「世

界」，其實是在歐洲形造之「近代」的歷史制約下對「世界」的認識。亦即，以「歐洲」

為內涵的「近代」透過向外擴張，將非歐洲亦包含入此一歷史構造中，通過以此歷史構

造為前提的歷史及世界意識所觀看的「世界」，或者說將在眼前展開的歷史視為客觀及

普遍意義的「世界」，是因為同樣處於「近代」中。也就是說，是因為「近代」之為一

歷史構造已經先內在於非歐洲的歷史意識中、已是一內化的「歐洲」世界意識，因此才

會將當下歐洲的世界（歐洲為唯一能動中心的世界）視為本然、客觀和中立的世界。 

儘管西谷認為包含於「近代」中的歐洲精神具有普遍性，亦指出「近代」確實是客

觀、中立「世界」得以成立的重要契機：「近代歐洲勢力向全世界擴張，世界因此初次

做為一個整體性展開、做為此一『世界』被意識，進而在這個世界意識中的『世界』，

能以其本身自存的方式被客觀地表象化」，這樣的世界意識首先出現於歐洲，是因為「歐

洲的近代得以成為世界史之近代的緣故」（西谷啟治 1988a：222）。亦即「世界」做

為一個普遍意義上之整體得以開展，是緣於歐洲的世界擴張，也就是初次普遍性的「世

界」是由歐洲擴張為內涵的「近代」所催生。但另一方面，這個客觀中立的「世界」在

成立之初就已經具備了內在的衝突，因為這個由近代歐洲所開啟的世界之所以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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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近代歐洲將其自身做為「世界」的緣故。換言之，是歐洲收編非歐洲的現

實歷史結構決定了「世界」何以成立，以及其「客觀」何以客觀，因此近代的「世界」

是非客觀的客觀世界，是接受了歐洲之為「近代」此一歷史認識基礎所投射出之非中立

的普遍性世界。 

這裡剛好產生一個與「世界」成立於普遍性關聯歷史結構之觀點反向的呼應。前面

提到，近代的「世界」是因為成立在多個別普遍性關聯的歷史結構上，而不得不做為不

與個別同一的普遍；這裡呈現的則是「歐洲」將個別（非歐洲）強行拉進自己的普遍性

關聯歷史結構中，故「世界」做為一種普遍性關聯的共構，其實是成立在「歐洲」之為

普遍性的構造上。值得注意的是，前後看起來內涵不同的兩個「世界」，儘管西谷啟治

做出了區分，即前者是以「近代」為契機而展開的中立、客觀的世界，後者是與歐洲相

即的世界，然筆者認為，其實是同一個「世界」的兩面。前面已經提過，西谷啟治（和

鈴木成高）將「世界」定義在歐洲的位置上，他雖意識到做為個別之多而獨立的是／只

有歐洲諸國，但卻沒有質問為什麼「歐洲」的原理和結構才是「世界」。也就是說，西

谷和鈴木相同，都接受了「歐洲」做為「世界」的前提，「歐洲」是「世界」的典型。 

西谷啟治也表示當前「不可能在無先行之歐洲『世界』的情況考慮世界」，「若全

世界沒有因著歐洲勢力統一性地開展，將無法考慮如現在般的世界關聯」（西谷啟治 

1988d：324）。西谷一方面批判當前的「世界」是成就於非歐洲被強行收編至歐洲的歷

史體系之內，但一方面卻無法脫離「歐洲」做為「世界」――統一性的關聯、歐洲精神

的普遍性――的框架；他也未否定「歐洲」做為「近代」前提的合理性：「西洋近代自

身是世界史的近代」（西谷啟治 1988a：222）。即西谷是把「歐洲」與「近代」相互

等同，所謂以「近代」為契機而成立的客觀普遍性世界，其實在成立之初便已經是「歐

洲的」世界。那麼，無論是「近代」開啟之初，或是地理大發現後發展出總體性和追求

客觀法則的「世界」概念，都無法脫離「歐洲」原理的定義和其歷史結構的框限。如此，

則西谷所言之真正客觀中立的「世界」認識，究竟該如何成立？換言之，西谷主張「近

代」的歷史認識與現實歷史中相互偏移的（兩個）「世界」，若「近代」一開始就是「歐

洲」，那是否可以說，二者其實並無偏移，因為從來不存在真正客觀普遍的「世界」，

「世界」始終與「歐洲」相即――無論是在歷史結構意義上，還是在通過全球擴張獲得

「世界」的現實意義上。 

因此，筆者認為，西谷點明是歐洲將非歐洲收編入歷史結構而成就（以自身為內涵

的）「世界」的觀點，看上去反駁了鈴木所論蘭克「世界史」的概念，但終究未能脫逸

於「歐洲」為世界歷史結構典範的史觀，儘管此與歐洲中心論有明顯的差異，卻不能不

說是西谷歷史論點中的矛盾。即便西谷啟治的意圖是透過揚棄「歐洲」來達到超越歐洲

秩序的目的，仍無法避免「歐洲」做為日本進入「世界史」的通過點。前文已述及西谷

認為之所以會「歐洲=世界」，是因為歐洲是唯一的能動者，同樣的觀點亦出現在座談

會中。筆者於第二章指出西谷視「歐洲」為能動性的「我」，非歐洲則是不具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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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做為對象的「你」，他認為當前日本正由被動的「你」轉換到能動的「我=歐洲」。

由此可知，「歐洲」之為被揚棄的對象，是以先成為「歐洲」為先決條件。如此，則接

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成為「歐洲」？西谷視做為近代之「普遍」的歐洲，是以其文化精神、

內部和向外擴張的統一性關聯為「普遍」的基礎。如果獲得某種「普遍性」是做為「世

界史」的要件，那麼要取得與「歐洲」相同的世界歷史結構位置，一如第三章指出，日

本的武力擴張及殖民極可能在尋求歷史結構普遍性的史觀下，獲得正當意義。換言之，

西谷啟治雖然清楚意識到非歐洲被強行吸納入歐洲之為世界歷史結構內部的過程，但並

未成功質疑「歐洲=世界」歷史結構原理的非必然性，其思想方式對應於現實歷史境況，

反而成為支持再生產既定秩序的意識基礎。 

西谷清楚地區分了現實歷史與歷史認識中錯位的兩個「世界」，二者的分裂，西谷

認為是緣於真正客觀的世界「此一真理於近代未被充分展現」。是因為歐洲侵奪、獨佔

了近代世界，所以於近代客觀展開的世界，終究成為歐洲的世界，以「客觀的立場」為

理念的世界史，也因此「包含著向歐洲視角傾斜的偏倚」。然而，「客觀性做為真理性

立場之近代的自覺，其自身包含著無可移動的真理」、「於近代到達的真理無法再次被

滅卻」，因此必然再次轉向「真正中立（neutral）的世界」，並「要求世界史學完全脫

去視角之偏倚」（西谷啟治 1988a：228）。這裡西谷以歷史自身的「理念」――對自

身客觀性真理的要求――來主張歷史視角（認識）與現實歷史必然會再次統一。下一節，

便對此問題進一步討論。 

三、歷史認識與恢復「世界」中立性：主體自覺5 

上一小節呈現了兩種以「近代」為契機開啟的「世界」，其一是脫離古代帝國與中

世教會並成立於與個別游離之中立「世界」，它與任何個別之不等同，使其只能被概念

地認識，缺乏主體性的表述。但是，或許可以說正是這種不與任何主體相即、只能以觀

想來把握的客觀普遍性，反而予此「世界」再度轉向與特殊主體相即卻仍具客觀性的可

能性。因為此中立普遍的「世界」並不只因其游離於個別而獲得其客觀性，同時是以客

觀客體的「認識方式」被掌握而獲得其客觀性。亦即，是經過概念化為一普遍性，世界

才做為一個普遍中立的「世界」出現。換句話說，這種本來源於「世界」與個別分離之

歷史狀況的認識方式，演化為以觀念、理性等非歷史或超越歷史的方式理解「世界」及

                                                       
5  西谷文脈中的「自覺」，筆者認為同第二章內文所示，是指主體對歷史結構已然發生改變有所意識，

然西谷比世界史三場座談會更進一步，指出尚有對主體自身「世界性」──本然地存在於世界──的
意識。此外，筆者認為在下文西谷的論述中，「主體」是一個包含三階段意義轉換的指稱，即從個人
（過渡）到共同體，再（過渡）到國家。意思是，筆者認為西谷強調「個人」做為主體對歷史結構及
世界性的自覺，但此自覺做為推動歷史秩序轉換的動力源，要求的是集體性個人（共同體）的自覺，
最後則以複數主體性的單一國家主體在國際（世界）上實踐歷史秩序轉換的作為。換句話說，筆者認
為下面西谷論述中的「個人」，不單只停留在單一個人的層次，而是在對某種集體意義的要求下被指
稱的個人，且如本節最後所示，是以與國家結合為目的或終點被標示出來的個人。前述多義（多階段）
的個人或許並非西谷論述所獨有，即其與近代日本的個人如何捲進國家的歷史過程可能有相當深的連
繫，惟筆者無法對近代日本個人被捲入國家的歷史脈絡進行檢視與討論，但認為從西谷論述中可看到
將「個人」冠上集體意義並與國家結合的意識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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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個人的關係。於是「世界」、個人均做為觀想的客體，而不是做為歷史的存在被理

解。此一外在於歷史的認識方式，導向的是個人認識和現實歷史的分裂，因為當近代歐

洲將自身擴展為世界，我們仍以抽象觀想的方式理解當前的世界，此一認識方式保証了

世界本身做為客體的客觀性，但卻與做為「世界」之「歐洲」主體內涵的歷史現實無法

相互統一。若換個角度，亦可說放任歷史認識與現實歷史的乖離使當前歐洲主導的秩序

延續了它的正當性，也就是使非客觀的「客觀」世界始終無法成為無特殊主體性之客觀

中立的普遍「世界」。 

本小節要討論的問題，便是如何使近代世界中立客觀的「真理性」復辟。西谷啟治

對此提出的解決方案，其一是「與單純復歸於古代、中世完全相反」之「徹底近代性的

立場」，也就是「最為徹底地排除主體性」的客觀立場；其二是「與古代或中世相互結

合」、「做為客觀性立場的近代完全相反」的「主體性立場復活」的主體立場。客觀立

場與主體立場，「前者是世界史學中向無偏倚純化的觀察立場，後者是做為現在實踐立

場的態度」。也就是「以主體自身的存在為中心」，一方面「往世界內在去捕捉世界的

主體立場」，一方面「世界得以內在於主體的立場出發」，從而能夠「創建一個『創造』

世界史的現實世界」，這便是立基於現實世界的實踐性主體立場（西谷啟治 1988a：

228-229）。 

1. 主體立場：統一分歧的「世界」 

西谷啟治提出以兩個看似矛盾的方向來解決歷史認識與歷史現實分裂的問題：貫徹

客觀性的立場，以及主體立場的復活。前節已經指出，西谷認為客觀中立的普遍性「世

界」是以「近代」為契機而展開，且他視世界之客觀性乃是近代達到的真理。此真理之

再度滅却，即「世界」與「歐洲」同一致使客觀性喪失，則是出於客觀性在近代無法充

分展現。故當前要恢復客觀的「世界」，要做的就是讓脫離特殊主體之客觀性的「近代」

得以展開，即更為徹底地往「近代」的方向前進、完全分離於任何特殊的主體――徹底

近代性、排除主體性的立場。然而，要貫徹客觀性的立場，不能不依靠主動的主體立場，

因為客觀性的立場要求無偏倚的觀察（「脫去視角之偏倚」），也就是客觀性的歷史認

識，這必須透過認識主體實踐不同於近代「歐洲」世界史的歷史認識立場才可能達成。

破除近代世界史學立場的方法是主體回到歷史本身、從歷史掌握歷史，也就是從「實在」

而非「觀想」的方式去捕捉「世界」及其歷史構造的意義，這是主體性復活的主體立場。

以此主體立場出發所認識的現實歷史，西谷認為將可創造（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

這是主體歷史認識徹底的實踐。 

這裡明顯可看到與「世界史」三場座談會相互呼應的地方。於座談會中，京都學派

主張實証性的主體立場：「實証性」要求「回到歷史中」觀看歷史；強調「主體」，是

要求主體有意識地問題化當前已失去合理性（但未被意識到其非合理性）的歷史秩序。

亦即京都學派強調主體有意識地主動回到歷史中去把握現實歷史，以此揭示現實歷史境

況及其歷史性，而歷史認識推動主體實踐以致達到真正歷史結構的變革，即「建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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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歷史秩序。西谷提出徹底的近代立場和主體復活立場，前者是回到世界歷史中去

觀察，可謂是「實証性」的立場；後者是要求主體對當前「世界」的問題化，以此區分

出真正中立客觀的世界及（當前）歐洲的世界，這是主體歷史認識的實踐（歷史認識同

時是實踐的出發點和結果）。無論是實証性或主體性，首要的是主體「自覺」於其立場。

在座談會中，京都學派主張主體「自覺」，是由歷史結構的（鈴木成高主張）「傾向」

或（西谷啟治主張）近代「真理」所推動、產出，此一自覺再帶動主體的世界史意識和

「使命」的行動實踐。 

上述觀點的問題，是企圖將現實歷史客觀化（近代「真理」），然後將回復這種客

觀化或「真理」的主體立場，歸宗於現實歷史本身的意志。換言之，特定主體立場下的

歷史認識做為實踐又帶動主體行動實踐，依西谷的觀點，必定是歷史「真理性」的展現。

這樣的論述邏輯在第二、三章中已經反覆出現，即未質疑現實的合理性與倫理性，並透

過將主體架接在現實歷史上來獲取主體立場的倫理性。其中包含的矛盾已如前章所示，

故不再重複。但在這裡可以看到西谷論述與鈴木等人共有的思想邏輯，無論是歷史內在

的真理、理念或多樣性統一呈現的傾向，都遮蓋了來自主體定義的企圖。被客觀化的歷

史結構，使得主體立場看似只是在回復世界「真理」的認識，進而使得主體「使命」獲

得源源不絕的合法性。日本秉其「世界史使命」而對外侵略，何嘗不是在世界歷史「真

理」的掩護下遂行？此外，西谷主張要以主體立場來排除與世界相即的主體（歐洲），

以達到真正做為中立「普遍」的世界，即真理性的近代世界。然而，該如何帶動行動主

體驅逐與世界相即之主體？如果說主體性的歷史認識反映了真理性的近代世界，（依西

谷或京都學派的論點）歷史認識必然會帶動主體去實踐該真理性，進而去「建設」包含

主體立場、由主體所建設的中立普遍性，這將可能含有建設主體自身做為「中立普遍性」

的危險（高橋哲哉 1995）。「歐洲」藉由將非歐洲強行拉進其普遍性關聯歷史結構以

成立「世界」，此「世界」做為被非歐洲內化的「真正」世界，在西谷主張的「主體立

場復活」之前，同樣是客觀中立的（非客觀）世界。因此，西谷主張去「創建一個『創

造』世界史」的中立普遍性現實歷史，是否同樣有可能落入與特定建設主體相即的矛盾

之中？日本做為具世界史「使命」的建設主體，是否有可能將自我視為真理性的秩序當

作「普遍」？當現實歷史結構的建構性被反映出來，成立於上的主體立場客觀性將面臨

質疑與崩潰，如此則主體立場的「中立普遍性」建設，無疑同樣成為西谷論述中的矛盾

和問題點。 

回到西谷主張之以主體自身為中心，回到歷史中觀察歷史並將之問題化的主體立

場。一如第二章京都學派提出之主體性的歷史性認識，關鍵是如何打造主體的主體性，

該主體又能產生何種實踐。依照京都學派的觀點，「主體」孕生自現實歷史結構，那麼

上述主體及其實踐的問題，便是如何在歷史制約上產出一種能將之問題化――問題化近

代的「歐洲=世界」――的主體和主體歷史認識，而此主體立場又包含著哪些素質，使

其能於現實中達到歷史秩序的真正變革。同樣的問題在第二章討論的座談會中已經出

現，此處循著西谷的論述進一步討論。關於主體如何在歷史本身做為基礎和限制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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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產生創造性的歷史認識，即超越當前歷史結構和秩序的認識，此問題或可從歷史認

識所從出的「歷史」本身為討論起點。西谷認可蘭克視「理念內在於現實歷史」、理念

非由外部指導歷史的歷史觀（西谷啟治 1988a：232）。如第三章所示，理念以歷史的

「傾向」展現，是歷史對自身的自覺和自我完成的限定與制約，同時帶動了歷史轉動―

―歷史的創造；西谷啟治亦說到：「時代受其自身自覺方式的根本制約」，時代的自覺

則是「對該時代世界史觀的根本制約」；對「新構造之『世界』」的意識，是「在舊世

界內部開始發生時便一同醞釀著」，因此「世界史的時代」――真正中立性世界的時代，

是新構造的世界在「破壞舊世界的同時，做為新時代出發」，是「新構造的世界通過各

種障礙並逐步自我貫徹、走向完成的過程」，也就是「實現世界的過程，或者說是世界

自我完成的過程」（西谷啟治 1988a：232-233）。當前由「日本的勃興」之強國化為

動力「打破歐洲『世界』的圓環」所標示之近代世界的轉換，做為世界歷史自我完成之

「歷史的必然結果」，同樣說明了主體「世界意識、歷史意識等，現在正迫近一根本的

轉換」（西谷啟治 1988a：224，303）。 

換言之，是「歐洲=世界」歷史秩序日漸解體的歷史結構自身之變革（自我完成），

推動了主體歷史意識的轉換；是世界歷史趨向「新構造」的衝動或「必然」，要求著不

同於產出於舊世界歷史結構的主體及其歷史意識，也就是站在舊世界歷史結構上打破、

質疑舊世界歷史結構的主體立場。亦即，是世界歷史結構自身打造了能將之問題化的主

體和主體性意識。這裡再度看到以歷史結構做為主體立場客觀性來源的論點，其中的矛

盾筆者已於第三章討論，此處欲進一步討論的，是前述由世界歷史結構鑄造之主體立場

的歷史認識――對新構造、脫去歐洲主體性世界的認識――如何落實和自我表達。此問

題可從兩方面來說明，其一是認識方式，其二是主體對自身世界性的自覺。 

關於認識方式，西谷說到：「依照正確地整理與解釋資料」，我們得以客觀地把握

歷史，並「迫近『本來如何』6的事實性」，這是歷史認識中的實証性。且「在我們觀看

歷史時便已成為我們自身觀看歷史的方式」，而「對事實自身客觀地把握之歷史認識實

証性的要求，具有無可動搖的自明性」（西谷啟治 1988a：221-222）。又「今日中立的

世界史觀與世界之現實及其世界意識相互交結，現實世界與歷史觀此般的結合，並不只

有見於近代，在一般世界史的任何時期均可見到」（西谷啟治 1988a：224-225）。若先

不論西谷關於歷史能被客觀、實証地掌握的觀點及其中隱含的問題，他主張實証性內在

於主體的歷史認識，當個人實踐歷史認識，同時將反映可實証的現實歷史，也就是歷史

認識和歷史現實之間必然達成內在的統一。因此，世界史觀和做為其基礎的現實世界、

世界意識，對西谷來說，也必然相互統一；亦即與認識中之客觀、中立世界相對應的，

無疑必須、必然是無特定主體視角的世界，西谷認為蘭克史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啟示。 

西谷啟治指出蘭克的世界史儘管「是從歐洲出發所見的世界，是止於歐洲的世界，

不是真正世界性的世界」（西谷啟治 1988a：246），但蘭克透過嚴密地考察歐洲諸民族

                                                       
6  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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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動及由此帶動的政治、文化關聯，展示了歐洲之為一統一性整體的成立。此實証性、

統一性的視角，雖未脫離歐洲與世界相即的框架，但同時又讓世界「做為本來的普遍性

世界，也就是做為客觀性的『世界』，在現實中開展」，因為蘭克「『表明本來如何』

的態度，與其以統一性觀看貫通歐洲之種種不同分裂的視角相互結合，且此統一性的視

角，去除了一切主觀的角度及其偏見」（西谷啟治 1988a：244）。西谷於此點明蘭克的

史學方法和「世界史」式的歷史意識，使得「世界」儘管與歐洲同一，卻獲得了世界之

為「世界」的客觀性――如實地呈現歷史，即以歷史表明歷史本身的「客觀性立場」（西

谷啟治 1988a：244）。統一性視角，也就是視（歐洲）歷史為一個在結構上相互關聯的

「整體」，以構造上的一體性來看歷史的歷史觀――即鈴木所謂「世界史」的歷史觀，

是歷史之為一整體的視角，非任何主體或方向的視角。結合實証性與統一性所呈現的歷

史，是在方法和認識上客觀的歷史，是被客觀呈現的歷史。也可以說歷史內在的客觀性，

是由其被認識與被構築的方式所賦予。僅就這一點而言，蘭克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

之所以能呈現一個「客觀」的「世界」歷史，是因為在史學方法和歷史認識上達到了歷

史之為一整體的客觀性。是在這樣的意識上，「世界」儘管與「歐洲」等同，卻能以「本

來的普遍性世界」的姿態，在我們所認識的現實中展開，亦可說蘭克所呈現之與歐洲同

一的世界，是客觀的非客觀世界。 

史學方法做為蘭克主體立場的一種折射，依歷史結構產出主體立場的觀點，應有支

撐該史學方法之為主體立場的現實歷史。西谷指出是以近代為契機展開，並經過大航海

時代加強之「包含人類和地球的思想」、「哲學家式的人類史、世界史」的普遍性世界

觀念推動了蘭克「以統一性把握歐洲諸民族各種歷史的立場」。這是「近代性的歷史意

識」，是脫胎於「近代世界」的「世界史的事實」（西谷啟治 1988a：244-245）。也就

是說，「近代」歷史結構下產生的概念化、觀想的「世界」，是催生蘭克歷史意識的根

源，歷史意識根植於做為現實的「近代世界」歷史結構，也是一個世界史的事實。但是，

前面說到，「近代」是與「歐洲」相等同的世界歷史結構，或者說是「歐洲」強行將全

球納入其「世界」的歷史結構，因此主體（蘭克）的歷史意識――概念上普遍的「世界」

歷史認識，轉向與「歐洲」相等的「世界」歷史認識，無非是緣於「世界=歐洲」的「現

實」。蘭克的史學立場及歷史意識正是站在理性觀想的概念化世界與「世界=歐洲」的現

實上，故蘭克的「歐洲=世界」的歷史認識不能說不是「世界史」的史學立場，其實証性

的史學方法、統一性的歷史視野，便是此種雙意的「世界史」立場的落實。 

此處西谷通過蘭克史學呈現近代歷史意識的一次偏移，由概念上中立普遍的「世界」

意識和認識，向與「歐洲」同一化的「世界」移行。儘管近代的歷史認識往「歐洲=世

界」傾斜，但卻是成立在中立普遍性「世界」之歷史意識的基礎上，統一性――非任何

主體或方向的視角――的「世界史」視角便是對客觀世界之歷史意識的繼承，同時也是

主體對近代世界的「自覺」。然而，實証性的客觀史學方法、無特定方向的統一性視角

和主體對近代世界歷史真理性的「自覺」，並未能讓認識上的「世界」與現實歷史中的

「世界」相互統一。或者應該說，主體對中立普遍性「世界」的認識，和現實歷史「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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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只能在朝向真理性世界的「理念」或「傾向」上達成統一。前面已經提到，新構造

的世界（中立普遍的世界）做為世界歷史的自我實現，是以「日本勃興」為動力「打破

歐洲世界的圓環」來展示世界歷史本身的運動方向，是世界歷史往中立普遍性世界的傾

向產出實証性方法和統一性視角的主體立場。換言之，讓中立普遍性世界「成為現實」

是認識上和現實歷史上「世界」能完成統一的唯一途徑，而世界史本身已經昭示了方法，

也就是由日本實踐打破歐洲做為世界之歷史秩序的世界史「使命」。 

此一歷史認識與現實「世界」在未來式、朝向客觀方向的統一，可說是由歷史認識

之為一種實踐回頭帶動世界歷史向客觀性方向運動。即透過問題化做為主體歷史認識前

提的現實歷史，意識到認識上與現實歷史上相互錯位的「世界」，從而推動具內在矛盾

――歷史認識與現實歷史無法統一――的歷史結構轉換的主體使命觀。到這裡，可以看

到西谷與鈴木成高都主張主體立場的歷史認識、實踐（使命），是出於世界歷史本身向

新階段行進的運動，但二者有一個顯著的不同，即鈴木並未區分出一個同樣做為歷史意

識前提的理性、概念化世界。鈴木認可蘭克史學方法上呈現歷史的即物性，不認為有一

個理念的、以概念掌握的世界（歷史）與即物的現實歷史平行存在，更不可能在概念世

界上產出主體立場。由概念世界產出的主體立場，是將「理念」置於歷史之前，並以先

於歷史的理念（理性）主導歷史的走向。但鈴木通過蘭克史學所主張的，是理念內在於

歷史，只能在通過歷史之後，或是從歷史的「傾向」中得知。西谷則發展出二個平行的

歷史結構：其一是以「近代」歷史特徵（世界帝國與教會獨佔性的「世界」脫落）為轉

機形成的意識上中立普遍的世界；其二是「近代=歐洲=世界」。此一雙重「世界」歷史

／意識結構的存在，產出主體實証性、客觀的史學方法，以及「歐洲」做為一普遍性關

聯整體之「世界史」觀點，即統一性的視野。或者應該說，西谷認為在同一個「近代」

歷史結構下，發生了具雙層次歷史意識的主體，其一是由開放的世界感為基礎孕生出對

真理性（中立）世界的意識，其二是在「歐洲=世界」的現實境況下，對「世界史=歐洲

（整體）史」的認識。對鈴木來說，蘭克史學做為歷史理念（神）及普遍性關聯的展示，

無論撰述的內容為何，本身都具有世界性（中立客觀的普遍性）、都是「世界史」；其

世界史的世界性是來自史學方法和歷史觀本身賦予歷史的素質（理念的遍在），無關乎

是否與任一特定主體相即。換言之，蘭克史學被鈴木視為「歷史」的邏輯本身。但對西

谷而言，蘭克史學代表的是上述雙層次歷史意識相互作用、結合的展現，是對真理性近

代世界歷史意識的繼承，並以實証性史學方法與統一性視角落實在「歐洲=世界」的現

實歷史書寫中。亦即，西谷視蘭克史學為真理性近代世界及由其所生之歷史意識的存在

與証明。 

對主體歷史意識內在不同的觀點，筆者認為也反映在鈴木、西谷二人對現實歷史結

構如何完成變革的看法上。二人雖然都視世界歷史輪轉是世界的自我實現，但鈴木強調

世界歷史結構做為自身動力的絕對性，因為世界歷史結構的「動態本質」，它必然往新

構造行進；鈴木反對個人主體力量介入歷史結構運行動力的能力與可能性，以此捍衛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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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結構絕對的、中立的客觀性。換句話說，對鈴木來說，世界歷史結構的動力完全來自

其本身，從中孕生的主體及主體立場的實踐和「使命」，不過是世界歷史結構的宣教士。

西谷較之鈴木，賦予主體更大的能動力，他認可世界向新構造行進的衝動產出將之實踐

的主體及主體立場，但世界往新構造方向的實現，則是依靠主體對平行歷史結構――或

近代歷史結構下雙層次的歷史意識――加以統一的主體立場。歷史結構產出了主體，但

只有主體「自覺」地問題化歷史結構，並以歷史認識做為實踐去意識到真理性世界與相

即於歐洲的現實世界的分離，再由此歷史認識推動使「世界」未來方向上做為中立客觀

世界而統合的主體立場，或者說世界史「使命」。也就是說，相較於鈴木，儘管依第三

章的討論，鈴木史觀下歷史運動的發動者仍舊是主體，西谷將主體放在世界歷史轉動的

中心，正面肯定了主體對歷史的作用力。然無論如何，鈴木和西谷都視主體立場具有來

自歷史結構的客觀性、合理性，從而具有第二章提及的倫理性；且儘管主動性不同，但

二人的觀點最終都導向了主體的使命觀。 

關於使命觀與當時日本國家之為歷史主體發動戰爭的關係，於第二、三章均已討論，

於此不再複述。值得再作說明的，是西谷對主體自覺的強調，加深了對日本做為主體自

覺其世界史使命並擔任亞洲指導者位置的疑慮。高橋哲哉便指出西谷啟治強調日本精神

與歷史文化上的優秀素質對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意義（高橋哲哉 1995：276-277）。依第

二章的討論，日本精神與文化的優越性，至少部分是來自日本當前與西洋文明並駕齊驅，

以及對世界歷史位置的意識並自覺於超越近代秩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然而這樣的主體

意識，一如第二章所述，導向的是正當化日本的主體立場，以及打造具上述意識的主體，

不僅只是以倫理召喚日本社會大眾，更包含殖民地大眾。高橋哲哉與及 Kimoto 都指出西

谷（於座談會中）主張民族同化，即透過教育來打造「半日本人」，從而為「（新）日

本人」鋪路，而民族同化的目的則是日本做為創造亞洲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的必要

手段。西谷此一主張，高橋指出不僅是一種自我膨脹的手段，更具有維持自我同一性、

拒斥他者之他者性的欲望（高橋哲哉 1995：276-277）。Kimoto 則指出西谷強調國家自

覺、國家的道德生命力，並依此主張日本人化以使亞洲世界史自覺、道德生命力的普遍

提升，無疑具有強烈的民族階級思想（Kimoto 2009）。日本源自其主體自覺和使命觀的

指導性位置，於焉成為其本身向外擴張的合法性來源。 

回到西谷所論之主體立場，他主張實証性在主體歷史認識成立之時便已內在於主

體，蘭克的史學方法可說是此觀點的証明。通過實証性地把握歷史，將可曝露出原本認

識上的「世界」與現實歷史中的世界並不相等，如此將追求在未來時間的二者統一（帶

動主體任何形式的實踐），此即問題化歷史認識基礎之現實歷史的完整過程。西谷接著

指出，當問題化歷史認識基礎的歷史現實，則「當前應稱之為過去的所有性格」、「包

含預測未來之實踐」，以及與「過去」相連接並於現在對未來進行實踐的主體立場，都

將被打破。由於「實踐的立場與現實『世界』自身和世界意識直接相關」，因此當主體

立場「無法通過實踐立場而歸於做為其前提的現實世界與世界意識」，便開啟了主體世

界歷史哲學的立場（西谷啟治 1988a：225）。此處可分幾個層次來理解：首先，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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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認識前提之歷史現實、歷史意識被問題化，無疑使個人與歷史（過去）的關係發生

改變。個人無法再依靠原本視為自明的歷史及其所生之歷史意識來進行歷史認識，對此

情況的意識（現在的主體立場），將使在歷史認識上成立的「過去」遭遇扭轉、重新與

歷史認識建立關係的局面。其次，對前述情況的意識是發生於個人進行歷史認識實踐的

同時，也就是個人的歷史認識本身能對做為其基礎的歷史及歷史意識進行檢視，個人的

歷史認識本身能夠挑戰個人的歷史意識，當對歷史的認識無法通過歷史認識之為一種實

踐與現實歷史相互統一，歷史哲學便由此開啟。換言之，歷史哲學因歷史認識和現實歷

史間的矛盾而開啟，目的也是要凸顯此一矛盾；也只有歷史哲學能夠使相互分裂的歷史

認識和現實歷史再度達成統一，因為僅憑受制約的、內化的歷史意識，無法反映此一矛

盾――對此矛盾無所意識，故也無從消解之。歷史認識之為一種向著未來的實踐，其意

義便在於通過歷史認識不僅是產生對前述矛盾的意識，更帶有轉換現實歷史構造的意

義，也就是回到現實歷史中去檢視歷史，並尋找讓歷史認識和現實歷史結構得以統一的

契機：「回到做為世界史學基盤的世界本身、與世界共見的立場」（西谷啟治 1988a：

226）。回到「世界本身」觀看――貫徹歷史性的認識，進而（重新）定義「世界」，

這是依靠主體立場的復活來徹底排除主體性――個人主體意識到必須問題化歷史認識

的基礎，並透過歷史認識做為一種實踐來排除與「世界」相即的主體。 

藉由問題化歷史認識的基礎，來獲得一種認識上的中立客觀性，這是對「歐洲=世

界」的自覺和反叛，在意識根源上挑戰了現行的思想秩序。然而，是否真的能藉由方法

――以具實証性之歷史認識發動問題化歷史認識基礎――獲得歷史認識的客觀素質，即

「脫去視角之偏倚」，仍是值得考慮的問題。西谷主張在近代歷史結構下，歷史認識和

現實歷史中的「世界」相互偏移，由於歷史認識的基礎是現實歷史，故現實中與「歐洲」

相即的非中立世界，使原本對中立「世界」的歷史認識向「歐洲=世界」傾斜。對此，

西谷提出恢復中立「世界」歷史認識的方案，是問題化現實歷史，即質疑現實中「歐洲

=世界」並非真正中立的「世界」，可以說是自覺到「歐洲」與「世界」並不相等，通

過意識到非中立世界來達到對中立客觀世界的認識。但上述論點的前提是，現實世界歷

史結構已經向新的階段行進，然第一小節已經指出，世界歷史結構自我運動至新階段，

看似具有來自歷史結構本身的客觀性，卻是主體出發進行的定義。換言之，必須先由主

體發動現實世界歷史結構的運動，才可能產生「世界」內涵上的錯位――被西谷當作歷

史認識前提的世界歷史結構運動，實則是為了達到中立世界的歷史認識，而必須先由主

體加以實踐的結果。主體及其歷史認識，和歷史結構之間的相互關係，在這裡已經發生

深刻的衝突。一如第二章論及之主體對「歷史性」的認識――出於歷史結構的主體立場、

以客觀實証性方法進行的認識，其實是主體主動先給出歷史結構定義，從而決定「歷史

性」和相應的歷史認識。換言之，西谷所謂歷史認識受歷史結構的制約，若歷史結構的

意義不能不由主體主動提供，那麼歷史認識其實是受制於主體立場――主體「建設」歷

史的意欲和目的。就京都學派於座談會中提出的主體立場而言，可說就是建設新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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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觀，在這裡，可以看到從「世界史」座談會、鈴木成高史論至此某些共有的思想

傾向，此一對世界歷史境況的認識，如二、三章所示，足以支撐現實歷史中日本向外征

服的行動實踐和將之合理化的意識型態。 

2. 主體「世界性」：「世界」之世界性根源 

至此已經從歷史認識方式面向，展示了以反映近代世界真理性之主體立場如何自我

落實，接下來便從主體自身世界性自覺面向來延續上述問題。西谷的重點在由絕對主義

體制出發的近代國家及個人為何具有世界性。他指出近代民族國家（國民國家）理念始

於中世身分制的絕對主義國家：一方面各階級依社會契約達成某種政治上的統一，並由

國王在各階級之上成立統一性的支配權力；另方面各階級間存在著對立的緊張性（西谷

啟治 1988b：270）。絕對主義國家的階級分立為法國大革命所打破，「非身分性的自

由市民」出現，市民「為世界市民性的自由理念所驅動」，自視與「不具身分差別性的

國家為同一」，由此「過去受身分差別妨礙而無法形成之民族意識乃至國家共同體的意

識因此得以自覺」（西谷啟治 1988b：270）。亦即，「絕對主義育成自由市民，自由

市民育成國民共同體」這是權力向自由、自由再向權力展開的歷史過程，「以自由與權

力相矛盾的兩個原理的相交會點為其存在中心之往國民國家的運動」是「國民與國家直

接相會」，即「高度政治性的動向」（西谷啟治 1988b：271）。 

上面簡要呈現了絕對主義國家到自由主義國家，再到近代民族（國民）國家的圖示，

做為「現代國家基礎的國民共同體」，是以打破封建身份束縛的「自由理念為其成立原

動力」，並在「世界市民性」的自由自覺下朝近代國家的方向運動。在自由主義底下，

國家是做為「法的主體」與代表「私利、私領域之結合」、「具世界市民性」的個人相

互對立。所謂世界市民性，是指自由主義下，個人「直接在世界中自我把握、自覺於得

以要求做為一個個人在這個世界中生存與生活之自由的權利」，而國家做為「法的主

體」，是保護「個人的生命安全與經濟活動自由之法設施的裝置」，然與代表「私利、

私領域之結合」的世界市民性個人相互對立（西谷啟治 1988b：265）。換言之，西谷

認為自由主義下的個人在世界中獨立地存在，具備自由的權利與自覺，毋需經由國家做

為個人與世界的中介，國家只是保護具自由權利與自覺之個人的「法」裝置。因此，個

人「一開始便站在自身疏外於國家的立場」，與國家僅維持著內部「法的關係」（西谷

啟治 1988b：265）。同樣地，社會做為個人的結合，國家對其而言亦只是維護其存續

的法裝置。在西谷看來，這導向「從國家內面將國家向社會消解的傾向」，因為消解個

人私益、私領域與國家的對立而必然產生之「以社會為基準、採國家之社會化的方法消

解對立」的現象（西谷啟治 1988b：266）。 

該如何理解西谷所言自由主義下國家與個人的對立，以及是否該將其對自由主義的

見解置於戰前日本特殊的政治社會脈絡中，筆者無法在此詳盡。若把問題限於戰前日本

對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理解，極簡要地提出三種看法：其一是把基於自然法的個人主義

理念（天賦人權）、個人中心之社會集合（「私益的和諧組合」）的政治參與（立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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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看作「治安之害」，因為將政治權力置於個人之手，主張人民抗衡（君主立憲）國

家的權力，無疑是諸多政變――甚而廢除君主制――等動蕩產生的原因（山田園子 

2012；張旺 2002）。其二是既然個人的自由需由國家來保障，為了個人及社會存續之

需要，獨立且專擅統治權的國家（主權者）乃為必要。此論點否定社會契約論，國家非

在與社會的契約和法的關係上成立，而是「真正自由的賜予者」（山田園子 2012）。

其三是接受國家是個人經營共同自由生活的必要代價，但「成立在與眾人的契約上」，

透過各種分權限制國家權力；以個人和社會為權力中心，國家不得介入除了保護個人自

由之安全外的任何領域，國家做為個人之集合，只為個人之私利及私利之組合（社會）

而存在，本身不具特殊利益（山田園子 2012；張旺 2002）。無論是哪一種觀點，可以

看到自由主義個人與國家的對立主要是在國家法權對個人自由的限制上，西谷所言之個

人與國家的對立，筆者認為可在此脈絡下理解。又在社會契約的基礎上，依前述第三種

觀點，國家是為了個人與社會存在，國家法權只能做為私益集合=社會之展現，其本身

除此別無其他意義，西谷所謂國家社會化、向社會消解，或可由此理解。 

上述自由主義國家觀，西谷認為無法反映歷史世界之現實國際政治中做為政治行動

主體的國家，因為現實中的國家「不單做為法之主體，而是具力之關係的政治性行動主

體」，是「猶如做為個人般之生命體」。故如自由主義法學家 Kelsen7的純粹法學「將國

家還元為單純之法規範的複合態、主張法與國家的同一性」，結果只是一種「內部視角

的擴大」，無法真正地「從外部觀看國家」，從內部觀看國家是「國家向社會消解之傾

向中最為顯著地展現」（西谷啟治 1988b：266）。亦即將國家簡化為「法」裝置，不僅

不能反映國家在歷史世界做為主體的行動，同時消去國家的國家性，使其不具歷史意義

和內涵。然而西谷主張國家是一有機體，並引政治學者 Rudolf Kjellén、8蘭克、Otto 

Koellreutter9等人的論點主張國家是個人共同體之「組織化的生權力」，「國家的體制形

式絕非國家的根源性生命」，國家的法與權力是同人倫在「有機性衝動」中成立。西谷

認為此以「自然與力的側面」揭示國家性格的看法，是「脫去過去抽象性而把握現實中

國家之最為具體的看法」（西谷啟治 1988b：267-268），此人倫性國家即全體主義國家。 

這裡強調國家的人倫性要素，「國家」是經過組織化的生命集合，生命集合是國家

的內在，其組織化是國家的形式，而將其進行組織的是國家的「法」，故國家是法與生

命集合（自然）的結合，二者結合成的國家則是現實歷史世界中的政治行為主體。換言

之，如果國家的「本質」是做為個人集合之基體並與「法」結合的有機體，依西谷對國

家於現實政治中行為的主張，國家將同時擔任個人之集合（共同體、社會）與世界交涉

                                                       
7  Hans Kelsen（1881-1973），奧地利裔法學家，主張純粹法學，強調法的自主性，不受政治或道德拘束；

他主張國家所有政治與行政行為都受到法的規範，並利用「法階層」來建構國家的內部秩序，國家就
是法秩序，故國家與法同一（鐘芳樺 2011）。 

8  Rudolf Kjellén（1864-1922），瑞典政治學者，主張國家是一個根植於土地且大於組成它的個人總合、
共同體或階級的有機體，同時國家是內部公眾意志的表現和人與環境長期互動下的結果（Heffernan 
2000：45-46）。 

9  Otto Koellreutter（1883-1972），德國法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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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的角色。因此，個人的世界性不在於自由主義的個人「世界市民性」，站

在國際政治的立場，個人的世界性是來自「國家」之為一生命體，代表內部生命體的集

合在世界上行動。依此，純粹將國家視為「法」裝置的看法，除了不符合現實歷史世界

狀況，還同時否定了「國家」之為一生命體透過國際政治上「力」的交流與世界性，從

而消解個人及社會通過此途徑獲得、維持的世界性。也因此，國家做為保障個人與社會

世界性的必要存在，西谷認為，其規制必然「延展至向來只委於個人內發的自由之自發

的普通人性立場――道德、哲學、宗教，即與世界觀相關的諸領域」，這是國家「高次

元政治性的本質」，以及「人類對實在於世界內的自覺」（西谷啟治 1988b：268-269）。 

到這裡，可看到西谷啟治試圖通過否定自由主義的非歷史性，將個人從國家的對立

面移置於國家的內部。依西谷的觀點，不只是個人為了自我維護世界性、在世界上存在

而向「國家」結合；國家為了維護內部生命體，以及自身做為生命體，也有必要向社會

及個人的各種層面滲透，這不僅是國家政治的本質，還是個人對自我世界性的自覺。換

言之，西谷認為個人與國家同做為生命體必然通過直接結合以維護彼此的存在（互為彼

此存在的前提），「高度政治性運動」便是「國民與國家直接相會」或結合的動態表現。

西谷進一步指出，此一「自由與權力」兩種矛盾相會之國民國家運動的歷史性方向，看

似是個人對自由理念的否定，實則是「自覺性國民共同體在否定自由主義上通過自由主

義」，是為了維護自由理念而與國家權力結合，故「掃蕩自由主義過後，自由主義之根

反過來殘留於對其加以掃蕩之國民共同體中」，自由理念仍然是國民共同體形成的根據

（西谷啟治 1988b：272）。所謂在否定自由主義中達到國民共同體的自覺，筆者認為，

是自由個人自覺向著國民共同體―國家而否定消解國家的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下的個

人性，即此「否定」本身便是自由個人的自覺，是自由個人對其「自由」意識的表達。

自由主義之「自由」個人的理念，通過此一否定獲得實現與實踐。 

換言之，以「法」為表徵之國家權力是以自覺之自由個人為基礎，故西谷表示向國

家規制運動的國民自由中必然「存在較法之自由更為深層的倫理的自由」（西谷啟治 

1988b：274）。此倫理的自由「非『從國家得來的自由』，是『向著國家的自由』」（西

谷啟治 1988b：275）。亦即個人向國家權力合攏的自由不是被動的、被給予的自由，

是主動的自由。這不僅是個人絕對性的自由，更是「倫理性」的自由。這種自由個人向

規制性國家的行進，西谷指出是共同體與國家共享的意欲，因為對個人、共同體世界性

存在「達到自我自覺並欲將此自覺客觀化的國民共同體」，其自我形成的運動會直至國

家層次，並「進一步做為此國家而形成之自身欲在世界中存續自身」，故國家與個人的

結合，是「維繫做為國家基礎之共同體――個人的統一――的國家意志」，從而「是共

同體自身的意欲」（西谷啟治 1988b：278）。簡言之，個人和國家間雙向互動的高度

政治性運動，一方面是個人延續其本然的世界性（本然地實在於「世界」），另方面國

家因此運動而具有世界性――來自其本然地存在於「世界」和它做為個人的集合而具有

內在的世界性。 

有別於自由主義國家之個人與國家只是消極地「妥協」，以及絕對主義國家以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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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唯一至高主體――就某方面而言是無主體，全體主義國家是自由與權力的「統一」。

西谷啟治以「主體基體化，基體主體化」來指稱上述自由個人與國家權力在高度政治性

運動下的結合。個人「不單是沒入國家的自然性基體」，而是在握有自我主體性的立場

下，「要求著基體的主體化」，再進一步「要求此主體的再度基體化」。亦即，「主體

不是單純地向基體跌落，而是主體性地自我基體化，做為主體的同時採取基體位置的立

場」。於是「國家――從而是共同體――的自我意志反映於個人內面」；「個人在國家

意志中看見共同體――從而是自己――的意志，在國家中自覺自身」（西谷啟治 1988b：

279）。Heisig 認為西谷所言乃是指國家的本質是依靠基體化個人來進行統治，自由個

人則有意識地挪用了國家的統治權，從而「主體化」國家（Heisig 2001：197）。筆者

認為 Heisig 的詮釋值得再考慮，他將「基體化」看作統治的手段或必經過程，即視「基

體化」的前提是國家本身，國家是整個過程的出發點；且僅就統治權力討論，忽視了西

谷著重的「世界性」保持（儘管這就是國家權力的合理來源）。筆者認為，西谷強調的

是主體主動、主體做為出發點的立場，即此處表明的是個人乃以共同體為前提在共同體

內部保持主體立場――對共同體存續之「自覺」，個人在國家內部保持自覺的同時，為

了個人及共同體之存在而往「國家」發展、糾合，「個人―共同體」成為國家的根源性

的基體，此即（個人）主體的（國家）基體化，是在主體立場（自覺）下為保持主體性

而國家基體化；另一方面，國家在「個人―共同體」之為基體上成為政治行動的主體，

此即（個人―共同體）基體的（國家）主體化，是為維護基體而成為主體的國家主體化。

正是在此意義下，個人與共同體的生存意志透過／在國家（內部）得到展現。 

學界關於西谷的全體主義國家和國家世界性論述的論辯，是理想主義、法西斯狂熱

還是哲學與現實政治相遇下的思想努力或屈服，在筆者看來，本身足以成為一個饒富興

味的現象或課題。森哲郎認為西谷啟治是在戰前日本極端的國家主義、全體主義政治環

境下，力圖為日本國家尋找有別於個人無主體性而單做為國家基體之絕對主義國家，以

及自由主義國家――個人與國家基體分離而單為主體――之外的第三種可能性。他指出

西谷通過將個人以主體狀態成為基體，來達到否定國家做為中心的目的，國家經由否定

自我中心性則能獲得「內在於國家自身之超國家的世界性」，而這樣的觀點具有複合個

人實在於世界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世界的歷史意義（森哲郎 2013）。Davies（2008）與

森哲郎有類似看法，認為西谷的全體主義國家論是與其宗教論述交織在一起，目的是透

過否定國家的中心性和自我性來開啟宗教式的世界主義，同時否定以國家為中心的帝國

主義思想，然此宗教性的政治理想並未對現實政治起到作用。Parkes 和 Williams 指責

批評西谷為法西斯主義者的英美學者，不僅缺乏對西谷思想文本和戰前日本特殊歷史境

況的適當認識，所謂西谷或京都學派的「法西斯」思想，是戰後英美創造出來的意識型

態，本身包含西方中心的霸權思想；儘管西谷忽視了全體主義的危險，但其思想與西方

法西斯主義有思想方式和環境的根本差別（Parkes 1997，2008，2009；Williams 2004）。 

從上述，可以知道評價西谷的政治論述並不容易，筆者認為西谷的國家論述的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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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些積極肯定個人主體的要素，視個人主體性是世界歷史的出發點。因為若前述以個

人、個人共同體做為根源的分立國家，是對透過個人表達之近代「世界」世界性的保存

與展現，那麼可以說國家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世界性，就是「世界」得以成立的要素。

這裡看似存在一個國家特殊性與世界普遍性的矛盾，然而，世界之為「世界」，或者說

世界的世界性，依上面討論，是在國家之自我維持――也就是個人和共同體的自我維持

――的基石上成立。也就是說，世界之普遍性並非強調界線消解的全然開放，國家維持

來自內部（個人、共同體）要求之外部存在，才是世界之為「世界」的原因。在這個意

義上，國家要求自身存在主體性的行動，可以說是國家內部個人、共同體對其主體性與

世界性的主張，是由個人帶動國家自我保持的運動，國家因此具備展現「世界」的潛能，

同時也是將現實世界從與「歐洲」同體的近代世界，往客觀中立之「世界」做為現實歷

史的方向拉近――「世界」成立在無強制性主體獨霸的多元個別上，從而打造了與歷史

認識（對客觀「世界」的歷史認識）能夠達成統一的現實歷史世界。 

森哲郎與 Davis 認為西谷企圖讓國家成為一個拔除中心性的主體，這樣的觀點或許

值得參考，但從上述漫長的討論中可以看到，且前面也已經點出，西谷有強烈將個人移

置於國家內部的傾向。他一方面肯定自由主義的個人觀，認為個人有天生的世界性――

本然地於世界中存在，這是人類存在的普遍性質（森哲郎 2013），並且有保存自身和

共同體世界性的欲望；另方面又清算自由主義，認為個人和共同體是自發地且「自由」

地否定獨立、毋需通過國家的世界性，其目的便是維護此世界性。且為了自我形成與延

續，個人和共同體必將自由地否定無規制、恣意的自由，而自願向國家結合，這是對具

有和維持世界性的「自覺」。國家對來自個人與共同體之世界性的「自覺」，同樣將之

導向深入到組成個人、共同體完整世界觀、世界性的所有層面，這是國家的意志，是由

個人出發達至國家層次的意志。換言之，西谷啟治將拒斥自由主義並與國家結合歸結為

個人、共同體對失去世界性實在的本能恐懼，是這種生存的本能欲望喚醒個人、共同體

主體性地否定自身無拘束的自由並接受國家規制的統治，從而揭示了個人、共同體不能

離開國家、不能不仰仗國家法權的力量，否則便無以維繫自身的圖像。西谷高度重視主

體「自覺」，認為是自由主體對自由主義理念的自覺，引導其走上否定自由主義的道路，

故是通過自由主義地否定自由主義，是主體真正的自由表現。西谷經此論証成功地讓主

體「自由」、「主體性」地走進國家，並視出於主體意志的基體化，帶動的必然是基體

的主體化――主體化的基體則能代表個人、共同體於世界中行動的主體。然而，無論個

人是否主體地與國家同一，這都是主體對自身主體性的否定、對自身自由的讓渡。就算

國家是維護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被規制），體制（國家）仍舊有之於個人的外部性，

不能自覺於這種外部性和個人存在之間的差距和緊張性，產生將體制與自我同一化――

視體制為個人的代言者――的意識，反而使體制本身成為倫理，並依此獲得來自「個人

自由意志」背書之源源不絕的權力。 

不論西谷是否只是出於政治理想而輕視了全體主義的危險性，或其本身就是狂熱的

國家主義者（Najita、Harootunian 2005），抑或其重視的是「提問」――探問日本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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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條道路（森哲郎 2013），西谷消解個人、社會與國家權力間緊張性的企圖無可

否認。他將國家視為個人與社會存在的絕對前提――因此才會本能地結合，國家將因此

超越法律的規制，成為存在意識上絕對的中心，國家於是成為存在的「原理」，做為存

在原理與根源的國家，已經是存在的「倫理」本身。10換個角度說，國家做為個人存在

的原理和倫理，是以個人存在本質和倫理性對個人進行召喚，因為惟有通過「國家」，

個人的存在才具有定義，然後再由國家給予其倫理性的獎賞。因此，向著國家運動的自

由個人，或可說是被構築、被指導出來之對國家有所意欲的個體。另一方面，即便西谷

的目的是通過提高個人、社會的主體性自覺來對抗當時的日本國家威權，當其抹消國家

權力與個人自由間的緊張性，而使國家與個人直接相會、接合時，已經親手斷送了個人

主體（和共同體）的主體性，因為個人存在的自由、方式與倫理，已經先於個人被國家

之為原理所決定和定義。 

西谷的觀點是否是等同法西斯國家的意識型態，他的全體主義論述是否與集權主義

同義，從 Williams（2004）、Parkes（1997）、Heisig（2001：193-207）等人的討論

中，可看到是一個非常難有定論的問題。11從本文的討論來看，西谷啟治並非沒有意識

到國家權力的問題，他反覆強調個人的主體自覺，並一再主張不能落入納粹德國式全體

主義國家（Heisig 2001：197），Goto-Jones（2009）亦指出西谷並非沒有意識到全體

主義的危險性。就此而言，西谷的國家與個人論或許的確是一種從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國

家奪回個人主體性的努力。筆者不欲將西谷的論述與法西斯主義、集權國家進行比較或

給予連結，但一如上面所示，西谷的論述足以導向、支撐個人完全被國家收編的意識型

態，以及倫理化國家、國家做為倫理具現的絕對性。筆者的重點不在於肯定或否定西谷

                                                       
10  此處與上段體制之於個人的外部性的想法來自丸山真男對日本國體和家族國家的討論，他指出明治憲法

選擇天皇做為近代日本國家的存在原理（機軸），使得天皇制成為超越性（超越國家法治）的存在，天
皇制於是不是做為制度，而是做為倫理的體現定義著倫理階序（丸山真男 1991，1984）。誠然，考量西
谷寫作時極端的政治和歷史境況，「國家」被提高到個人存在前提的位置，確實可能是一種不得不然的
選擇，因為非以國家做為倫理的思想都被暴力性地鎮壓。但若依照丸山真男所建立自明治以來的國家
觀，筆者傾向認為西谷啟治的國家觀是在日本近代建國運動中被塑造出來、接受自我倫理化之國家召喚
的結果，即他是在日本近代國家形成的歷史脈絡中理解國家之為倫理，而不單純是言論策略的考量。 

11  就西谷啟治以個人主體性自覺為國家成立中心的論點而言，其「全体主義」與法西斯或史達林極權的
totalitarianism 確實不盡相同。然另一方面，也無法否認西谷啟治觀點中與法斯西相通的面向，他在
論及國家為個人生命之集合時，認可了國家是「血與土」之結合的概念（西谷啟治 1988b），這種自
然生成的國家概念，與希特勒在 Mein Kampf（My Struggle，Hitler 1939）所主張之國家成立相同；
西谷之「高度政治性運動」（西谷啟治 1988b）與國家社會主義對個人生活的全面掌控，亦極具類似
性。誠然，與納粹德國思想的某種親近性和指認法西斯主義者，二者中間或許存在著距離。且希特勒
從日耳曼政治思想傳統截取、發展出來的政治概念，做為某種政治思想土壤的產物，並不能用來代表、
指稱成為該概念基礎的思想傳統與法西斯等同；此外，德義法西斯或史達林俄國強調去除個人性、個
人僅須聽從國家與黨的指導，這與西谷反覆強調之個人做為政治出發點，在思想方式上有很大的不
同。但是，西谷論點中相當顯著的總體化傾向，此點亦難以忽視。西谷將國家打造為為個人、群體存
在的意義與倫理系統，藉此將個人、社會納入國家；即個入與社會只能在「國家」內部尋找、選擇自
身的定義和存在合理性。在這個（國家）整合原本存在之對立面（個人、社會）的總體化體系裡，個
人和社會的自我定義、對特定（倫理）位置的呼應或需求，都是由國家先於個人、社會所給出和創造。
西谷此一以整體（國家）包含所有部分（個人）的思想方式，何嘗不是 totalitarianism 的一種形式和
內涵。因此，儘管西谷啟治反對納粹式極權，其思想方式仍舊足以支撐日本帝國主義的集權、極權統
治。上述總體化與整合對立面的想法，來自 Marcuse（2004）；關於 totalitarianism，可參考 Kohn
（2001）；Arendt（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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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思想，而是他的思想方式和集權之軍國主義意識型態是否共有某些基礎，從而成為

該意識型態的支柱。筆者認為西谷與鈴木相同，未能問題化自身所處的歷史脈絡，這是

對自身做為主體的忽視，故不自知地回應了國家做為倫理的意識召喚，這不能不做為現

在或未來思想活動的警惕。 

四、小結 

有別於前章之從歷史結構切入討論何為「世界史」，本章筆者討論了西谷啟治論述

歷史認識和「世界」的關係，以及歷史認識做為一種實踐，如何帶動近代與歐洲同一化

的世界走向真正中立客觀的「世界」。西谷首先指出不與特殊主體相即、客觀中立的近

代「世界」，透過個別的成立與個別認識而成立。不同於古代地中海世界和中世紀分別

以「帝國」和教會做為「世界」普遍性的來源和唯一內涵，近代個別在脫離世界性帝國

和與教會的鬥爭中獲得獨立性，個別性成立的同時標示著一個相對於個別之普遍、外部

的整體，也就是無法與任一個別等同之「世界」的存在。此一普遍性的「世界」，由於

無可以任何個殊來加以定義，它做為外在於、同時是個別彼此互動的「場所」，只能以

抽象的概念來掌握。理性取代帝國或教會等實體，成為捕捉「世界」內涵的方式，也是

這個將「世界」單純看作觀想客體的視角，使「世界」得以客觀地出現，此即以「近代」

為契機而展開之客觀普遍性的「世界」。 

然而，西谷進一步指出，這個看似客觀中立的近代「世界」，實則是與「歐洲」之

為一特殊主體相即的世界。這裡帶出第一個問題，即「世界」何以在與「歐洲」同一的

情況下保持其客觀性，原因在於歐洲透過向全球擴張而使其自身等同於世界。這個與歐

洲相即的「近代世界」，通過內化與個人對於近代展開之客觀「世界」的認識產生疊合，

使「歐洲=世界」既與特殊主體相即卻又同時具備認識上的客觀性。在此則產生第二個

問題，個人對客觀「世界」的歷史認識，與和「歐洲」一體化的現實歷史世界彼此分裂，

於是個人世界歷史認識所從出的現實歷史無可避免地必須被問題化，目的是向著未來、

追求與現實歷史統一的認識實踐，也就是使與「歐洲」同體互含的世界再度回歸於中立

客觀的「世界」。這裡於是帶出了另一個問題，即如何使上述歷史認識與歷史世界再度

統一，關鍵仍在主體的歷史認識。首先是捕捉當前世界的內在客觀素質，即對客觀「世

界」的歷史認識與經過統一性視角呈現的「世界史」，二者在朝向客觀性世界的方向上

達成統一；其次是主體歷史認識帶動國家自我維持、國家之為主體的自我主張，這是對

「世界」之世界性的表現和保存，同時也打造了符合客觀世界之歷史認識的現實歷史。 

西谷啟治提出問題化現實歷史與歷史意識的主張，即回到現實歷史去認識歷史，在

「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等三場座談會中得到呼應。藉由實踐個人的歷史認識，一方面

使歷史認識與現實歷史間的矛盾得以浮現，清楚表明了當前的世界不過是「歐洲」透過

向外擴張而將自身等同於「世界」、以其為唯一內涵和中心的歷史秩序；另方面則要求、

賦予個人歷史認識帶動「世界」歷史結構轉變的潛力：其一是對中立「世界」的認識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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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統一性的視野呈現在歷史中，這是個人歷史認識與當前現實非客觀世界未來式的統

一，同時說明了當前的歷史認識有超越其所從出之當前歷史秩序的能力。其二是此一具

超越當前秩序潛能的歷史認識，能夠帶動「歐洲=世界」往西谷所謂真正中立客觀的「世

界」移行，因為個人自覺於其在「世界」中的實在與對維繫「世界性」的要求，是推動

國家維持外部存在和伸張國家自我主體性的原動力。在此一個人通過國家維護其世界

性，即個人自覺向國家合攏、國家權力及於個人活動各層面的高度政治性運動過程中，

西谷啟治也清楚地意識到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力間永恆的搏鬥。這種對自由與權威相互角

力的認識和意識，不能不說是西谷在面對眼前法西斯化日本國家時，試圖在個人自由與

國家權力的衝突上為個人的自由尋找主動性的契機，以及限制國家恣意擴張的可能性。 

然而，如同筆者於第二章談到的，以歷史認識歷史、回到現實歷史的立場，雖然給

予西谷啟治（或京都學派）發動轉變當前秩序的契機，卻同樣做為一種歷史必然而被無

限制地認可。就本章的討論而言，西谷啟治將國家視為必然（「國家」之為一種必然，

以及國民國家「形式」之為一種必然），在以歷史認識歷史的立場上，「國家」做為一

種歷史產物必然具有合理的（來自歷史的）依據。個人及個人共同體依此立場就不得不

或只能朝「國家」發展，或更精確地說，是不能不被規定往這個方向發展。這裡於是產

生如下矛盾：首先，歷史現實不等同於合理的歷史，承認國民／國家的必然性，是根本

上否定個人及共同體有不同創造的可能性，即非國家的其他選擇或聚合形式。筆者認為

西谷設定「國家」為前提的思維，與「歐洲」在其思維結構中佔有的位置有關。從前面

引用西谷的發言可看到，他將「歐洲=近代」視為當前普遍性的根源並具有必然性，日

本（或非歐洲）唯有先通過「近代」才有超越（近代）的可能，「近代歐洲」於是做為

西谷思維的根源――而非對象――規定了近代日本「該有的樣貌」。儘管他清楚意識到

對當前「世界」客觀性的認識是西洋（歐洲）移植的結果，但在打破當前思想秩序上，

卻不是採用歐洲、非歐洲之外的第三條道路，而是複製「歐洲」模式。 

西谷希望以通過「近代」來否定（超越）「近代」，卻遺忘「近代」本身，或者說

現實本身，就極可能是應該被否定的對象，因為由歐洲海外殖民所成就的「近代」歷史

結構做為歷史現實，本身就是一種不義與不合理。通過「近代」以超越「近代」，於此

在筆者看來，並非對「近代」的否定，反是如認同「歐洲」具普遍性般，並非指「近代」

或「歐洲」不合理，而是因為自身（日本）已經是「近代」或「歐洲」，故不再需要「近

代」、「歐洲」等價值衡量標準來自我（或被）定義。換言之，打破當前秩序，與其說

是轉換秩序，不如說是轉換、重新定義秩序的內涵――日本由秩序中的被定義者（對象）

成為秩序的定義者之一（主體）。且依照西谷啟治的國家論述，帝國主義現實之為國家

的政治行動，是由個人的自由意志所推動，那無疑是承認西方海外殖民――進而是日本

的帝國擴張――是歷史上、「世界」上的合理，這無疑是他對當前秩序的思考――現實

秩序面臨轉換的必然與應然――中顯著的矛盾。 

此外，西谷啟治在「國家」之為一必然的政治運動中，要求、賦予自由個人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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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視自由個人對自身實在於世界的自覺是推動國家自我維持，從而是維護個人「世

界性」和「世界」的動力來源，他在這裡要求徹底的主體立場，並予主體根源性的行動

力。然而，在他的論述中，個人性的主體性卻再次被普遍化為一整體的主體，這等於是

個人主體的再度消滅。上段已經談到，西谷視「近代」、近代的國家為必然，個人與共

同體向國家運動的「公意」無可避免成為試圖尋求可能性與必然性之間的妥協點。換個

方式說，在歷史是由歷史自身所推動的立場下，現實（歷史）的成立是由歷史的傾向或

理念所孕生，個人主體立場，於此是向著國家的運動，便是歷史傾向或理念的具體表現，

但這是在「現實」無可質疑（或未予質疑），也就是「近代」、「國家」之為現實的前

提上被規定的方向。筆者於此並非否定個人對國家認同的意欲或可能，但承認現實並以

之為前提，無非是對其他選項的抹殺。西谷視近代的國家是自由個人及其共同體自覺下

的運動，但若現實已經是個人及共同體運動方向的前提，那這種個人與共同體「自由」

的自覺將只是一種被收束的自由自覺，個人性的主體立場於此是以一種普遍的、非個人

的形式呈現，看似予個人高度的主體性和自覺性，其實只是一種公意的獨裁。「近代」

或「國家」做為前提，是使「近代」或「國家」成為一種「正確」（或必然）的選擇，

個人或共同體的自由自覺和自由選擇，是在被規定的「正確」中自由或自覺地選擇――

個人或共同體是只有一種選擇和自覺方向，個人性的主體性在這裡被推往單向、唯一的

「公意」，主體性於此淪為單一定義和選擇下的主體性，這等於是「個人性」主體性的

死亡。換句話說，西谷啟治（或京都學派）在當前秩序的思考上有一個根本難題，一方

面他要求回到現實歷史、問題化歷史，以辨識歷史構造轉換的契機，並依此發動轉換。

另方面他卻以現實歷史為前提，也就是不質疑現實的合理性――這與他問題化歷史的主

張相矛盾，而視「現實」（「近代」做為歷史結構所含括的內涵）為一個必然要通過的

歷史地層，個人的歷史認識與自由意志因此（不得不）做為推動此一現實之必然的歷史

性勞力而被束縛，並為國家權力所搾取――國家於現實政治中的行動先因其現實性而成

為前提或獲得歷史立場上的承認，而後個人自由意志做為歷史推動歷史的動力來源成為

現實政治行動自我証成的說辭。我們不能否認個人對國家及其政治行動熱烈要求或需求

的「現實」或可能，但也不能不考慮在「國家」已經是前提的情況下，所謂個人自覺與

自由意志淪為可悲之一廂情願的可能性。筆者認為，西谷啟治要求問題化現實歷史的主

張深具啟發性，但其思想中現實歷史的矛盾位置，使得歷史做為歷史認識之根源，以及

歷史認識本身應或能背負何種思想潛能，或許都需要再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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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一、思想方式與意識型態 

丸山真男在其《日本的思想》（1991）中談到日本「傳統」思想時，指出那些被歸

為「傳統」的思想意識，往往在過去不能被（主體）自覺地意識和對象化且於現在被揚

棄，然其實蟄伏在所謂近代、現代意識表層底下，不時以「回憶」的形式躍出意識的水

面，反而能成為壓倒原本佔上風的、被剝掉歷史結構性而加以吸收的近代化、現代化意

識（丸山真男 1991：1-9）；這些被除去歷史結構性而納入的思想意識，在與經驗感覺

相遇並受到反抗時，經常會發生對意識型態功能的批判早於對意識型態內涵批判的狀

況，丸山指出這是揭露意識型態，非以原理批判意識型態（丸山真男 1991：9-14）。

若先不論丸山論述的脈絡，筆者認為丸山此處的論述帶出了幾項問題：首先，外來的思

想意識能夠去歷史地被接受，卻難以非歷史地被理解。亦即，我們能夠在去除外來思想

意識原生之歷史脈絡的情況下，以概念將之吸收進我們的思維結構，但卻很難不以我們

自身所處的歷史脈絡和語境去理解該思想意識。即便我們想要透過納入新的思想意識來

擺脫、拋棄自身過去的歷史意識或文化脈絡，做為我們意義理解基礎的社會歷史脈絡仍

可能很大程度地決定我們的認識和理解方式。其次，由於自處之社會歷史脈絡在理解的

過程中並未被對象化、問題化，以致無法自覺於自身的認識和理解受到何種基礎的制

約。當特定的歷史認識與理解因極端的歷史境況而面臨崩潰，我們通常亦只將歷史認

識、理解做為一種意識的結果來否定、批判――且可能仍是在未對（批評者）自處之歷

史脈絡有所意識的情況下，卻未能及於對該認識、理解的完整形成過程進行檢視、反思。 

筆者認為，上述情況既可能發生於歷史中進行思想活動的個人，也可能發生在我們

在面對歷史和歷史中思想活動的時候。即不能自覺於自己認識歷史和思想意識的方式，

只以我們認為歷史的方式來表達、主張、辯解或告發。換言之，如何接近「意識型態內

涵」而非只停留在「意識型態功能」，筆者認為需要不同的提問方式。即擱置以某種結

論化約、表述的思想意識（意識型態功能），因為對特定思想意識的總結、表述，是構

成我們對該思想意識理解基礎的部分材料；並以思想意識的結構過程為分析的中心，也

就是找出思想意識是由哪些概念元素組成，這些元素又如何排列。透過辨識組成思想意

識的元素和排列方式，拼湊出思想意識的結構和結構過程，接著再檢視它與社會歷史意

識之間的關係。誠然，上述方法並非唯一一種認識歷史或思想意識的方式。如果對歷史、

思想意識、思維構造只有／只能有一種認識方式，或者只有／只能有一種「正確」的認

識方式，那對歷史、思想和意識構造就根本不需要討論，也沒有討論的餘地。但筆者認

為，此一著重在對思想意識之「思想／結構方式」進行分析的方法，或許是一個既能展

示思想活動獨立性，又能檢視其與時代話語之關聯的方法。在此方法下，任何思想意識

都將因其思想方式而對社會意識負有責任，因為思想意識無法脫離社會性的基礎（見第

一章）；但這不是對思想意識本身、思想主體、思想主體之動機或目的的否定或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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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筆者看來，這是對知識態度的檢視，即我們自身做為思想主體，如何可能產生超越歷

史框架，並對現行歷史與思想秩序加以質疑和批判。 

二、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與戰後思想 

本論文做為上述主張的一次嘗試，筆者選擇分析的對象，是京都學派的「世界史」

論述。筆者以「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東亞共榮圈的倫理性與歷史性」、「總體戰

的哲學」等三場與「世界史」論述相關的座談會切入，並以此帶出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

的問題意識。接著以鈴木成高、西谷啟治的世界史論述來進一步深入「世界史」之為一

種歷史認識的思維構造如何成立、包含哪些矛盾，從而導向了何種意識型態。京都學派

指出現實歷史結構已經發生鬆動，但是由來之東西洋史學均無可反映現實歷史構造的移

行：西洋史學的東洋主義觀念，阻礙了歐洲對日本已到達與其相同之世界歷史結構位置

的認識，從而無法認識轉換中的世界歷史構造；東洋的循環史觀一方面缺乏實証性的依

據，另方面無從表述在延續中斷裂之歷史結構的變革（而不是走向重複的下一階段），

也就是無法在原理上反映動態歷史結構的實態。為了解決歷史意識（史學的基礎）與（動

態）現實歷史存在落差的困境，京都學派提出具主體立場的歷史認識，也就是主體回到

歷史現實中去發掘／發覺現實歷史的歷史性。這一方面是要求主體主動、自覺地去認識

歷史的變動實態――在認識方式上的要求，另方面是要求主體透過這樣的歷史認識去帶

動現實歷史構造的轉換――對歷史加以「建設」的要求。也就是說，變動中、「形成中」

的現實歷史結構必須從歷史現實中實証性地掌握，但實証的史學卻不必然能夠反映歷史

的「歷史性」。因此，歷史內面的歷史性之為歷史意義，只能由主體自身發動歷史認識

的立場來彰顯，並藉由揭示當前世界歷史之歷史性，來打破由「歐洲」主導的歷史意識

及歷史認識方式，從而具有變革當前思想秩序、推動新「世界史」成立之「建設」歷史

的意義。此一回到世界歷史現實進行歷史認識並帶動世界歷史結構轉換的主體立場，即

世界史的立場；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可以說是環繞世界史立場所展開的討論。 

上述討論帶出了幾點問題：第一，所謂現實歷史，或說當前的「世界史」，是何種

歷史構造，又如何成立？第二，當前的「世界史」為什麼需要或面臨轉換？即什麼原因

讓這樣的歷史構造喪失合理性；第三，如果當前的「世界史」因失去合理性而到達轉換

的臨界點，那麼如何推動它的轉換？主體立場如何在此過程中發揮作用？又歷史結構內

部是否包含了推動自身變動的要素？本論文第三、四章透過討論鈴木成高、西谷啟治的

歷史論述來嘗試回答上面的幾項問題。鈴木藉由對蘭克史學的討論指出，「世界史」得

以成立不在於網羅所有個殊歷史，亦不在於個殊歷史之並立，惟有個殊歷史間存在普遍

性關聯才能使其成立。普遍性關聯是複數的個別歷史做為一個「整體」歷史結構具自我

完結性的要件，而個別歷史間之普遍性關聯則是來自內在於歷史的普遍性理念，以蘭克

史學來說，即普遍內在於歷史的「神」。西谷啟治在「世界」之為一種普遍性歷史構造

的基礎上，從認識面指出「世界」的成立及其內涵的改變：古代和中世分別以（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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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教會本身之為普遍而成為「世界」，也就是古代和中世的「世界」是成立在帝國

及教會本身做為普遍性構造之上；近代的「世界」則由與任一個別游離獲得其做為整體

的普遍性。在無法與任一個別同一的情況下，獲得其普遍性意義與內涵的近代「世界」，

無法以實存（與個別一體化的「世界」）掌握，只能以抽象的普遍性概念被認識。此一

認識上中立客觀的「世界」，西谷指出，是做為近代「世界」的本然樣態在歷史中開展。 

那麼，上述具結構完結性、認識上中立性的世界歷史構造，為何到達需要轉換或加

以變革的臨界點？西谷指出，歷史認識是建立在歷史意識的基礎上，歷史意識則出於現

實歷史，故我們對近代「世界」的認識，是源於以「歐洲」為內涵、主導秩序的「近代」

歷史構造。換言之，身處「近代」之認識主體所認識到的「世界」，其實不是脫逸於帝

國、教會之本然中立、客觀的「世界」，而是與「歐洲」相即的「世界」，是由「歐洲」

向全世界擴張從而使其自身做為普遍的「世界」。另一方面，鈴木則藉由分析近代歐洲

如何與中世歐洲同時確立的過程，來說明做為具結構完結之「世界=歐洲」何以成立。

此一從中世以來構造上完結並通過球擴張獲得其實在內涵的「（近代）歐洲=世界」，

於當前卻已經無法再憑依內部構造來自我定義和自我維持。或者說僅憑中世以來的「近

代歐洲」，已經無法支撐一個結構完整的「世界（史）」，即近代歐洲之為世界的歷史

構造完結性，從當前現實歷史情況來看，已然破局。因此，鈴木指出當前的世界歷史結

構正在經歷由「近代」過渡到「現代」的過程。 

對於上述世界歷史結構的轉換，鈴木成高透過對蘭克史學和現實歷史情勢的分析，

展現歷史構造內部存在自我轉換的動力。鈴木首先藉由對蘭克史學的討論指出，所謂個

別歷史間的普遍性關聯，即個別歷史在彼此連續、並列的關係上達成多樣性的統一，同

時形構歷史的「傾向」。歷史的「傾向」，是歷史在歷史的沈積（歷史之既成、制約）

上向未來行進，並有歷史自我創成衝動。當前近代日本參與原本由歐洲所主導的國際政

治、美國介入歐洲事務等，正顯示了以「歐洲」為內涵的世界歷史走向崩潰、新世界歷

史結構形成的歷史傾向，故世界歷史結構從「近代」向「現代」移行，是歷史構造的內

在動力所推動。西谷啟治則從歷史認識方面指出，對中立、客觀之普遍世界的認識，以

及原本應做為歷史認識前提的現實歷史――與「歐洲」相即的非中立世界――和歷史意

識，二者間的分裂必然推動二者的再度統一。歷史認識與現實歷史之再度統一，首先是

要求問題化做為一切歷史認識前提的現實歷史與歷史意識；其次是貫徹認識主體的立

場，以歷史認識反向凸顯歷史認識與現實歷史間的矛盾，即將歷史認識做為一種實踐、

實踐的立場來展示真正中立客觀的「世界」。如此，歷史認識與現實歷史，不是在當前

的時點上完成統一，是在世界歷史構造向未來的進行式中完成統一，這裡面包含了對歷

史加以建設的主體意志。 

鈴木與西谷揭示歷史構造的運動並未離開以現實歷史結構為根源的立場，鈴木要求

回到即物、非觀念的歷史，歷史在最為現實的層面展示自己的動向；西谷強調主體立場

對現實歷史的問題化、以歷史認識帶動現實歷史意識與認識的統一。現實歷史做為歷史

結構轉換、歷史認識的動力源、基礎和回歸，對京都學派來說，不單是實証為史學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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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與必須，還具有倫理的意義。然此以現實歷史結構為依歸的觀點，正是京都學派「世

界史」論述的矛盾所在。無論是「世界史」三場座談會，還是鈴木成高、西谷啟治的歷

史論述，都可看到近代歐洲做為世界歷史秩序，始終是京都學派欲加以清算的對象。然

而，從以上各章的討論亦可看到，「歐洲」並不單純是京都學派思想的對象，而是其思

維結構的組成之一：「歐洲」是做為「世界」歷史結構的範型，成為鈴木成高等人思考

的出發點。此思想方式導向的是認可「歐洲」之為「世界」、日本進入「世界（史）」

前提，從而以「建設」此歐洲範型的世界為日本當前的「使命」。儘管鈴木成高區分了

「歐洲」與「近代歐洲」，但在如何獲得世界性歷史結構意義上，取得亞洲歷史內部「普

遍性關聯」的衝動與實踐――日本的亞洲擴張，與近代歐洲的擴張邏輯實難以區分。西

谷啟治亦認可近代歐洲海外擴張促成世界的統一性關聯，是當前世界史的前提，即便是

站在揚棄「歐洲」的立場，「歐洲」仍舊被視為必要的通過點。京都學派視通過「歐洲」

並加以克服為日本當前的「使命」――主體對當前的歷史認識，從而對歷史加以「建設」

的主體立場，並主張此使命觀（主體立場）乃客觀之世界歷史結構自我運動的結果。然

而，筆者於第三章指出，企圖抽除主體對歷史結構之介入、強調歷史之為「結構」的客

觀自我運動能力，終究是對主體做為歷史結構動力來源的掩飾，目的是予主體主動性實

踐客觀、合理性的面貌，是這樣對主體立場客觀性的建構，支撐、正當化了日本「世界

史的使命」的行動實踐――以解放亞洲為名的侵略戰爭、大東亞共榮圈建設。 

此外，西谷啟治強調個人對自身「世界性」的認識，是個人、個人集合之共同體出

於對自身世界性的維護，自由、主動地與國家權力結合；國家並非自由主義下，單為保

護個人「世界市民性」的法裝置，而是與個人結合之世界上的行動主體。換言之，西谷

主張個人是透過國家保持其世界性和與世界的溝通，並為此主體性地拒絕自由主義之恣

意的自由。西谷不僅認為這樣的情況才是現實國際政治的實態，同時也是個人能在不陷

落於國家威權的前提下維護自身的自由。西谷固然是將國家向著世界的運動建立在個人

自覺意識的基礎上，但其主張抹消了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力間緊張性：西谷認為主體（個

人）能在基體（國家）中保有其主體性，基體的主體性不能不在無個別主體性的情況下

成立。然此觀點無法保証現實政治中主體向基體消解的可能性，也就是即便西谷的目的

是想在軍國主義政治環境下尋找個人自由的可能性，都不能否認現實的「國家」己被他

視為當然前提，當現實歷史中的國家成為個人世界性的必然通過點，國家已經成為個人

自由與存在的先決條件、原理，甚至倫理本身。換句話說，個人存在與自由已經事先被

國家決定，個人自由是國家定義下的自由，個人的主體性不過只是虛幻的表象。 

主體立場的歷史性認識做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基本主張，其內部矛盾，要

言之，是主體與外於主體的結構（歷史結構、國家）的衝突。此衝突的根本，首先是鈴

木成高等人自身做為意識主體，卻未問題化主體對意義界定與表述的介入，而力圖建構

非主體的客觀結構來倫理化、正當化主體對歷史結構的主動干涉。其次，鈴木成高等人

質疑歐洲主導之現實歷史秩序的合理性，並主張以主體性的立場重新認識歷史、突破現

行歷史秩序。然而，他們對形塑自身歷史認識的社會歷史脈絡（可說亦是現實歷史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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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卻未加以質疑，即重複特定的歷史話語邏輯卻不自知或忽視――其一是日本明治

時代以來論述日本國家走向的架構，以及日本國家通過文化和教育政策倫理化、加強特

定國家走向的認識；1其二是以「歐洲」做為日本進入「世界（史）」的典範，儘管當

前的歐洲秩序被視為應打破的對象，但其做為特定歷史結構，卻非京都學派欲否定的對

象。前述二者又與京都學派將「近代」之為特定的歷史結構與文明狀態規定在「歐洲」

的位置上有關，即京都學派是通過「歐洲」來思考具「普遍性（世界性）」的「近代」

應該如何。因此，筆者認為，在意識根源上的「近代=歐洲」認識，即便是站在揚棄的

立場，「近代=歐洲」做為日本進入世界歷史結構的必然通過點，使得京都學派的「世

界史」論述是以歐洲歷史結構為前提，從而與之共有相同的帝國主義邏輯。所謂超越、

克服歐洲或近代秩序，於此已是被「近代」所超克。筆者並非意指要尋找一個完全不同

於「歐洲／近代」的歷史結構或文明狀態才是真正的「超克近代」，然縱使「歐洲／近

代」是唯一選項，都必須是問題化的對象，而不是當然前提。換言之，筆者認為要對特

定／現行秩序持續反思，京都學派論述的矛盾便是在打破現行歷史秩序的主張下，卻未

能離開特定的歷史結構方式進行思考。 

前述問題雖非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所獨有，但它很經典地反映了幾個在知識生

產與思想活動上不易解決的困境或難題：其一，主體的思想活動是否對社會意識負有責

任，即主體思想活動的社會性問題；其二，主體如何產出超越性的思想，即如何能夠問

題化自處的歷史脈絡，而不被特定的倫理話語制約，此問題在極端的政治狀態下尤其艱

難。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內在矛盾與反映的問題，本論文並未全部處理。本論文

著力於解析「世界史」論述的思想方式及其內在矛盾，其做為近代日本回應西方秩序之

思想光譜上的一點，梳理該思想光譜之歷史脈絡、語言邏輯，2以及當代之歷史語境在

對其進行分析上的影響，3筆者認為是其他為解明「世界史」論述值得繼續追問的問題。 

至於上面提到幾點「世界史」論述反映的問題，部分做為連接日本戰後思想的基本

問題意識浮現出來。丸山真男於戰後提出的「悔恨共同體」，可說是此問題意識的鮮明

反映。它質問了意識主體對「戰爭」乃至日本「近代」的責任，不僅是知識份子與社會

意識型態的關係，個人做為意識主體，在現實政治中的主體性，亦透過戰後的「悔恨」

而面臨殘酷的拷問（奧武則 2007）。丸山在他對日本超國家主義的分析中，便展示了主

體如何向（天皇制）國家之為倫理本身消解，是主體向國家做為倫理本身的認同，促成

了戰爭時期軍國主義國家的暴走。4戰後的「昭和史論爭」，5在某方面而言，可謂是上述

                                                       
1  可參考本論文第一章註 15。 
2  如日本明治時代以來賦予「歐洲」、「近代」特定的內涵，該等認識影響了日本國家及社會思想活動對

歷史的認識，這些「歷史認識的歷史」，筆者認為是本論文未處理，但值得討論的問題。 
3  即當代（筆者所處的歷史結構）有其特定的歷史脈絡，我們對京都學派論述的討論，是鑲嵌在自處的

歷史脈絡中，而我們自處的歷史脈絡會影響我們的歷史認識及對思想意識（京都學派論述）的解讀。 
4  見丸山真男於戰後發表的〈超國家主義的倫理與心理〉（丸山真男 1984）。 
5  「昭和史論爭」是圍繞 1955 年岩波書店出版之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共著的《昭和史》的辯

論，主要問題點是關於日本／國民的戰爭責任、歷史書寫與戰後日本歷史認識等問題，相關內容可見
孫歌（2009，2011）；赤澤史朗（2000）；Brune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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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與現實政治社會歷史結構問題的延續。這場論爭圍繞著日本的戰爭責任與馬克思主

義史學書寫等問題展開，不僅是歷史「事實」本身如何的問題，主要爭論是在一個個獨

立的「人」如何呈現在歷史結構當中。論者之一的龜井勝一郎6指責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教

條主義，認為以「結構」做為史學書寫中心，忽視了「人」（主體）才是反映歷史的真

實歷史感覺主體；《昭和史》作者之一的遠山茂樹7則以歷史學「科學性」的角度理解龜

井的批評，即「國民感覺」無法取代以科學方式反映的歷史「真實」（孫歌 2011）。「昭

和史論爭」在史學實証性與歷史做為一種「結構」的面向上，與京都學派「世界史」論

述有所呼應，值得進一步討論。但筆者認為更重要的問題，是該論爭對主體涉入歷史結

構之可能性的辯論。不僅是日本國民做為主體的戰爭責任或日本國民是否真正具有主體

性的問題，更在於歷史結構是否具有自我的客觀、合理與倫理性，這關乎主體如何在相

對外部的歷史結構中行動及其可能性。就此而言，或許可以說戰後日本關於史學書寫的

論爭，雖非對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回應，但是在經歷「戰後」之為歷史的特殊狀

態下，對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所提出、反映之問題的某種延續。 

戰後未及半年便成立的日本《近代文學》文人團體，從另一個角度向主體性問題趨

近，掀起了所謂「主體性論爭」。構成此一論爭的發言無法於此詳盡分析，極為簡要地

說，大致是以文學創作者如何安置自身主體的問題為主線。8論點之一是創作者之「我」

與書寫對象的「大眾」相互等同，通過「我=大眾」來捕捉最真實的生活與歷史感覺，

並因此能從社會上個人意識的立場出發――非從理論性的思想活動出發，反省主體面對

極端政治環境的無力狀態。然而，要達到「我=大眾」，無法不先質問做為創作主體之

「我」的形成過程，即必須先確立創作主體在創作中的位置。小田切秀雄9主張創作者

內在向著自由的衝動，將激發創作者對自身（主體）存在的實感，並因此發展出獨特的

寫作主題（岩佐茂 1990）。小田切的主張帶出了主體自覺其實存，以至主體實踐的問

題。儘管小田切是針對創作主體發言，但並未脫離戰前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中已經

出現的問題意識。亦即，小田切追問主體如何自覺其存在，以及對自身存在的實感如何

通向實踐，無疑是對歷史境況中主體、主體立場、主體立場的認識和實踐的探究。因此，

就某方面而言，可以說戰後文學界發起關於「主體性」的討論，從不同方向延續了戰前

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問題意識。另一方面，前述「我=大眾」的主張，可說是從

相反方向檢視了思想活動到社會意識中間的過程。同樣做為對主體如何回應現實歷史的

思考，在筆者看來，「我=大眾」的主張賦予、強調和認可社會上個人對於歷史和歷史

中思想活動的判斷能力――社會上個人的歷史認識能否不經「指導」而獨立且主體地成

立；相較於知識份子思想活動面對現實政治的無力，社會上個人的意識是否有可能產生

                                                       
6  1907-1966，日本作家、文藝評論家，戰前為日本浪漫派與《文學界》文人團體的一員。 
7  1914-2011，日本歷史學者，為日本唯物史觀代表人物之一，《昭和史》作者之一。 
8  「主體性論爭」始於《近代文學》文人團體對戰後文學發展的討論，其後在哲學界亦出現圍繞主體性

的辯論，惟此高度抽象化的哲學論辯與京都學派世界史論述提示之問題的連接，需要更深度的討論，
故不擬在此涉及。關於「主體性論爭」的完整討論，請參考岩佐茂（1990）。 

9  1916-2000，日本作家、文藝評論家，《近代文學》文人團體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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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國家權力的社會意識。在筆者看來，這是對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主張之思想指

導性的反省，亦對主體歷史認識過程、成立再次提問。 

筆者認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做為日本「近代」討論系譜的中間點，延續了

幾項經典問題的討論，例如在鈴木與西谷史論中，可看到近代民族國家形式及「國家」

做為其論述前提――具規範意義的倫理性――的問題，這關聯到現代國家建構和認同形

式，例如是否可能不依賴「國家」的框架來討論群體生活、認同和國際政治；且至少對

亞洲國家來說，「民族國家」的建構和框架，至今仍左右著我們的政治感覺和歷史認識

困境。就戰後日本而言，「國家」之為倫理本身的問題，如何在戰後思想和社會運動中

浮現出來，筆者認為亦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戰後丸山真男對日本超國家主義心理的分析，

清楚解構了戰前日本國家如何通過建立「天皇」為中心的倫理階序（見註 1），可謂是對

前述問題的直接回應。此外，美國戰後對日本的佔領10和主導其政治與經濟秩序，或許也

促使對「國家」之為倫理的反思，因為「美國」體制曝露出在（日本）「國家」之上更

高的倫理秩序。比「國家」更高的「美國」倫理秩序，除了引發對該倫理秩序及其權力

邏輯的批判外，也持續刺激對國家倫理秩序建構――由國家打造、宣傳、建構和定義的

倫理意識11――的批判。對日本國家倫理建構背後權力邏輯的抗爭，筆者認為，在 1960、

1970 年代的安保鬥爭12和全共鬥13等社會運動中，以更為直接和露骨的暴力形式展現出

來。要言之，筆者認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之為日本戰前思想史上的一點，相當程

度地反映了戰前思想的輪廓，可以做為戰前與戰後社會運動及思潮如何連接的切入點。 

從以上敘述，可以看到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提出、包含了諸多基礎性的問題，

縱使不能說戰後思想活動是對它的直接回應或繼承，但它做為日本戰爭前後歷史結構、

主體與國家及「近代」問題之思想系譜上的一點，反映了現代日本乃至東亞的思想境況，

如何發展出不同的研究方法以重新分析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同時建立它與其所在

之思想系譜的連繫，筆者認為值得持續關注和討論。 

                                                       
10  為指導日本戰後政治與經濟重建，以美國為首的聯合國盟軍總司令部於 1945-1951 年掌控日本統治與

經濟事務。 
11  例如戰前是打造「天皇」為日本國家倫理中心（機軸），戰後則是宣傳「美國」做為倫理意識認同對象。 
12  1959-1960 年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社會運動（1970 年有第二次安保鬥爭）。安保鬥爭掀起了對

市民社會、民主主義與國家間關係的激烈辯論，如吉本隆明揭露日本民主政治的指導性，即日本民主
政治並不是以市民為中心，而是國家政治指導下的虛幻表象（奧武則 2007）。 

13  1968 年開始遍及日本全國的學生運動，參與全共鬥的諸多學生組織成立於反安保鬥爭中，故筆者認為
兩場社會運動在問題意識上或許有些許連續性。全共鬥運動除了反對學費上漲、反學校行政統制、主
張學術自由（反國家對大學的干涉）之外，對於如何定位國家、天皇在民主政治中的位置和意義，也
有進行討論。全共鬥運動最後不了了之，有學者認為是因其極端暴力不為社會所認同及其空想的運動
意識，以及諸多學生只是為尋找某種「集體感」（小熊英二 2009）。但筆者認為，全共鬥運動乃至更
早的安保鬥爭之所以未能成為思想遺產，除了對兩場運動共有的問題意識尚未被很好地梳理外，有更
為深層的問題，即是否可能存在「民族國家」或「國家」做為討論框架的替代方案？例如在「反國家」
的旗幟下，「民族」、「祖國」等概念、口號不斷被提出（奧武則 2007），看似成為取代「國家」的另
一種群體認同形式，但「民族」、「祖國」等又何嘗不是近代非歐洲家建國運動過程中被建構出來的概
念，且目的仍是建構國家做為個人存在的倫理中心。筆者並非暗示應尋找一條非國家形式的共同體道
路，或者假設有這樣的可能性。此處的重點是，國家之為歷史形成，其與個人的關係在戰後日本面臨
了相當不穩定的狀態，但對於社會運動暴力性的否定很可能連帶忽視對該不穩定狀態的多方面討論。
這也與我們如何問題化自處之歷史脈絡的問題密切相關。關於全共鬥運動（及其與安保鬥爭的關聯），
可參考：小阪修平（2006）；高木正幸（1985）；小熊英二（2009）；內藤酬（2010）；生越忠（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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